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1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柯文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鄭深元律師

            陸正義律師

            蕭奕弘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沈慶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抗 告 人即

選任辯護人  徐履冰律師

            越方如律師

            胡原龍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應曉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莊正律師

            吳佳蓉律師

            謝祐綸律師

抗  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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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被  告  李文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唐于智律師

            郭珮蓁律師

            李傳侯律師                   

上列抗告人等暨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日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下均稱被告等

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聽

取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

證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

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

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

利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

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

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

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

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

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

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

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原審法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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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

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

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

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

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

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

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

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

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

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

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

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

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

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

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

28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

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

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

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

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其等與共犯、同案

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

親友等關系，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

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

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

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

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

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

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

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

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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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等語。由被告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

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

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

觀，堪認被告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

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

於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

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

芷瑜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

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

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

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

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

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

足認未到案之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

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

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

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

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

定被告等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等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

證人之虞，且被告等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

人之虞，是被告等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

3款之羈押原因。

　㈤原審法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原審法院執行科

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

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

為。然依本院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

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原審

法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

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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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

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

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

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等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

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

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

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

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

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

「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

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

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

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

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

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

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

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

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

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

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

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

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

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等語。

二、被告柯文哲抗告意旨略以：

　㈠檢察官偵查期間，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因限制閱卷，無法抄

錄卷證進而與被告柯文哲討論，只能憑記憶，且偵查期間羈

押、延押庭檢閱之卷證約總計5宗卷，並無其他卷證，然直

至檢察官起訴送審時竟多達148宗卷，顯見偵查中之羈押、

延押程序，檢察官均隱匿相當之卷證未提出，且殆至起訴移

審當日，因時間緊迫，以本案起訴書高達891頁，及卷宗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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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宗，為數龐大，辯護人實未及閱卷。又因檢察官未一併檢

送卷證電子檔予原審法院，致原審需拆開全部卷證逐一掃

描，耗時費力，又因檢察官先後二次抗告、上級審法院亦二

次撤銷發回，卷證往來運送，亦妨礙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聲

請閱卷。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在原審迄今共計3次接押庭審

理，均未及檢閱全案卷宗及證物，實無從比對檢察官當庭建

請羈押所援用之證物及卷宗，且檢察官亦僅播放簡報陳述，

並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實不利於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有效

行使防禦權，形同未閱卷，恐有違前揭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

1項及釋字第737號解釋之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於

113年12月29日接押更審庭時，檢察官當庭追加起訴書證據

清單所無之「證人陳佩琪」為本案證人，惟此一證據均不在

起訴書證據清單及檢察官移送鈞院之卷證內，足徵檢察官恐

有「隱匿」部分事證之情事，更遑論檢察官113年12月26、2

7日第一次接押庭時，曾有掐頭去尾提出沈慶京大額通貨提

領紀錄，割裂並重製大額通貨提領紀錄，僅呈現111年9至10

月之提領紀錄，至上開期間之前數月，及上開期間之後數月

之大額提領亦同有巨額提領各情，故意省略不提，且重製表

格之表頭，恐致原審產生誤判之情事。本案於原審因檢察官

技術性之拖延，未及給予辯護人充份閱卷時間，卻使檢察官

得以其擁有較院、辯更完整之資訊優勢，並可任意截取片段

偵查資訊，甚至自行更動證據之原始狀態提出誤導原審與被

告、辯護人，並當庭突襲提出不在證據清單、不在移送卷證

內之證據，並據以建請原審羈押被告柯文哲，已有不公。且

檢察官一再變更建請羈押之事由、主張與證據，致被告柯文

哲及辯護人更無從及時防禦，審理範圍無從特定、聚焦，嚴

重違反前揭刑事訴訟程序保障及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

　㈡自109年3月24日起至26日間，朱亞虎以威京集團員工所匯每

人30萬元、共計7人合計210萬元，依朱亞虎與李文宗二人之

簡訊內容觀察，純粹係朱亞虎自行決定找人頭匯款至民眾黨

之政治獻金帳戶後告知李文宗此事，惟李文宗當時係在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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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任期期間係自108年01月至112

年01月），並未參與京華城案，難認上開210萬元與京華城

案有關。朱亞虎於簡訊中向李文宗稱：「小沈十分小氣的捐

了210萬」，更代表沈慶京其實無行賄之意，充其量僅係捐

款，更足見此係朱亞虎一廂情願、藉以邀功之舉。至被告李

文宗雖回應說：「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等語，惟此係一

般幕僚之場面話，被告李文宗亦未有被告柯文哲事先知情或

被告李文宗事後有告知被告柯文哲之證述，被告柯文哲對此

亦無所悉，非可僅憑隻字片語即逕行認定被告柯文哲確係知

悉，甚至進而推論同案被告沈慶京、朱亞虎二人與被告柯文

哲先前必有行收賄之謀議存在，因而先行支付210萬元之前

金。是以，上開款項，係單純政治獻金，被告柯文哲亦未提

領私用，難認與京華城案有關。依上開210萬政治獻金捐款

之時間觀之，捐款時間係在109年3月24日起至26日間，距離

106年12月21日第721次都委會通過確認560％基準容積，已

有2年4個月，難認二者相關；且上開政治獻金捐款時間，京

華城公司尚無所謂「方案四」獎勵容積20％之提案（京華城

所謂方案四之提案係於109年7月3日始行提出），且其後

「方案四」提出後，同年7月30日都委會會議並未通過，則

上開210萬元之政治獻金，依時間點觀察，亦與獎勵容積2

0％之方案四提案無關，更無所謂被告柯文哲與朱亞虎或同

案被告沈慶京間有何行、收賄之合意，或謂被告柯文哲有何

踐履賄求之行為。又上開匯款金額僅210萬元，占檢察官所

主張獎勵容積121億元犯罪所得之比例為0.00017，實難認有

對價關係，復與所謂基準容積、獎勵容積等均無關，顯係單

純政治獻金，並非賄賂。

　㈢被告柯文哲身兼黨主席等多職，工作繁雜，市府、黨部、醫

院、友人多有傳送資料，隨身碟內資料並非全係被告柯文哲

製作，被告柯文哲不知係何人製作轉交存入，亦不解其內容

記載意義為何，業據其多次陳稱在卷。再者，上開檔案上記

載「20221101小沈1500」部分，係在目錄「2024／財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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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表，而2024年與2022年二者時間顯然有間，蓋發生在

2022年之事情，豈可能記在2024年之資料夾項下，是否可

信，已有可疑，況且依檢察官所為說明，其最後存檔時間係

在111年12月27日凌晨，亦顯與「2024／財務」無關，足徵

上開檔案，毫無意義。檢察官謂同案被告沈慶京之秘書吳彩

仙曾於111年9、10月間密集提領1600萬元，時間與京華城核

發建造之時間點111年10月18日相近，進而認係本案金流云

云，並掐頭去尾截取9-10月幾筆提款紀錄進行拼湊，認該段

時間有1600萬元之提領紀錄云云。惟觀諸卷附完整的交易明

細與大額提領紀錄可知，吳彩仙所提領之現金分別於111年3

月有3200萬元、4月有450萬元、5月有100萬元、6月有1450

萬元、8月有1100萬元、9月有1100萬元、10月有600萬元、1

1月有500萬元，12月有1000萬元，金額均相當龐大，動輒幾

千幾百萬元，且於9月、10月間所提領之金額，並無特別異

常，符合常態提領狀況，檢察官逕認其中9-10月之提領即為

同案被告沈慶京「親自」交付被告柯文哲之賄款1500萬元，

其取證嚴重違背證據法則，難以採認，自不足為證。同案沈

慶京與證人吳彩仙並無以此行賄被告柯文哲之證述，實難認

此係本案相關之金流。檢察官無視同案被告沈慶京進出之金

流向來龐大，且9-10月間並無何異常，竟任意截取片段提領

紀錄，東拼西湊，即率謂此係1500萬元之金流，尚非無疑。

檢察官復謂1500萬係同案被告沈慶京本人在「某時某地」

「親自」交付1500萬元予被告柯文哲收受云云，無任何證據

足佐。從而，檢察官所舉之賄賂無論係210萬元或1500萬

元，均不足為證，此部分罪嫌自有不足，本應為無罪之諭

知，更遑論以犯罪嫌疑重大為由建請原審羈押。

　㈣原審謂被告柯文哲有意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

內紛擾等情，雖據其自承在卷，惟此係因選後情事紛擾，陳

佩琪早於113年6月24日即已預計8月30日晚上出發前往美國

行程，後來因8月30日當日遭檢廉搜索約談，因此沒有啟

程，上開行程既早於6月24日即已確認，機票亦包含返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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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顯見二人並無逃亡之意，原審以陳佩琪預計出國，因此

認柯文哲恐有逃亡之虞，恐已率斷。被告柯文哲前係第三大

黨主席，亦為該黨之精神領袖，即使涉犯本件，亦絕無逃亡

國外拒不到案之可能，否則台灣民眾黨將受牽連、萬劫不

復，且被告柯文哲前已繳付共計7000萬元保釋金，且為方便

探視及陪伴其高齡93歲、臥病在床且陷於昏迷之老父，亦自

願選擇戴用電子腳環及使用個案手機回報，全然配合原審審

理需求，亦足見其已無逃亡之虞。至檢察官前主張被告柯文

哲曾於113年10月1日拒絕提訊之事，係因其已多次未提前收

受傳票送達，每次均是法警突然早上入內即要提解被告柯文

哲出庭，傳票均是提解到北檢後，在拘留室出庭前才行交

付，其認程序有疑義，因此抗議程序不合法，其後被告柯文

哲出庭，係因檢察官開始遵守程序並依規定囑託看守所長官

送達傳票，始同意出庭，被告柯文哲所請係合理正當，詎檢

察官竟置自己違法傳喚於不問，率謂係被告柯文哲悍然拒不

到庭，進而謂其後有逃亡之可能，原審亦認被告柯文哲有逃

亡之虞，恐屬率斷。

　㈤又單單以被告柯文哲職務上之關係與親友之關係均為既存的

關係與事實，如何能以此直接認定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

本案已經提起公訴，偵查程序其中強制處分已達4個月之

久，大規模傳喚之共犯與證人訊問後均經具結，證物均遭查

扣，渠等供證述均已具結成形，且經具結後之訊問筆錄，除

非有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

不正之方法等致無證據能力外，其餘證明力部分均有待鈞院

依法調查審認，自無特別再予羈押以給予檢察官公訴方便、

並使被告及辯護人致生種種不便之理，除非檢方認為自己蒐

證尚不完備，還需羈押以遂行偵查？但若係偵查尚不完備，

何以檢察官仍執意提起公訴，並欲以無限次抗告之方式壓迫

原審羈押被告？再者，交互詰問程序只是在釐清證人的證詞

是否具憑信性，而與被告柯文哲是否有勾串其他共犯或證人

根本無涉，原審裁定就被告柯文哲有何需要與各該供證述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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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形完整之共犯或證人勾串均未見說明；另原審裁定所列

被告柯文哲傳訊息之時期，係在112年5月及113年5月間，都

是在偵查單位發動偵辦之前，且均已經檢方查扣並還原訊

息，起訴後又有何需要與共犯、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情？

其相當理由與合理依據安在？

　㈥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證人葛樹人部分，被告柯文

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二人均否認有行收賄1710萬元，自再無

勾串之必要；被告柯文哲前與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傳

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

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

哲則於7日後之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

上開訊息既經檢察官以科技設備還原顯現在卷，檢察官自可

以提出葛樹人或同案被告沈慶京究竟刪除何種串證或滅證之

簡訊，以證明雙方確有勾串或滅證，惟以檢察官僅提出上開

對話，並無渠等刪除何種串證、滅證之訊息，亦足證被告柯

文哲、同案被告沈慶京或葛樹人所刪除者並非與本案有關或

重要之簡訊，更遑論被告柯文哲係於7日後始行回覆葛樹人

上開訊息，顯見無滅證之意，自難認有何串滅證之事實及疑

慮。被告柯文哲與彭振聲前係長官部屬關係，惟以彭振聲業

已對所涉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為認罪之表示，且其業經提

訊多達20餘次，供證述均已成形，即再無與被告柯文哲勾串

之可能。至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

之line，所謂「共識決」對話紀錄等，「共識決」向來為都

委會決議之方式，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並無規範需

以表決方式決議而不能以共識決方式達成共識，且有至少兩

位出席110年9月9日第783次都委會的委員證稱：都委會是

「共識決」，且相關會議是全程錄影、全部上網、公開透

明，並無隱匿情事，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溝通之事實既屬事

實，何來串證之虞？抑且，被告柯文哲發送「共識決」訊息

予彭振聲之時間係在113年5月6日，而且係在彭振聲傳訊後3

天始行回覆，顯見無特別勾串之意。檢察官單以一則訊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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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證明其等兩人有串證之虞，實在難以想像。至被告柯文哲

請時任副市長黃珊珊前去找彭振聲，係因黃珊珊告知被告柯

文哲：彭振聲爆瘦，作為其前長官，出於關心，因而請黃珊

前往關心其身體狀況，自無所謂串證之疑慮。另依據黃景茂

所為之供證述，其並未直接受被告柯文哲指示而為，而係與

彭振聲討論，且其供證述亦已成形，被告柯文哲有何與黄景

茂勾串之需要？至於邵琇珮部分，其業已對所涉對主管監督

事務圖利罪為認罪之表示，且檢察官請求依證人保護法減刑

1年3月，其供證述將來已不可能再變動，且被告柯文哲與邵

琇珮並無往來，又如何有與邵琇珮勾串之可能？從而，關於

本案是否構成圖利罪部分，業經調查完竣，相關人證均已成

形，物證、書證俱已在卷，僅餘法律認定而已，已再無勾

串、滅證之虞，自無再以此為由羈押之必要。原裁定認此部

分有羈押之原因，恐有誤會。許芷瑜係辦公室行程秘書之

一，其並無本案京華城容獎案之相關職權，並不會與被告柯

文哲共犯違背職務之罪，與被告柯文哲間無同向收賄之共同

利益，自無所謂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可能，並非「共犯」至

明。惟檢察官為達續押被告之目的，於原審接押庭遭辯護人

當庭質疑許芷瑜並非共犯身分之後，近日即將許芷瑜以涉犯

貪污、洗錢等罪併案通緝，顯係為羈押被告而創設一共犯貪

污罪之人尚在逃之羈押事由。自不拘束原審對於許芷瑜究係

共犯或證人之認定，許芷瑜未到案，不構成與共犯勾串而有

羈押必要。許芷瑜僅充其量係證人，單純證人未到案，並不

會在審理中構成接押之事由，否則所有案件有某一證人未能

發現進而約談到案，有失公平法院原則。依許芷瑜之身分及

職權，係隨行秘書之一，負責上下車地點聯絡等，何以認定

許芷瑜有參與見聞本案而係本案之證人？況且，檢察官假定

之行收賄1500萬元部分，均已為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

京所否認，除210萬元係匯款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帳戶，許芷

瑜並無經手外，餘1500萬元僅一張來路不明之excel檔，並

無其他金流證據足佐，同案被告沈慶京、證人吳彩仙亦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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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提領鉅款行賄之事，則該excel檔，自不足為據，如何

認定其到案有助釐清本案案情？況且，許芷瑜未能如期到

案，檢察官自應設法要求其回國接受偵訊，或以其他方式就

訊，此一過度誇大之偵查作為所衍生之不利益，自應由檢察

官承擔，與被告柯文哲何涉。此外，依證人陳盈助、邱清

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至多僅

能證明許芷瑜曾受柯文哲之託轉交各該捐款予黨部或基金

會，如妙天捐款即存入新故鄉基金會，陳盈助捐款即作為辦

公室裝修所需等，上開款項均係合法取得，且與本案無關，

且許芷瑜並不負責帳務，何能逕行推演或假定同案被告沈慶

京確有親自交付1500萬元之賄款與被告柯文哲，更遑論逕行

認定許芷瑜必有受被告柯文哲所託轉交1500萬元之賄款與不

詳之人，而有見聞檢察官假定之收賄情事。凡此均未見檢察

官提出合理說明，全係臆測。又檢察官既謂1500萬元係由被

告柯文哲「親自」收受，既如檢察官所稱係親自收受，又何

需許芷瑜到案始能釐清？況且許芷瑜住處、手機、電腦應已

遭搜索，其友人亦遭訊問多次，自有相關證物可資調查，實

無待許芷瑜到案即可釐清是否與京華城案有關。「晶華-ora

nge出國」內容，係記載許芷瑜當時業已出國讀書之狀態，

並非指示許芷瑜出國，其中間曾返國後再出境一事並未告知

柯文哲，柯文哲對其何時回國、何時出境並無所知，亦無何

聯絡，此觀被告柯文哲扣案手機還原資料即明。又如證人林

鼎峰所述許芷瑜出境係因被告柯文哲被抓進去問因此出境云

云，顯係張冠李戴，蓋許芷瑜113年8月29日出境當時，被告

柯文哲並未遭檢廉訊問搜索，何來許芷瑜事先預判此事進而

先一步出境。故證人林鼎峰之證述，與事實有違，係事後杜

撰之詞，實難採信。此外，許芷瑜住處、手機、電腦應已遭

搜索還原，自有行事曆等相關紀錄可資調查，實無待許芷瑜

到案即可釐清。是以，本案業已起訴送審，全案共犯與證人

均已傳喚，且被告柯文哲對偵查中羈押、延押之裁定均未抗

告，偵查業已完備，別無於起訴之後勾串、滅證之可能，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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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容積是否違背法令，係屬法律專業，有賴都計專業結合

法律論述進行認定，並非檢察官即可認定，被告柯文哲亦無

就本案客觀上是否違背法令為勾串、滅證之可能，檢察官未

舉證有勾串、滅證之相當理由與合理依據，自無再以此理由

羈押之原因。

　㈦本案被告柯文哲所涉圖利罪、違背職務收賄罪等部分已調查

完畢，無續行羈押之原因與必要，許芷瑜非本案共犯，充其

量僅係證人，且其僅涉政治獻金案，未回國接受偵訊與本案

不生影響。考量本案業已連續四個月傳喚數百人次，甚至大

規模傳喚金主、黨工幹部造成寒蟬效應，而羈押係侵害人權

之手段，請考量已有至少四個月之強制偵查，本案如蒞庭檢

察官所言，事證已經非常明確，就無再予羈押之原因與必

要，應考量雙方武器平等，給予雙方一個公平的攻擊防禦機

會，請予被告柯文哲交保處分，以維訴訟人權。原裁定未充

份慮及被告柯文哲防禦權之保障，及平衡雙方武器對等，在

羈押極端限制人身自由及侵害防禦權的情況下，不僅有失憲

法保障正當法律程序之旨，所為之裁定將難昭社會公信，恐

有為檢察官起訴背書，並接棒偵查，延續以往遭國人及社會

詬病的職權調查主義的司法文化，有違公平法院之疑慮。被

告柯文哲之父親年事已高，已高齡93歲，目前因罹患淋巴

癌、肺炎、肺積水、腸胃道出血、抗藥性腸球菌感染，心肌

梗塞等重症疾病現在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目前意識昏

迷、完全臥床，需全時間使用氧氣等維生設備，已在生命末

期，請撤銷原裁定，發回另為適法之處分，或逕命為交保之

處分，以結束檢察官無止盡之抗告，並維被告柯文哲之人權

保障云云。

三、被告沈慶京抗告意旨略以：　　

　㈠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

裁定(下稱「發回裁定一」)僅指出第一次具保裁定(下稱

「原裁定一」)未就衡量無羈押必要性之事項為必要之說

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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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逃亡，及所定羈押替代手段不足等，

全未涉及有無串證之虞之指摘；待第二次具保裁定(下稱

「原裁定二」)依發回意旨為說明及增加具保金額並羈押替

代手段後，又遭本院113年抗字第2804號裁定(下稱「發回裁

定二」)以前次發回根本未提及之串證事由為撤銷理由，直

指被告沈慶京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且電

子監控手段無法防止串證等情，原裁定法院即一反「原裁定

一」、「原裁定二」所持立場，以本件原審羈押裁定(下稱

「原裁定三」)裁定羈押被告沈慶京。同一法院竟可因上級

法院之指示而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且原裁定法院竟於訊問被

告沈慶京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

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

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

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

判，而有羈押之必要」，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

接見、通信，實令被告沈慶京驚駭莫名，蓋在客觀事證完全

相同之情形下，同一法院竟可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並於裁定

理由中直陳係「基於尊重審級制度」而為，實屬不可思議。

　㈡「原裁定三」理由雖提及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

接見、通信之理由，包括「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

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但並未敘明檢

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究為何？比對

「發回裁定二」理由所列舉之事項，或係於本件偵查中即已

發現而早經提出之事證，或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習知之常

識，實無從理解為原裁定法院於前次裁定後始知，而足供為

截然相反裁定依據之新事證。又本案不應以「對於社會危害

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做為「有」羈押必

要之理由，否則將使個案中被告應否執行羈押之考量不當擴

大而具有須維護公共利益、社會秩序之治安色彩，侵害被告

權益至鉅，乃「原裁定三」以「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

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為羈押理由之一，亦屬適用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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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之違背法令。

　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淨股法官於對被告沈慶京為偵查中延長羈

押裁定時即明確認定被告沈慶京已無逃亡之虞，其理由殊值

參照。況所謂有逃亡之動機、有在海外滯留不歸能力，實際

上必以被告沈慶京能出境為前提。然被告沈慶京年近八旬、

百病纏身，且受電子監控，客觀上不可能循偷渡管道出境，

而在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情形下，更不可能合法出境。如

此無論其他條件如何，被告沈慶京均不可能有逃亡之虞。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所定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

受賄賂罪，係屬對於公務員貪瀆行為的狹義、特別規定；而

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的圖利罪，則為該貪瀆行為的廣

義、概括規定。倘公務員貪污行為，已經符合前罪的構成要

件，即應逕依該罪名相繩，祇於不該當前罪要件，才適用後

罪名處罰。換言之，此二罪名具有法條競合關係，有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24號刑事判決意旨足參。從而依檢察

官起訴之犯罪事實，被告沈慶京所涉之罪，至多僅為貪污治

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嫌，其

本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非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重罪，「原裁定三」就此已有誤認，進而未能敘明

何以被告沈慶京在未涉重罪之情形下，亦有高度逃亡之可能

性，理由同屬不備。

　㈤無論被告沈慶京與其他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關係如何，起

訴後均不應以限制刑事被告沈慶京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違反

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審判；又上開事例發生於113年6月23

日、5月1日，時間在被告遭羈押之113年8月30日前2至3個多

月，其後被告沈慶京及同案被告應曉薇、柯文哲又各自歷經

近4個月羈押期間，在檢察官多次訊問後，被告沈慶京與應

曉薇當時相互知悉另一支隱密性更高之私人電話一事，於起

訴後之今日，究竟還有何事有何串證之虞；而被告沈慶京及

同案被告柯文哲之手機復已遭檢察官查扣，當可循手機鑑識

方法查明究有何簡訊確遭刪除及其內容為何，何能毫無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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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憑空指摘被告沈慶京有串證之虞而應羈押？況起訴書證據

清單中，根本未列葛樹人為證人，也未見檢察官為相關調查

說明。

　㈥被告沈慶京受電子監控，客觀上不可能循偷渡管道出境，而

在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情形下，更不可能合法出境，如此

無論其他條件如何，被告均不可能有逃亡之虞。又被告沈慶

京原已身罹多種疾病，於偵查中遭羈押之4個月期間，健康

更形惡化，共8度戒護就醫，3度戒護住院、4度抽搐顫抖，

病情顯有隨著羈押時間推移而日益加重的情形，若未為完整

妥善治療，以被告沈慶京近80歲高齡，可預見病況只會愈趨

沉重，顯難痊癒，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險，此由被告沈慶京於

113年12月27日具保獲釋後即住院治療，台大醫院並隨即安

排於114年1月2日手術即明，基於人權考量，既然其他同案

被告均已羈押禁見，則就健康情形明顯惡化的被告沈慶京准

予交保，亦應無害於「原裁定三」所顧慮之串證。　　

　㈦末按刑事之上訴或抗告救濟程序，以受裁判人因受不利益之

裁判，為求自己利益起見請求救濟者，方得為之。而受裁判

人上訴、抗告之利益或不利益，應就一般客觀情形觀之，並

非以上訴人或抗告（再抗告）人之主觀利益為準，有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678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從而就起訴

移審後法院關於被告人身自由是否應施加限制一事，為法院

職權之決定，檢察官並無聲請權，其所提認被告應繼續羈押

之理由，僅為意見陳述，故法院於訊問被告後命被告具保、

責付、限制住居而未予羈押之裁定，檢察官並非該裁定之當

事人，自無受不利益之裁判可言，所提抗告為法律上所不應

准許，抗告法院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第408條裁定駁

回，卻誤為撤銷發回之裁定，實有違誤云云(被告沈慶京之

辯護人雖以其等撰狀時誤以選任辯護人為抗告人，然因被告

沈慶京業已其名義提出抗告而撤回，然其真義究係撤回抗告

人名義而保留原抗告意旨或撤回全部之抗告意旨等節，未盡

明確，依有利於被告沈慶京之認定，均認其與辯護人均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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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抗告，附此敘明)。

四、被告應曉薇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應曉薇於歷次偵查程序已詳細交代本案事實，無任何隱

瞞，且本案檢廉機關自113年8月28日對被告發動搜索前、

後，即對數十位證人展開縝密詢問、調查證據及搜索扣押等

偵查作為，同案被告等人業於檢廉機關進行數次訊詢問，且

陳佳敏、王尊侃等人之供述業獲檢察官採信，而為不起訴處

分，是本案相關證據均已蒐證保全完畢，被告應曉薇實無勾

串共犯、證人之可能。且王尊侃、陳佳敏於偵查中之供述，

已與檢察官之舉例相符，並無使案情轉趨晦暗之風險，實質

而論該等供述亦有利於被告應曉薇，被告應曉薇實無再行串

證之必要。被告應曉薇與陳佳敏縱有上下屬關系，然其二人

供述既未有明顯矛盾、不一致之情形，且陳佳敏之證述，洵

屬對被告應曉薇有利，被告應曉薇自無與其串證之必要。本

案偵查機關既已起訴，當已有充分證據，對相關款項性質更

有明確定見，於審判中羈押被告應曉薇之正當性基礎已然薄

弱，原審裁定未詳加審酌已呈現之偵查卷證，遽認被告應曉

薇仍有串證之虞，顯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之違法。

　㈡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任職議員具有實質影響力、被告應

曉薇與沈慶京有微信軟體聯絡方式，遽認被告應曉薇有勾串

共犯、證人之虞，未具體說明被告應曉薇有何以有以不正當

方法影響共犯或證人之嫌疑存在或有其他類似之行為，亦未

衡酌是否有其他具體措施得防免被告應曉薇與證人、其他被

告接觸而無羈押必要，本案並無顯示被告應曉薇實際從事或

可能從事影響證據調查或審判公正性之行為，是原審裁定僅

憑一般日常對話，即率爾推定被告應曉薇有串證風險，已有

認定事實徒憑臆測之違法，對話內容亦完全沒有談及任何有

關京華城案之相關內容，檢察官既已多次指述被告應曉薇與

同案被告沈慶京多以威京集團子公司將款項匯予協會性質係

「過世之余雪鴻勸募之捐款」作為「幽靈抗辯」，於羈押禁

見期間，經檢察官多次傳喚訊問，既屬一致，被告應曉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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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案被告沈慶京自無串證之必要。被告應曉薇實無法使用原

通訊軟體與其他被告、證人聯絡，遑論串證行為，又若係重

新辦理手機，於被告應曉薇受限制住居且通訊設備受監聽之

情形下，亦無法輕易得知對方新辦理之微信帳號以進行聯

絡，且微信作為一封閉式社交平臺，僅能以微信加好友，若

缺乏對方資訊即無法重建聯繫。若僅因被告應曉薇於電話中

提及與其他被告之通訊軟體即推定有串證之虞而裁定羈押，

恐致司法裁量流於恣意。又原審僅以被告應曉薇身為議員，

即謂被告應曉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從而推定其有實

質影響力，然迄未能提出具體事實或證據，證明被告應曉薇

於偵查中曾經或意圖透過任何手段影響證人供述，證人於本

案調查過程中，於被告應曉薇尚未遭羈押時，其若有不利被

告應曉薇之證供，均未因被告議員身分而受影響，此觀該諸

多證人之證述筆錄自明。原審裁定率爾推定被告應曉薇交保

後可能影響證人供述云云，顯屬無據，亦未審酌被告應曉薇

如何避免與同案被告、證人接觸之具體措施、未為任何當否

之闡述，遽以抽象標準論斷被告應曉薇仍有串證空間，本案

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明被告應曉薇本案涉

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以供佐證，本案相關事實

晦暗不明之風險業已降低，於起訴後若仍繼續羈押被告應曉

薇，無疑係過度限制被告應曉薇之人身自由。若係為避免串

證，非不得以禁止被告應曉薇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以防免

串證並達替代羈押之目的，況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

調查庭時業保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接觸同

案被告、證人，且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有關本案之事

項，對於相關證人也絕不會有私下聯繫之行為，惟原審裁定

均未就上開措施為任何當否之裁示或闡述，僅泛指被告應曉

薇有串證之虞應予羈押，顯有違法。

　㈢被告應曉薇目前尚擔任台北市議員職務，且家中尚有年近百

歲臥床之母親與被告相依為命，被告應曉薇實無逃亡之可

能，亦無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惟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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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機場出境，未衡酌是否有其他替

手段，遽謂被告應曉薇有逃亡之虞而有羈押必要，被告應曉

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出境至香港原因，係因其擔憂年

近百歲之母親病情惡化，為盡孝心乃欲至香港購買只有該地

始有販售之馬百良清心丸，以求能替母親活血通絡和行氣止

痛，至於為何選擇於台中出境係因該機場出境至香港之機票

價錢最為便宜，被告應曉薇父親之骨灰安奉於彰化忠靈塔，

被告應曉薇亦可就近探望父親上香致意，並於回國後就近回

彰化老家探望親人。況監聽譯文亦顯示被告應曉薇於今年6

月曾去加拿大參加大女兒之畢業典禮，倘若被告應曉薇果有

逃亡想法，大可於斯時起即長待加拿大。另被告應曉薇家中

尚有年近百歲臥病在床之母親與被告相依為命，需被告應曉

薇貼身照護，被告應曉薇擔任台北市議員多年，於政界頗負

盛名，新會期業已開議，有諸多法案亟待被告應曉薇審議監

督，被告應曉薇絕無可能棄絕多年事業、在台至親不顧。且

依被告應曉薇之行程可知，其斷無可能潛逃出境。凡此均在

在足徵被告早已有於回國後安排既定活動之規劃，絕無逃亡

之動機及可能。又被告應曉薇之女兒雖於國外念書，每逢假

期即會回台，學成後亦計劃回台尋找工作機會，是被告應曉

薇自無長期滯留國外之可能，被告家中搜扣之所有證據資

料，亦無任何諸如被告應曉薇申請外國居留權、申請長期簽

證或購置海外不動產等準備移居其女兒留學國或其他外國之

規劃；又被告應曉薇其之父親雖為北京人，惟被告應曉薇與

孩子生父並無婚姻關係，雙方之關係僅限於子女的扶養義

務，被告應曉薇無法依賴其子女父親，亦無法長期居留於北

京或享有資源支持其於國外之生活。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

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機場出境，未詳加審酌被告應曉

薇於國內生活之基礎及社會聯繫，亦未審酌有無其他具體事

證顯示被告有計畫滯留國外之事實，更未衡量是否有其他替

代羈押手段可資行使。顯有認定事實理由不備之違法。

　㈣被告應曉薇偵查中遭羈押後，檢廉機關業傳訊更多證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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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被告並進行更大規模之偵搜行動，起訴書有關被告供述證

據74項、非供述證據109項，證據內容均已鞏固，原審裁定

未審酌是否得以干預權利較為輕微之其他手段如較高額之保

證金、電子腳鐐等，即足達成保全本案證據及審理程序進行

之目的，並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與否之理由，創造

法無明文之限制，未充分審酌事實及法律之正當性，侵害被

告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至鉅，法院亦不應預設立場、

不受上級審見解拘束，惟原審裁定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

羈押理由，拘束自身裁量，若受上級法院意見拘束，無異削

弱公正審判之本質，進而影響司法信賴與公平。且羈押裁定

為重大人身自由之限制處分，其裁定須以具體事實為基礎，

且經充分法律論證，並符合法定事由及比例原則，然原審未

經充分事實與法律審酌即裁定羈押，僅以「尊重審級制度」

作為理由，顯已偏離法律之正當程序要求云云。

五、抗告人李文宗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之原因、要件及必要性，本即應與

其他被告分別審酌，被告李文宗遭質疑之112年5月15日、11

3年8月11日訊息，前者根本無勾串內容，後者則為與本案起

訴犯罪事實毫無關連之木可公司損益表，被告李文宗之情況

與其他人實在無法相提並論，被告李文宗未如同其他共同被

告具實質影響力，被告李文宗亦無從控制之其餘被告之行

為，自不應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

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原審裁定固

認定許芷瑜出國為同案被告柯文哲指示，但此點與被告李文

宗無關，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李文宗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

要性之審酌依據。

　㈡原審裁定固提及尊重審級制度部分，辯護人就此無法苟同，

審級制度之設計，係讓被告在處理法律爭議時受有審級利益

之保障及救濟，若按原審裁定之上開說明，原審裁定係遵照

審級制度而依上級審法院之意而為羈押禁見裁定，則被告李

文宗就是否羈押之重大影響人身自由之決定一事，無啻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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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就此點訴訟程序之重大瑕

疵，自有明顯裁判違背法令之處。

　㈢被告李文宗究竟有無參與、支配犯意或犯意聯絡，都無任何

與勾串有關之內容，檢察官並未就勾串為足夠之舉證及說

明，難道被告李文宗曾經對自己妹妹稱自己權利最大，就會

勾串、影響證人。況梁秀菊於偵查中到庭證稱明確：伊自10

9年2月起擔任民眾黨之財務長，負責管理民眾黨之財務，民

眾黨政治獻金，有財務部出納人員會整理資料，不會向李文

宗回報民眾黨收受政治獻金之情形，被告李文宗不知道民眾

黨收受政治獻金情形，也不負責處理民眾黨職務捐等語，是

檢察官所稱上情，顯然於事證不合。關於「黃珊珊、力奇曼

捐款50萬元捐款，捐到柯文哲總統候選人專戶」政治獻金專

戶，被告李文宗始終承認為其管此部分財務；關於「協會資

料給我」，講的是新故鄉協會，被告李文宗也是承認處理新

故鄉協會之財務；黃珊珊提到「可以抵我的捐款責任額了

吧！，拜託你向秘書長說一下」，從這個訊息看出來，管捐

款責任額的不就是秘書長，若為被告李文宗，還需要向秘書

長說？又許芷瑜與男友的對話，時間是113年1月23日提到李

文宗管政治獻金，講的也是競選期間總統大選之政治獻金專

戶；檢察官提出資料引用張益贍筆錄，但張益贍在本次總統

大選競選前即因個人事由離開民眾黨，是否為本案相關期間

之相關狀態，實有疑問。張益贍所說不分區立委審核小組成

員有七位，包括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既然同案被告柯文哲

在內，又何需被告李文宗來代表柯文哲發表意見。上開審核

小組成員投票權是每人兩分，每票等值，關於標註「木可危

機處理小組」LINE群組訊息，群組名稱是檢察官後製，看不

出實際群組名稱，而相關群組內容是討論關於檢察官起訴端

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僅有釐清事實與擬定聲明，亦無檢

察官所謂勾串或嘗試統一不實說法之過程，被告李文宗更於

113年8月14日遭退出群組，可佐證被告李文宗遭民眾黨切割

而不可能與民眾黨任何人員勾串之情；而關於木可內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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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陳智菡回復是收入支出列表帳務資料，木可之收入支出

憑證都被檢察官扣押，更無撕碎紙條上所指之木可內帳之事

實。原審裁定認被告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

之政治、經濟實力與人脈，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

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然

被告李文宗不具相當權勢及影響力，被告李文宗並無任何公

職、權力、金錢勢力，被告李文宗要如何去影響他人為有利

被告李文宗之不實陳述，況被告李文宗在偵查中被羈押之

前，眾望基金會即已召開董事會決議將基金會之事宜全數交

執行長處理，現在相關之證人是否尚任職眾望基金會，已無

從確認，被告李文宗到究有何政治、經濟實力與人脈能影響

共犯、同案被告、證人，原審裁定捨調查不為而空以被告李

文宗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顯有理

由不備、未盡相關調查之缺失。

　㈣原審裁定顯係以毫無所據之理由推論認定被告李文宗有勾

串、滅證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相關書證、物證都經檢察官

搜索扣押，並作為起訴之證據，檢察官並未指出到底還有什

麽證據有被湮滅之可能。被告李文宗因木可公司辦公處所在

一公開之大辦公室內，為避免放在桌上的木可公司損益表遭

他人看到才會交代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況木可損益

表只要有相關憑證資料，電腦資料再跑就有，在卷內亦未曾

見檢察官就此發函要求木可公司提供損益表而未得之記錄，

且損益表僅有某段期間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要

如何作為本件起訴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之依

據。原審裁定漏未審酌上情而據之為認定依據，亦有違背事

理、經驗法則之違失。此外，被告李文宗在手機被檢調查扣

前即已經檢調傳喚數次，被告李文宗有極多機會可以處理手

機，但被告李文宗手機經檢調查扣後又未經鑑識出有刪除資

訊之動作，檢察官指摘被告李文宗有湮滅事證之心態云云，

顯於客觀事證有違；訊息內容並無被告李文宗嘗試影響李文

娟如何為不實陳述之內容，李文娟更經檢察官傳喚多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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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見檢察官指出被告李文宗、李文娟於偵查中陳述有何出入

而需勾串之處，如何推論被告李文宗可影響李文娟以外之第

三人，原審裁定單以上開訊息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嘗試影響相

關被告之行為、能力云云，顯毫無所據。

　㈤被告李文宗與同案被告柯文哲於偵查中之陳述似無出入，被

告二人間到底要如何勾串為其他更有利之陳述，實在殊難想

像。朱亞虎在本案與被告李文宗立場對立，朱亞虎雖然認

罪，但檢察官可以選擇起訴求輕刑方式確保朱亞虎維持證

言，檢察官卻選擇以緩起訴處分之方式處理，被告李文宗與

立場相對之朱亞虎到底要如何勾串實難想像，檢察官不應該

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

許芷瑜部分，被告李文宗於112年至113 年總統大選期間處

理競選辦公室、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木可公司財務事

宜，而檢察官在偵辦過程中業已傳喚諸多知名人士以確認交

付款項與被告柯文哲過程，從未有證人提及係由被告李文宗

與渠等接觸或將現金直接交付與被告李文宗；而檢察官所引

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交付現金與被告李文宗之訊息，內容

即與新故鄉協會之800萬元款項有關，但該部分之款項亦核

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

名完全無關，原審裁定另指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

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為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可

能，疑似係指許芷瑜與被告柯文哲收受賄賂有關，但起訴書

記載之210萬元係匯款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專戶、1500萬元係

沈慶京利用不詳方式在不詳時間交付與被告柯文哲，與被告

李文宗完全無關，被告李文宗並未與任何交付現金之人直接

接洽，如何能以許芷瑜可能經手其他鉅額現金收受與本案犯

罪事實有高度關連，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勾串許芷瑜之可能，

並進而認定有羈押之必要，本件許芷瑜雖現尚未到案，檢察

官指摘被告李文宗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與許芷瑜聯絡而勾串，

顯為無的放矢。被告李文宗固有傳送訊息要李文娟碎掉木可

公司損益表，但被告李文宗與李文娟之訊息內容，並無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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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宗嘗試影響李文娟如何為不實陳述之內容，亦未見檢察

官指出被告李文宗、李文娟於偵查中陳述有何出入而需勾串

之處，原審裁定單以上開訊息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嘗試影響相

關被告之行為、能力云云，顯毫無所據。

　㈥檢察官既然已經起訴，業已認定其於偵查期間透過各種強制

處分、運用大量人力蒐集足夠定罪證據，如何能將檢察官對

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李文宗身上，並進而繼續羈押

被告李文宗，物證均已遭檢察官扣押在案，到底要如何湮

滅，人證部分則經檢調廉多次詢問並勾稽事證已確保，而共

犯、證人之翻供，原因許多，檢察官擔心法院會耗費更多心

力、時間、資源釐清事實而使發現真實過程艱難，在所有案

件審理過程中，本來就會有各種正反證據出現，本案被告李

文宗並未涉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重大，亦無相當理由足

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更無羈押必要性，原審為被

告李文宗羈押禁見之裁定，於法不合云云。

六、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

㈠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

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㈢所犯為死

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

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

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被告

經法院訊問，有無羈押之必要，乃事實問題，屬事實審法院

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應許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

一切情事而為認定（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6號判例、98 年

度台抗字第405號裁定意旨參照）。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

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確保刑罰之執

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

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

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

不當可言。又法院為羈押之裁定時，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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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使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擔保

嗣後刑之執行程序，或為防止被告反覆施行同一犯罪，而對

被告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法院僅須在外觀上審

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及有無賴此保全訴訟程序進行或

執行而為此強制處分之必要，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

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只需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在形式上

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嫌疑為已足。而被告之犯罪嫌疑是否重

大，有無羈押之必要，俱屬事實問題，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

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容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質言之，羈

押被告之審查，既非終局確認被告是否犯罪，法定羈押原因

備否之認定，又無須經嚴格之證明，以自由之證明即達於

「釋明」之程度為已足，且就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有裁量

之職權。故原審法院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倘認已足釋明被

告犯罪嫌疑重大，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而其關於羈押必要性

之裁量，亦合於保全被告之本旨，且與通常經驗法則或論理

法則無何扞格，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

七、經查：

　㈠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

　　經查，本件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

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

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

利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

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

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

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

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

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

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

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有羈押聲請書所載之各項證據及卷附

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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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等人有事實及相當理由有逃亡之虞：

　　經查，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

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

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

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

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

被告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被告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被

告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

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

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

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

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

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

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

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

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

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

3年8月28日，檢調至其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

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

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

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

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逃亡

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事

由，足堪認定。

　㈢被告等人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

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經查，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其等與共犯、

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

督或親友等關系，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

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

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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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

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

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

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

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

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

刪光」等語。由被告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

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

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

觀，堪認被告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

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

於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

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

芷瑜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

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

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

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

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

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

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

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

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

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

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

理由足以認定被告等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

虞，是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羈押

事由，經核於法尚無不合。

　㈣本件有羈押被告等人之必要：

　1.按憲法第8條第1項前段雖明文：「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

障」，然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漫無限制，同法第23條更規

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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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

正是本於增進公共利益，讓司法權能有效行使、刑事程序實

現公平正義之目的所立基之條文規範。因此，身體自由之基

本權在符合程序正義之基礎下，自得在最小限度內，適當地

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謂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

權，在符合法律要件之限制下，均不得限制之。次按執行羈

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

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

序之進行、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

無羈押之必要，以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

羈押之必要，屬事實認定問題，法院有依法審認裁量之職

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

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

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2.又按羈押乃是國家為了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手段，乃

是為實現國家對於被告之刑罰權。羈押之目的在於保全被告

之法定證據方法及擔保將來執行刑罰之目的，其性質係將被

告拘禁於特定處所以拘束其行動自由，乃強制處分中對人身

自由最大之限制，故以此方式保全被告以保障追訴、審判及

執行之最後手段，若有與羈押同等有效，但干預權利較輕微

之其他手段時，應選擇該其他手段，不得率予羈押；亦即必

須符合比例原則以及必要性原則，在審酌以其他方式均確定

地無法保全被告時始得為之。正是因為羈押乃是最嚴重侵害

人權之手段，因此，羈押被告除符合法定事由外，應以有無

羈押之必要性作為考量之要件，質言之，得否以其他較為輕

微之手段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亦為決定被告是否羈押之重

心所在。若有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足以替代羈押之強制處

分，且亦可達到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方法者，自應以

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為之，反之，即應認有羈押之必要性。

　3.經查，被告等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1項第1至3款之情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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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羈押原因，並參酌全案卷證及被告等人之理由各情，認

被告等人所涉前開犯罪，嚴重影響公務機關官箴，權衡國家

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人

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若僅命被告等人具

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

程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告等人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

方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分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

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

等人之自由法益及被告等人訴訟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

院認原審對被告等人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

原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就被告等人裁定准許羈押之

聲請，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

八、對被告等人及其辯護人等抗告意旨不予採取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部分：

　1.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於抗告意旨內固以移審當日時間緊

迫、來不及閱卷，且檢察官起訴時未一併檢送電子卷證予原

審法院，且經抗告及撤銷發回，卷證來往運送均妨礙被告柯

文哲及其辯護人聲請閱卷，檢察官亦僅播放簡報陳述而未提

供相關資料供參，實不利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行使防禦權云

云。然查，原審於113年12月27日第一次羈押訊問、同年月2

9日第二次羈押訊問時，辯護人並未就上情向原審法院請求

停止開庭，亦未向原審法院請求延長閱卷時間，更未當庭聲

請暫緩進行羈押訊問程序以保全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之防禦

權(見原審卷一第151至166頁)，且自原審第一、二次羈押訊

問准予被告柯文哲具保後(均經本院撤銷原裁定)，辯護人並

未向法院請求「停止開庭、延長閱卷時間」或聲請「暫緩進

行羈押訊問程序」等主張，俟本院撤銷原審具保裁定發回原

審後，辯護人始於114年1月2日原審為第三次羈押訊問時主

張程序瑕疵之情事(見原審卷二第383頁)，則何以辯護人不

於原審第一、二次羈押訊問後、准予被告柯文哲具保時，主

張原審程序有上開程序瑕疵，故辯護人所為上開主張是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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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事實，而因此使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之防禦權受到阻

礙，以致於造成法院誤予裁定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結果，凡此

諸節，均容非無疑，是以，本案尚難認原審所進行之羈押訊

問程序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司法院釋字737號解

釋之意旨。至檢察官起訴時是否有檢送電子卷證，本無強制

規定，且檢察官當庭播放簡報檔之紙本(繕本)亦送辯護人收

受等節，有原審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30頁)，故辯

護人辯稱：檢察官僅播放簡報陳述而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

核與上開事實不符，自無從憑採；又辯護人所辯前情，亦難

證明原審嗣後拆卷掃描因耗時費力，以致於使被告柯文哲遭

受羈押之結果。毋寧，是否羈押被告等節，取決於相關之證

據資料是否已達到法院所認定自由證明之程度，而非嚴格證

明之程度，羈押被告乃證據保全之方法，與被告是否確有到

達高度有罪之蓋然性程度，乃屬二事。其次，於我國司法實

務運作上，案件經抗告或撤銷發回，無論卷證多寡，抗告於

上級審法院既是謀求強制處分救濟之程序，本即須往來運送

相關卷證資料以供上級審法院詳加判斷，自難遽謂卷證往來

運送等節，即因此妨礙到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之防禦權。

至於檢察官於原審為羈押訊問時，是否使用簡報陳述以說服

法院決定是否羈押等節，乃檢察官職權之行使，如同辯護人

亦可使用簡報陳述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駁回檢察官羈押之聲

請，凡此俱屬雙方攻防所使用之方法，原審法院於羈押訊問

時亦諭知「法院可以接受檢察官、辯護人就卷內資料或其他

資料節錄部分以利說明之用」等節(見原審卷二第69頁)，自

足說明上情，故本案尚難據此即謂檢察官當時使用簡報陳述

(且有將簡報檔之紙本(繕本)送辯護人收受，詳如前述)而未

提供簡報「電子檔」等資料予被告柯文哲或其辯護人，即屬

於對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造成防禦權之妨礙，更難謂原審

之羈押訊問程序因此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司法院

釋字第737號解釋之正當法律程序。

　2.依抗告意旨所指，本案接押更審時追加證人陳佩琪為本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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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係檢察官聲請追加證據之權限，至於得否追加證人、

追加是否合法或有無理由，俱屬法院判斷之權限，惟此情是

否即等於或因此足以推認檢察官有「隱匿」事證之行為，以

致於使法院發生羈押之誤判，於相當因果關係之判斷上，仍

應有相當之證明，尚難據此即謂檢察官有隱匿事證之行為。

又抗告意旨另以113年12月26、27日第一次接押時，檢察官

曾有掐頭去尾提出被告沈慶京大額提領紀錄；技術性拖延，

並於第一次羈押訊問程序、同年12月29日稱第二次羈押程

序、114年1月2日第三次羈押程序等陳述，一再變更建請羈

押事由、主張與證據等節置辯。惟查，原審法院於羈押訊問

時業已諭知「除非法律就訴訟制度修改外，無從限制檢察官

於第一次羈押訊問之後續期日或抗告狀不能補提相關事證；

依目前訴訟制度最終仍應回到法院合議庭做決定，檢辯雙方

亦可補充相關事證」等節(見原審卷二第368、372頁)，業已

明確諭知：依現行刑事訴訟程序並未限制檢察官及辯護人聲

請羈押程序進行中不得補提相關事證，即於法律規範上並未

排除、限制或剝奪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人於羈押訊問時不

得補提相關證據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羈押等節。再者，參酌

刑事審判程序屬於浮動狀態，因程序進行、證據調查而變

化，強制處分亦因應訴訟狀態而不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

抗字第508號裁定意旨參照）。故法院裁定羈押被告之要

件，包括犯罪嫌疑重大、羈押原因及必要性等，均隨法院審

理之進行而處於浮動狀態，則原審依現階段之訴訟程序及調

查證據所得，依法諭知上情並進行前揭程序，並無違誤之

處。其次，除抗告意旨上開所指追加證人陳佩琪部分外，檢

察官究提出如何不在證據清單、不在移送卷證內之證據(以

致於原審誤判)等節，並未見辯護人就何具體證據不在證據

清單或卷證內之資料(以致於原審誤判)予以說明，自難認為

可採。又辯護人於本次抗告意旨中主張於被告柯文哲第一次

接押時，檢察官是有「故意省略不提而重製表頭」，因此使

原審發生誤判而誤予羈押被告柯文哲等節，更應有充足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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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證明原審「因此誤為羈押被告之裁定」(即誤予羈押被告

柯文哲之相當因果關係)，始足信實。否則，自難遽指前揭

程序有何違反程序保障或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進而認定原

審之羈押裁定或程序有何違誤或重大瑕疵之處。

　3.另關於抗告意旨所指210萬元部分，依本案之證據資料以

觀，仍不能完全排除被告李文宗有向被告柯文哲告知210萬

元捐款之可能性，是以，該捐款涉及究否單純為政治獻金或

屬於其等有合意行賄、收賄之工具，依前揭證據資料以觀，

俱有高度可能性。其次，抗告意旨另以目錄「2024/財務」

下之工作表，而2024年與2022年顯然有間，而認上開檔案與

「2024/財務」無關且毫無意義云云。然如同本院前開所一

再強調，法院就是否羈押被告之心證程度並非如抗告意旨一

再論及本案罪嫌不足而應為無罪之諭知、更遑論犯罪嫌疑重

大等節，而是關於本案交易明細內確有大額為數不鮮之提領

紀錄存在，客觀上尚難無視上開證據資料(含隨身碟資料、

金流紀錄、證人、同案共犯等相關證述等節)，逕行排除本

案毫無犯罪嫌疑重大之情事。誠然，起訴書所指同案被告沈

慶京在某時地親自交付1500萬元予被告柯文哲收受、有無與

京華城容積基準變更具有對價、其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其

主觀上有無構成要件故意、有無實質影響力等節，俱係攸關

本案證據將來是否足以證明被告柯文哲有到達無合理懷疑之

高度有罪蓋然性程度之關鍵；惟就審查是否具有犯罪嫌疑重

大以決定是否符合本案所為之強制處分要件而言，司法程序

係重在保全證據之目的上，而非在於認定被告柯文哲有罪等

情，此乃是國家為追訴犯罪、保全證據及在個人身體自由權

之權衡下，基於保全證據之目的所不得不為之最後手段。是

以，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犯罪嫌疑重大部分既係以自由之證明

予以判斷(含其餘法定羈押事由及必要性等要件事實)，而非

基於嚴格之證明審查並認定上開羈押之各要件事實。從而，

本案卷內既有前揭證據存在而無法完全視而不見各該具有自

由證明之證據，當不能遽排除上開卷內存在(具自由證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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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證據，而逕認為毫無犯罪嫌疑重大之情事。

　4.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柯文哲因選後情事紛擾，曾為第三大黨主

席，且自願選擇電子腳環配合審理之要求，並抗議程序不合

法始拒絕提訊，其並無逃亡之虞云云。然查，被告柯文哲所

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公訴意旨所

指其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千萬元，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

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

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柯文哲之社

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

被告柯文哲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之可能性。且被告柯文哲陳

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節，可

見其有能力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或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

資力，依目前訴訟程序進行之狀態及上開涉犯之罪嫌等節綜

合以觀，自難逕以上情即謂其毫無逃亡之可能性。　　

　5.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葛樹人、彭振

聲、黃景茂、邵琍珮、許芷瑜等人均無串證之可能，交互詰

問只是在釐清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憑信性，與勾串證人或共

犯無涉云云置辯。然按交互詰問係透過對於證人等人之詰問

以達發現真實之手段，乃法院調查人證重要之一環，並非僅

在證明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憑信性，正是因為詰問程序藉由

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

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

難以實現，自有在保全上開證人供述真實性之目的下，限制

被告之人身自由。經查，被告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

傳送訊息給彭振聲；被告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

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

傳訊息；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

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

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

聯；被告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

證人之通話紀錄；被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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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1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

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

勾串、滅證各情，業據本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資

為撤銷原審法院具保裁定之理由；且依被告柯文哲、證人葛

樹人間對話紀錄，其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

京集團主席即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

除」之訊息予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

「先把簡訊刪光」等情，足認被告柯文哲有透過證人葛樹人

聯繫被告沈慶京確認彼此滅證之事實；同案被告彭振聲、邵

琍珮雖已認罪、黃景茂之供述是否成形等節，俱有待將來法

院進行證人之交互詰問程序時，始能據以發現(有利或不利

於被告柯文哲)真實，是以，本案於對上開同案被告進行相

關之調查程序前，客觀上既無法完全排除串證之可能性存

在，自難逕作對被告柯文哲有利之認定。至於證人許芷瑜部

分，其與被告柯文哲關係密切，擔任其隨行秘書，對於被告

柯文哲有無與同案被告沈慶京間就京華城案之見面交往内容

與金錢往來細節、有無實際經手1,500萬元賄款之收受、保

管與使用等節，居於重要證人之地位，依卷內證據以觀，尚

非屬於完全與被告柯文哲無關之第三人。是以，本案既有前

揭共犯或證人尚未經檢察官、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對其等

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柯文哲與各該

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自難遽認被告柯文哲與同

案被告沈慶京、葛樹人、彭振聲、黃景茂、邵琍珮、許芷瑜

等人客觀上毫無串證之可能性。　

　6.末查，被告柯文哲以其父親現意識昏迷、臥病在床，需全時

使用維生設備，請求本院撤銷原裁定云云。然查，上開情事

並非關於被告柯文哲是否羈押或得以因此具保之要件事實，

依本案之證據資料，被告柯文哲是否合於羈押之要件、應否

羈押或得否具保等節，乃取決於本案(自由證明)之證據依訴

訟進行之流程，是否足以認定被告柯文哲已到達前開羈押要

件事實被證明之程度，本院審酌上情，認抗告意旨所指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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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既非排除羈押要件之法定事由，自礙難逕以此情，即謂

原審羈押被告柯文哲之裁定有違法或不當，進而認為有撤銷

原裁定之法定事由。

　㈡被告沈慶京及其辯護人部分：

　1.抗告意旨固以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業經檢察官訊問，本案事實

晦暗不明之風險降低，若仍羈押被告，恐過度限制其人身自

由云云。然查，詰問程序乃是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

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

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在保全上

開證人供述真實性之目的下，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且本案

相關之證人或共犯等人為數非鮮，故關於本案羈押被告沈慶

京部分，既經原審法院衡酌其保全證據之目的及限制被告人

身自由之情形下，認有羈押被告沈慶京之情事及必要性，此

乃原審法院依本案相關之證據資料所為適法職權之行使，自

難謂有何過度限制人身自由之違誤。至於抗告意旨另以原審

裁定於訊問被告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諭知被告沈

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竟是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

情形下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且刑事訴訟法並無「衡量關於本

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之餘

地，增加法律未規範之事項而違背法令云云。然查，我國刑

事訴訟法之審級制度本即是針對下級審法院所為裁判有無應

予補充或審酌之救濟程序，藉由向上級審法院提出上訴或抗

告等不服之手段，以達使裁判妥適之結果。是以，審級制度

之存在既是用以針對下級審法院之裁判是否尚有應予補充或

審酌等節所設立之救濟手段，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沈

慶京具保等裁定既容另有詳加審酌或補充之處，此情已據本

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原

審法院基於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沈慶京應予

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經由前揭程序所為依職權之

判斷，礙難遽認原審法院所為保全證據之手段有何完全相反

之認定，更難謂有何裁判違背法令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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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抗告意旨另以本案在檢察官多次訊問後，被告沈慶京究有何

串證之虞，且葛樹人並未經檢察官列為證人，亦未見檢察官

說明、有無向葛樹人求證及真相如何，足認原審之羈押裁定

理由不備云云。然查，原審法院於裁定理由中已詳為說明：

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

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含抗告意旨所指葛樹

人及同案被告應曉薇)，縱使依據本其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

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等

節；況且，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

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

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保全證人供述真實

性之必要，此情亦如本院前開所述；再者，現今科技發達，

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

判斷，若被告沈慶京經保釋在外後，非無可能得利用相關通

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

此並不因被告沈慶京、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

關陳述而有何影響，在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

防免被告沈慶京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

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等

節，復據本院113年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說明甚詳，是

以，依目前訴訟進行程序以觀，本案既仍有保全證據之必

要，故抗告意旨上開所指，容無足採。至於抗告意旨所指手

機遭查扣可依手機鑑識方法查明云云，然上開部分係關於該

手機之物證得否還原之問題，然由前揭說明可知，被告沈慶

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

吳順民相互通聯；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

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等節，尚難單以手機遭查扣而可依

鑑識方法查明，即謂被告沈慶京即毫無可能有滅證或串證之

虞。故抗告意旨以物證遭扣押即逕認本案被告沈慶京與其餘

證人或共犯間即無勾串之虞云云，似無足取。

　3.至於抗告意旨所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淨股法官於對被告為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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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延長羈押裁定時即明確認定被告已無逃亡之虞，其理由

殊值參照云云，然本案仍應詳審本案之相關卷證資料，就是

否及有無羈押事由等要件為獨立及適法之決定，並不受拘

束。原審關於有無羈押之必要性等裁量，本係綜合本案全部

事證，包括對於被告個人身體自由權之私益、國家追訴犯罪

之目的、手段對社會之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等節(即

保全證據之目的等)進行整體判斷，以於本案認定羈押被告

是否具有最後手段性而無法以其他方式替代羈押之情事。而

上開羈押必要性乃法院職權審酌事項，倘無裁量不當或濫用

等節，自難遽指為違法。抗告意旨徒以其無從理解原審法院

於前次裁定後始知而足供為截然相反裁定之事證，似未慮及

本案業經本院因原審所為之具保裁定等節容有「無從保全證

據」之高度疑慮，因而撤銷原審上開裁定，容有未妥。再

者，抗告意旨以法院不應以「對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

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作為審酌有無羈押必要性(即最後手

段性)之主張，此亦為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最

後一段所指「兼顧被告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

之處理，以衡平國家追訴犯罪之公共利益及憲法保障被告之

訴訟權益」之理由(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

照)，抗告意旨究未對上開必要性審酌之職權事項究有何裁

量不當或濫用等節提出具體之指摘，僅稱不應以上開因素作

為判斷之理由，進而遽謂原審關於羈押裁定係不當擴大維護

公共利益云云，所辯亦無可取。

　4.又抗告意旨所指關於所涉犯法條究如何適用等節，主張係法

條競合關係云云。然查，抗告意旨所指乃將來事實認定後，

關於法律適用之相關實務見解，依原審裁定意旨可知，被告

沈慶京係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

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

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見原審卷四

第27頁)，故依上開其涉犯之罪嫌可知，被告沈慶京所犯係

最輕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並非如抗告意旨所指僅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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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交付賄賂之罪嫌(見

本院卷第104頁)。況且，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

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

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自

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

判斷之問題。是刑事案件中，所稱犯罪嫌疑重大而須羈押之

情況，乃以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當事人很可能涉嫌其被

指控之犯罪者即屬之，此項實質要件之關鍵在於「嫌疑」重

大，而非「犯罪」重大，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

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者，尚屬有別。本件依現階段審理程序調

查所得之相關證據資料，已足認被告沈慶京涉犯前開罪嫌之

犯罪嫌疑重大，至被告沈慶京前揭所辯，核屬犯罪是否成立

之實體調查、法條適用之審認問題，與羈押程序僅在於判斷

是否符合羈押要件及嫌疑重大等節不同。是抗告意旨上開所

指，似對原審裁定羈押被告沈慶京所適用法條(罪嫌)有所誤

會，所辯與卷證資料不符，亦無足取。

　5.抗告意旨另以本案僅需輔以限制出境、出海、禁止與證人接

觸之措施，綜合考量其身分、地位、職業、資力，涉案情

節、惡性及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及逃亡可能性等一

切情狀，審酌其有現罹相關疾病，提供相當之保證金，並無

羈押之必要；有逃亡之動機、有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必

以被告能出境為前提，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

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

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實有

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並無害於原裁定所指

串證情形云云。然查，原審法院於羈押裁定中依本案之證據

資料，認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其住處執行搜索

時，其欲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等節，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

監聽譯文在卷可憑，且被告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具有深

厚之經濟基礎，難謂其毫無在國外生活之能力或資力等節

(見本院卷第28頁)，故其上開舉措，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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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之情，縱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

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再者，其身

為威京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已見單月即有高

達數仟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9C07卷第145至1

49頁），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資力甚豐，且其

所涉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之

不法利益甚為龐大等節，亦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裁

定理由說明甚詳。此外，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

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

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

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

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

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

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

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

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事由。準此，抗告意旨以前情請求撤

銷原審法院對被告沈慶京所為之羈押裁定，亦容未可憑。　

　6.抗告意旨另以本案被告沈慶京不應以限制其人身自由而違反

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審判云云。然如同本院前開所述，起訴

後並非意味即無羈押被告之適用，於司法實務上，被告於起

訴後有違反保全證據之情事(或高度可能)而予羈押等情，亦

非鮮見，否則，若謂案件經起訴後即不得羈押被告，則刑事

程序上凡經檢察官起訴後，法院是否均應將被告釋放而放任

被告逃亡、藏匿、滅證或在進行證據調查前恣意與證人或共

犯串證而毫無所顧忌，以致於使刑事司法追訴犯罪之目的蕩

然無存？此所以實務上常有經起訴後仍羈押被告之案件存

在。故抗告意旨謂起訴後即不應限制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

而進行審判乙節，似乏相關之依據。從而，本案若僅命被告

沈慶京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依本院前

開說明，實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

告沈慶京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方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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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

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之自由法益及被告訴訟上防

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原審對被告羈押之處分尚屬適

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裁定審

酌上開各項情事而予以羈押，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

是抗告意旨猶主張本案命被告提出相當之保證金、責付、限

制、限制住居以替代羈押之手段，或同時施以電子監控手段

即足以對於被告沈慶京形成相當之拘束力，應無再為羈押之

必要云云，揆諸前開說明，難認可採。

　7.抗告意旨另以檢察官並非裁定之當事人，所提抗告為法律上

所不應准許，本院應裁定駁回卻誤為撤銷裁定云云。然按當

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抗告於

直接上級法院，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

第3條規定：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

故依上開法律規定，檢察官不服法院之裁定，自得抗告於直

接上級法院。抗告意旨似就若屬於被告之上訴或抗告，以求

自己之利益請求救濟之實務見解有所誤會(即受裁判人為自

己之不利益裁判始得上訴或抗告，不得對自己有利益之裁判

上訴或抗告)，所辯亦無足採。　　　　

　㈢被告應曉薇及其辯護人部分：

　1.抗告意旨固以檢察、廉政機關偵辦本案之投入之偵查資源及

能量，已對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完成必要蒐證，證言鞏固、

案情釐清及偵查完備始行提起公訴。被告應曉薇實無所謂勾

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與必要云云置辯。然查，原審法院於裁

定理由中已詳為說明：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

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

(含抗告意旨所指王尊侃、陳佳敏)，縱使依據其裁定所諭知

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

屬存在等節，依此觀之，原審上揭認定，尚無違誤或不當之

處；其次，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

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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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保全證人供述真實

性之必要，此情已如本院說明詳前。故抗告意旨以本案陳佳

敏、王尊侃等人之供述業獲檢察官採信，而為不起訴處分，

是本案相關證據均經檢察官蒐證保全完畢而完成必要蒐證，

始行提起公訴，被告應曉薇實無所謂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

與必要云云，似未慮及本案除上開王尊侃、陳佳敏外，尚有

相關之證人及同案被告等人尚未經以詰問程序釐清案情，而

仍有使案件陷於晦暗不明之可能性，故抗告意旨以檢察官偵

查起訴後，即不存在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性，核與前揭認

定不符，所辯自無足採。

　2.原審裁定並非僅憑被告應曉薇任職議員具有實質影響力、被

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有微信軟體聯絡方式，遽認被告

應曉薇有勾串共犯、證人之虞。經查，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

賂罪、洗錢罪等罪嫌，有本案起訴書附卷可參，觀諸其所涉

罪嫌為違背職務收賄罪嫌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

罪，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

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

拘提到案，亦有相關證據附卷足稽，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

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

能甚重，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更增加其逃亡之可能性。

其次，同案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

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被告應曉薇於偵查期

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等節，已

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本院113年

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

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

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

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

人電話。是以，原審依本案前揭證據資料，再綜合被告應曉

薇為臺北市議員，具有相當之政治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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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

被告應曉薇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上開逃亡、滅證或勾串

證人等節，及審酌被告應曉薇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

當理由，足認其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

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經核亦無違誤或不當之

處。故抗告意旨以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自無串證之

必要、亦無法使用通訊軟體與其他被告或證人聯絡，毫無串

證之虞云云，容無足採。

　3.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出境至香

港原因，係因其擔憂年近百歲之母親病情惡化，為盡孝心乃

欲至香港購買只有該地始有販售之馬百良清心丸，以求能替

母親活血通絡和行氣止痛云云。然查，姑不論其抗告意旨所

指是否屬實，依上開情事已足認被告應曉薇確有相當之資力

及能力得以出境我國至其他國家或地區；其次，依抗告意旨

所述，其於今年6月曾去加拿大參加大女兒之畢業典禮，被

告應曉薇之子之父親為北京人，雖並無婚姻關係，亦無法排

除長期居留於北京或於國外生活等節，被告應曉薇固以家中

尚有母親需其照顧，絕無逃亡可能等節置辯，然本案被告應

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之113年8月27日，既有行經桃

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等

節，有相關證據附卷足稽，本院經核原審關於此部分認定並

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因而對其裁定羈押等節，亦無

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抗辯，容無足取。　

　4.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於訊問被告應曉薇後，以「基於尊重

審級制度」作為羈押之理由，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侵害被

告應曉薇之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無異削弱公正審判

之本質云云。然查，審級制度本即是針對下級審法院所為裁

判有無應予補充或審酌之救濟程序，藉由向上級審法院提出

上訴或抗告等不服之手段，以達使裁判妥適之結果，則本案

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應曉薇具保等裁定既容應予補充或審酌

之處，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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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說明，故原審法院基於本案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

後，認被告應曉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經由

前揭程序所為依職權之獨立判斷，礙難遽認原審法院所為保

全證據之手段有何完全相反之認定或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

致侵害被告應曉薇之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毋寧，在

審級制度設計之情形下，下級審法院所為之裁判若有應予補

充或審酌之處，本可透過上訴或抗告之救濟手段，再由下級

審法院詳加審酌，以謀求更為妥適之裁判，此舉並無礙於憲

法規範之審判獨立及公正審判之本質。法院就本案係如此，

對其他個案亦復如是。是以，抗告意旨以原審裁定受上級法

院意見拘束，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進而影響司法信賴

與公平云云，似有誤解，所辯亦無足採。

　㈣被告李文宗及其辯護人部分：　

　1.經查，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

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等節，業

據原審依本案(自由證明)之卷證資料，以其所涉之最輕本刑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

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而

增加被告李文宗逃亡之可能性，被告李文宗固否認本件起訴

書所指涉犯罪嫌而多所辯解，然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被告

等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客觀上尚存有勾串

空間；衡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被告李

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113年8月11日更以LINE訊息指示

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本院1

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凡此舉措，客觀上非

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參以檢察官於114年1月2日當庭

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

了」等語，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

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此外，本案尚有其他共犯尚

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等人及其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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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綜合前揭事證，堪認被告李文宗

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而認為有羈押之必

要性予以羈押等節，均俱原審裁定詳加說明。抗告意旨固以

被告李文宗與其他人實在無法相提並論，其亦無具實質影響

力或控制他人行為，不應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

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

云云。然查，原審就本案涉案之被告等人關於決定羈押之要

件等節，已於裁定中詳述明確，原審法院所為關於羈押被告

李文宗之裁定，更非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

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毋

寧，原審係以被告李文宗涉犯上開罪嫌嫌疑重大，其所涉之

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李文宗除有辯解

外，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亦未盡相符，客觀上尚存有勾串

空間，佐以同案被告柯文哲上開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

告李文宗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

明早把它碎掉」等節，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

滅證之情，且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同案被告柯文哲交代

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因認被告李文宗有事實足認

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其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

勾串共犯、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至3

款之羈押原因(見本院卷第27至29頁)，就原審依卷證資料所

為上開判斷觀之，核無事實(羈押要件事實)及法律適用違誤

之處，非如抗告意旨所指上情俱與被告李文宗毫無相關云

云。故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抗辯，顯無足採。

　2.抗告意旨固以審級制度之設計，係讓被告在處理法律爭議時

受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原審裁定係依上級法院之意而

為羈押禁見裁定，則被告李文宗就是否羈押之重大影響人身

自由之決定一事，無啻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云

云。然關於審級制度之存在，既是用以針對下級審法院之裁

判是否應予審酌或補充之處所為之救濟手段，則本案原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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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先前命被告李文宗具保等裁定既有另行審酌及補充之處，

此情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

以說明，故原審法院基於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

告李文宗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依法經由前揭

程序經審酌後依職權所為之判斷，顯非抗告意旨所指僅受限

於法律爭議時始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否則，若原審法

院之裁定因容有未予審酌之處，是否上級審法院即無從要求

原審法院予以補充說明並請其依職權審酌，以達更適法之裁

判？故抗告意旨所指審級救濟制度僅限於法律爭議云云，此

一見解容與現行審級制度及司法實務之運作顯有未合，其所

指本案對被告李文宗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云

云，更與事實不符，所辯亦無足取。　　

　3.抗告意旨固另以被告李文宗究竟有無參與、支配犯意或犯意

聯絡，由檢察官補充理由所檢附之訊息，都沒有看到任何與

勾串有關之內容云云置辯。然查，同案被告柯文哲上開向被

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

「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依一般合理

之經驗判斷，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

情，且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同案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

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因認被告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湮滅

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非如抗告意旨所指其必有勾串行為

出現始符合羈押之事由。其次，檢察官就先前原審所為具保

裁定而提起之抗告狀中，已明確指稱如下朱亞虎於109年4月

1日傳送沈慶京已利用人頭捐款210萬元予民眾黨之簡訊，並

檢附捐款人名冊予李文宗後，李文宗回以「長輩友人涓涓襄

助，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之訊息予朱亞虎，表示李文

宗、柯文哲均已知悉該210萬元一事。且朱亞虎於偵查中更

供稱：「沈慶京認為捐210萬元給民眾黨，對於日後回復120

284.3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一事，也會有很大幫助」、「李

文宗是在關鍵的位置......我傳文字與表格給李文宗，我認

為他一定會馬上轉知柯文哲」、「李文宗回覆的簡訊就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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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宗已經跟柯文哲報告過」，然均為被告李文宗所否認，

可徵被告李文宗之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之嫌，更與朱亞虎之供

述互核不符；參以被告李文宗於偵查中供稱：我要籌募眾望

基金會的1,000萬元，但我只籌到850萬元還差150萬元，我

跟柯文哲報告，他就說他知道了他來弄，過一陣子許芷瑜就

拿150萬元給我或是范雅琪；新故鄉協會的800萬元，是柯文

哲或蘇進強募款來的，通常是許芷瑜把錢拿到我競辦的辦公

室，我或李文娟會通知蘇進強，蘇進強再去處理等節；參以

同案被告柯文哲於111年12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

稱：「如果初期未募到錢，可叫橘子先存一些進去，以供作

業」，以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

稱：「我叫橘子交給你，算是協會的，相關費用用那個支

出」；另以被告李文宗於召開記者會前一日以通訊軟體LINE

訊息指示其妹即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

掉」，堪認被告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

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加以湮滅之心態等節(見本院113年度

抗字第2804號卷第44至46頁)，俱為檢察官對於被告李文宗

所為之相關指述，此亦為本院於該案中撤銷發回原審具保裁

定的理由之一，而檢察官於原審羈押訊問程序時，亦提出相

關證據及說明等情，有原審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二第455

至458頁)，故抗告意旨以本案都沒有看到任何與勾串有關之

內容云云置辯，容與卷證資料不符，所辯自無可採。至於抗

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捨調查不為而空以被告李文宗身為眾望

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顯有理由不備、未盡

相關調查之缺失云云置辯。然查，原審裁定並非單以被告李

文宗為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而是

綜合相關事證及被告李文宗於行為時之相關反應予以認定，

此情已據本院前開說明，故原審基於本案相關事證，為羈押

被告之裁定，核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至於被告李文宗所指

關於標註「木可危機處理小組」LINE群組訊息，群組名稱是

檢察官後製，相關群組內容是討論關於檢察官起訴端木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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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部分之處理，僅有釐清事實與擬定聲明，亦無檢察官所

謂勾串或嘗試統一不實說法之過程云云，然關於標註名稱或

相關群組內容是否討論關於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

洵非資為原審羈押被告李文宗有串證之事由(見本院卷第27

至29頁)，抗告意旨復以檢察官提出之訊息指稱本案不分區

立委審核小組成員有七位，包括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何需

被告李文宗代表同案被告柯文哲發言，且每票等值乙節，似

已涉及關於被告李文宗於本案中有罪或無罪之訴訟答辯，惟

如同本院所一再強調，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係就原審所為

羈押裁定是否符合羈押要件事實等節有無違誤或不當進行審

查，故抗告意旨執此部分指摘何需被告李文宗代表同案被告

柯文哲發表意見云云，似有誤會。　　

　4.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李文宗為避免放在桌上的木可公司損益表

遭他人看到才會交代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相關憑證

資料，電腦資料再跑就有，未曾見檢察官就此發函要求木可

公司提供損益表而未得之記錄，損益表僅有某段期間木可公

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要如何作為本件起訴貪污、公益

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之依據云云。然查，正是因為案發

時該損益表係本案重要之證據，惟因遭毀損而不復存在後，

該證據自無從資為證明本案相關之事實，縱檢察官事後以發

函之方式調閱上開損益表，該損益表是否為原始版本、是否

僅係表彰某段期間內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或是具

有更為重要之資訊等節，已不復證明。是以，被告李文宗上

開所為，基於一般經驗法則之判斷，尚難完全排除係被告李

文宗湮滅相關證據之可能性存在，原審法院參酌前開相關卷

證資料，以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

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

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

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

光」等語，再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

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十七頁



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

認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

之舉等節(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其判斷之依據並不違反一

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自應予以維持。故抗告意旨主張原

裁定違誤云云，亦無可採。　　

　5.抗告意旨另以檢察官得選擇起訴求輕刑方式確保朱亞虎維持

證言，檢察官卻選擇以緩起訴處分之方式處理，檢察官不應

該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

云云。然查，檢察官就本案相關之被告等人究應為如何之處

分，乃檢察官偵查職權之行使，尚難遽謂檢察官依偵查職權

之行使即係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

由其承擔。其次，抗告意旨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交

付現金與被告李文宗之訊息，內容即與新故鄉協會之800萬

元款項有關，但該部分之款項亦核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

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云云。惟上

情係就被告李文宗及許芷瑜間與同案被告柯文哲同為受被告

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以認定其等間關係密切，此為原

審裁定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9頁)，是以，抗告意旨以上情認

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

名完全無關云云，似有誤會。至抗告意旨另以同案被告柯文

哲有無收受相關款項與被告李文宗完全無關，被告李文宗並

未與任何交付現金之人直接接洽，如何能以許芷瑜可能經手

其他鉅額現金收受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推論被告李

文宗有勾串許芷瑜之可能云云置辯。然查，依被告柯文哲與

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

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

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

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

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

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亦據原審裁

定認定明確(見本院卷第29頁)，故被告李文宗猶以前詞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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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勾串之可能性等節置辯，本院經核原審裁定並無違誤或

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前揭所指，委無足取，自難信實。　

　6.抗告意旨固另以檢察官已經起訴，業已認定其於偵查期間透

過各種強制處分、運用大量人力蒐集足夠定罪證據，如何能

將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身上云云。然查，

檢察官起訴後，案件繫屬法院，倘被告符合刑事訴訟法之法

定羈押事由而有羈押之必要時，自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此

情已據本院一再說明如前。至於起訴後之證據是否足以證明

被告李文宗至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程度，本即應依

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予以證明，惟此乃原審法院後續進行

證據調查程序之問題，並非本案關於原審羈押被告李文宗之

裁定妥適與否之問題。故抗告意旨以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

把握轉嫁至被告身上云云，似對原審前開羈押裁定之認定有

所誤會，所辯亦無可採。　

九、從而，原審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之情形，另查無其他法定撤銷羈押之

事由，或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而為羈押之

裁定，已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

利益、被告等人之人身自由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且

其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原審所為羈押之

裁定，核無違誤。被告等人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

當，俱為無理由，已據本院逐一說明如前，均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董佳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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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1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柯文哲






選任辯護人  鄭深元律師
            陸正義律師
            蕭奕弘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沈慶京






抗 告 人即
選任辯護人  徐履冰律師
            越方如律師
            胡原龍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應曉薇








                 
　　　　　　　　　　
選任辯護人  莊正律師
            吳佳蓉律師
            謝祐綸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李文宗








選任辯護人  唐于智律師
            郭珮蓁律師
            李傳侯律師                    
上列抗告人等暨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日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下均稱被告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聽取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證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原審法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系，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被告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被告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之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等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等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被告等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被告等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㈤原審法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原審法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然依本院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原審法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原審法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等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等語。
二、被告柯文哲抗告意旨略以：
　㈠檢察官偵查期間，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因限制閱卷，無法抄錄卷證進而與被告柯文哲討論，只能憑記憶，且偵查期間羈押、延押庭檢閱之卷證約總計5宗卷，並無其他卷證，然直至檢察官起訴送審時竟多達148宗卷，顯見偵查中之羈押、延押程序，檢察官均隱匿相當之卷證未提出，且殆至起訴移審當日，因時間緊迫，以本案起訴書高達891頁，及卷宗達148宗，為數龐大，辯護人實未及閱卷。又因檢察官未一併檢送卷證電子檔予原審法院，致原審需拆開全部卷證逐一掃描，耗時費力，又因檢察官先後二次抗告、上級審法院亦二次撤銷發回，卷證往來運送，亦妨礙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聲請閱卷。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在原審迄今共計3次接押庭審理，均未及檢閱全案卷宗及證物，實無從比對檢察官當庭建請羈押所援用之證物及卷宗，且檢察官亦僅播放簡報陳述，並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實不利於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有效行使防禦權，形同未閱卷，恐有違前揭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釋字第737號解釋之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於113年12月29日接押更審庭時，檢察官當庭追加起訴書證據清單所無之「證人陳佩琪」為本案證人，惟此一證據均不在起訴書證據清單及檢察官移送鈞院之卷證內，足徵檢察官恐有「隱匿」部分事證之情事，更遑論檢察官113年12月26、27日第一次接押庭時，曾有掐頭去尾提出沈慶京大額通貨提領紀錄，割裂並重製大額通貨提領紀錄，僅呈現111年9至10月之提領紀錄，至上開期間之前數月，及上開期間之後數月之大額提領亦同有巨額提領各情，故意省略不提，且重製表格之表頭，恐致原審產生誤判之情事。本案於原審因檢察官技術性之拖延，未及給予辯護人充份閱卷時間，卻使檢察官得以其擁有較院、辯更完整之資訊優勢，並可任意截取片段偵查資訊，甚至自行更動證據之原始狀態提出誤導原審與被告、辯護人，並當庭突襲提出不在證據清單、不在移送卷證內之證據，並據以建請原審羈押被告柯文哲，已有不公。且檢察官一再變更建請羈押之事由、主張與證據，致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更無從及時防禦，審理範圍無從特定、聚焦，嚴重違反前揭刑事訴訟程序保障及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
　㈡自109年3月24日起至26日間，朱亞虎以威京集團員工所匯每人30萬元、共計7人合計210萬元，依朱亞虎與李文宗二人之簡訊內容觀察，純粹係朱亞虎自行決定找人頭匯款至民眾黨之政治獻金帳戶後告知李文宗此事，惟李文宗當時係在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任期期間係自108年01月至112年01月），並未參與京華城案，難認上開210萬元與京華城案有關。朱亞虎於簡訊中向李文宗稱：「小沈十分小氣的捐了210萬」，更代表沈慶京其實無行賄之意，充其量僅係捐款，更足見此係朱亞虎一廂情願、藉以邀功之舉。至被告李文宗雖回應說：「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等語，惟此係一般幕僚之場面話，被告李文宗亦未有被告柯文哲事先知情或被告李文宗事後有告知被告柯文哲之證述，被告柯文哲對此亦無所悉，非可僅憑隻字片語即逕行認定被告柯文哲確係知悉，甚至進而推論同案被告沈慶京、朱亞虎二人與被告柯文哲先前必有行收賄之謀議存在，因而先行支付210萬元之前金。是以，上開款項，係單純政治獻金，被告柯文哲亦未提領私用，難認與京華城案有關。依上開210萬政治獻金捐款之時間觀之，捐款時間係在109年3月24日起至26日間，距離106年12月21日第721次都委會通過確認560％基準容積，已有2年4個月，難認二者相關；且上開政治獻金捐款時間，京華城公司尚無所謂「方案四」獎勵容積20％之提案（京華城所謂方案四之提案係於109年7月3日始行提出），且其後「方案四」提出後，同年7月30日都委會會議並未通過，則上開210萬元之政治獻金，依時間點觀察，亦與獎勵容積20％之方案四提案無關，更無所謂被告柯文哲與朱亞虎或同案被告沈慶京間有何行、收賄之合意，或謂被告柯文哲有何踐履賄求之行為。又上開匯款金額僅210萬元，占檢察官所主張獎勵容積121億元犯罪所得之比例為0.00017，實難認有對價關係，復與所謂基準容積、獎勵容積等均無關，顯係單純政治獻金，並非賄賂。
　㈢被告柯文哲身兼黨主席等多職，工作繁雜，市府、黨部、醫院、友人多有傳送資料，隨身碟內資料並非全係被告柯文哲製作，被告柯文哲不知係何人製作轉交存入，亦不解其內容記載意義為何，業據其多次陳稱在卷。再者，上開檔案上記載「20221101小沈1500」部分，係在目錄「2024／財務」下之工作表，而2024年與2022年二者時間顯然有間，蓋發生在2022年之事情，豈可能記在2024年之資料夾項下，是否可信，已有可疑，況且依檢察官所為說明，其最後存檔時間係在111年12月27日凌晨，亦顯與「2024／財務」無關，足徵上開檔案，毫無意義。檢察官謂同案被告沈慶京之秘書吳彩仙曾於111年9、10月間密集提領1600萬元，時間與京華城核發建造之時間點111年10月18日相近，進而認係本案金流云云，並掐頭去尾截取9-10月幾筆提款紀錄進行拼湊，認該段時間有1600萬元之提領紀錄云云。惟觀諸卷附完整的交易明細與大額提領紀錄可知，吳彩仙所提領之現金分別於111年3月有3200萬元、4月有450萬元、5月有100萬元、6月有1450萬元、8月有1100萬元、9月有1100萬元、10月有600萬元、11月有500萬元，12月有1000萬元，金額均相當龐大，動輒幾千幾百萬元，且於9月、10月間所提領之金額，並無特別異常，符合常態提領狀況，檢察官逕認其中9-10月之提領即為同案被告沈慶京「親自」交付被告柯文哲之賄款1500萬元，其取證嚴重違背證據法則，難以採認，自不足為證。同案沈慶京與證人吳彩仙並無以此行賄被告柯文哲之證述，實難認此係本案相關之金流。檢察官無視同案被告沈慶京進出之金流向來龐大，且9-10月間並無何異常，竟任意截取片段提領紀錄，東拼西湊，即率謂此係1500萬元之金流，尚非無疑。檢察官復謂1500萬係同案被告沈慶京本人在「某時某地」「親自」交付1500萬元予被告柯文哲收受云云，無任何證據足佐。從而，檢察官所舉之賄賂無論係210萬元或1500萬元，均不足為證，此部分罪嫌自有不足，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更遑論以犯罪嫌疑重大為由建請原審羈押。
　㈣原審謂被告柯文哲有意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情，雖據其自承在卷，惟此係因選後情事紛擾，陳佩琪早於113年6月24日即已預計8月30日晚上出發前往美國行程，後來因8月30日當日遭檢廉搜索約談，因此沒有啟程，上開行程既早於6月24日即已確認，機票亦包含返國行程，顯見二人並無逃亡之意，原審以陳佩琪預計出國，因此認柯文哲恐有逃亡之虞，恐已率斷。被告柯文哲前係第三大黨主席，亦為該黨之精神領袖，即使涉犯本件，亦絕無逃亡國外拒不到案之可能，否則台灣民眾黨將受牽連、萬劫不復，且被告柯文哲前已繳付共計7000萬元保釋金，且為方便探視及陪伴其高齡93歲、臥病在床且陷於昏迷之老父，亦自願選擇戴用電子腳環及使用個案手機回報，全然配合原審審理需求，亦足見其已無逃亡之虞。至檢察官前主張被告柯文哲曾於113年10月1日拒絕提訊之事，係因其已多次未提前收受傳票送達，每次均是法警突然早上入內即要提解被告柯文哲出庭，傳票均是提解到北檢後，在拘留室出庭前才行交付，其認程序有疑義，因此抗議程序不合法，其後被告柯文哲出庭，係因檢察官開始遵守程序並依規定囑託看守所長官送達傳票，始同意出庭，被告柯文哲所請係合理正當，詎檢察官竟置自己違法傳喚於不問，率謂係被告柯文哲悍然拒不到庭，進而謂其後有逃亡之可能，原審亦認被告柯文哲有逃亡之虞，恐屬率斷。
　㈤又單單以被告柯文哲職務上之關係與親友之關係均為既存的關係與事實，如何能以此直接認定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本案已經提起公訴，偵查程序其中強制處分已達4個月之久，大規模傳喚之共犯與證人訊問後均經具結，證物均遭查扣，渠等供證述均已具結成形，且經具結後之訊問筆錄，除非有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等致無證據能力外，其餘證明力部分均有待鈞院依法調查審認，自無特別再予羈押以給予檢察官公訴方便、並使被告及辯護人致生種種不便之理，除非檢方認為自己蒐證尚不完備，還需羈押以遂行偵查？但若係偵查尚不完備，何以檢察官仍執意提起公訴，並欲以無限次抗告之方式壓迫原審羈押被告？再者，交互詰問程序只是在釐清證人的證詞是否具憑信性，而與被告柯文哲是否有勾串其他共犯或證人根本無涉，原審裁定就被告柯文哲有何需要與各該供證述業已成形完整之共犯或證人勾串均未見說明；另原審裁定所列被告柯文哲傳訊息之時期，係在112年5月及113年5月間，都是在偵查單位發動偵辦之前，且均已經檢方查扣並還原訊息，起訴後又有何需要與共犯、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情？其相當理由與合理依據安在？
　㈥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證人葛樹人部分，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二人均否認有行收賄1710萬元，自再無勾串之必要；被告柯文哲前與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7日後之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上開訊息既經檢察官以科技設備還原顯現在卷，檢察官自可以提出葛樹人或同案被告沈慶京究竟刪除何種串證或滅證之簡訊，以證明雙方確有勾串或滅證，惟以檢察官僅提出上開對話，並無渠等刪除何種串證、滅證之訊息，亦足證被告柯文哲、同案被告沈慶京或葛樹人所刪除者並非與本案有關或重要之簡訊，更遑論被告柯文哲係於7日後始行回覆葛樹人上開訊息，顯見無滅證之意，自難認有何串滅證之事實及疑慮。被告柯文哲與彭振聲前係長官部屬關係，惟以彭振聲業已對所涉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為認罪之表示，且其業經提訊多達20餘次，供證述均已成形，即再無與被告柯文哲勾串之可能。至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所謂「共識決」對話紀錄等，「共識決」向來為都委會決議之方式，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並無規範需以表決方式決議而不能以共識決方式達成共識，且有至少兩位出席110年9月9日第783次都委會的委員證稱：都委會是「共識決」，且相關會議是全程錄影、全部上網、公開透明，並無隱匿情事，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溝通之事實既屬事實，何來串證之虞？抑且，被告柯文哲發送「共識決」訊息予彭振聲之時間係在113年5月6日，而且係在彭振聲傳訊後3天始行回覆，顯見無特別勾串之意。檢察官單以一則訊息就能證明其等兩人有串證之虞，實在難以想像。至被告柯文哲請時任副市長黃珊珊前去找彭振聲，係因黃珊珊告知被告柯文哲：彭振聲爆瘦，作為其前長官，出於關心，因而請黃珊前往關心其身體狀況，自無所謂串證之疑慮。另依據黃景茂所為之供證述，其並未直接受被告柯文哲指示而為，而係與彭振聲討論，且其供證述亦已成形，被告柯文哲有何與黄景茂勾串之需要？至於邵琇珮部分，其業已對所涉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為認罪之表示，且檢察官請求依證人保護法減刑1年3月，其供證述將來已不可能再變動，且被告柯文哲與邵琇珮並無往來，又如何有與邵琇珮勾串之可能？從而，關於本案是否構成圖利罪部分，業經調查完竣，相關人證均已成形，物證、書證俱已在卷，僅餘法律認定而已，已再無勾串、滅證之虞，自無再以此為由羈押之必要。原裁定認此部分有羈押之原因，恐有誤會。許芷瑜係辦公室行程秘書之一，其並無本案京華城容獎案之相關職權，並不會與被告柯文哲共犯違背職務之罪，與被告柯文哲間無同向收賄之共同利益，自無所謂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可能，並非「共犯」至明。惟檢察官為達續押被告之目的，於原審接押庭遭辯護人當庭質疑許芷瑜並非共犯身分之後，近日即將許芷瑜以涉犯貪污、洗錢等罪併案通緝，顯係為羈押被告而創設一共犯貪污罪之人尚在逃之羈押事由。自不拘束原審對於許芷瑜究係共犯或證人之認定，許芷瑜未到案，不構成與共犯勾串而有羈押必要。許芷瑜僅充其量係證人，單純證人未到案，並不會在審理中構成接押之事由，否則所有案件有某一證人未能發現進而約談到案，有失公平法院原則。依許芷瑜之身分及職權，係隨行秘書之一，負責上下車地點聯絡等，何以認定許芷瑜有參與見聞本案而係本案之證人？況且，檢察官假定之行收賄1500萬元部分，均已為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所否認，除210萬元係匯款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帳戶，許芷瑜並無經手外，餘1500萬元僅一張來路不明之excel檔，並無其他金流證據足佐，同案被告沈慶京、證人吳彩仙亦證稱並無提領鉅款行賄之事，則該excel檔，自不足為據，如何認定其到案有助釐清本案案情？況且，許芷瑜未能如期到案，檢察官自應設法要求其回國接受偵訊，或以其他方式就訊，此一過度誇大之偵查作為所衍生之不利益，自應由檢察官承擔，與被告柯文哲何涉。此外，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至多僅能證明許芷瑜曾受柯文哲之託轉交各該捐款予黨部或基金會，如妙天捐款即存入新故鄉基金會，陳盈助捐款即作為辦公室裝修所需等，上開款項均係合法取得，且與本案無關，且許芷瑜並不負責帳務，何能逕行推演或假定同案被告沈慶京確有親自交付1500萬元之賄款與被告柯文哲，更遑論逕行認定許芷瑜必有受被告柯文哲所託轉交1500萬元之賄款與不詳之人，而有見聞檢察官假定之收賄情事。凡此均未見檢察官提出合理說明，全係臆測。又檢察官既謂1500萬元係由被告柯文哲「親自」收受，既如檢察官所稱係親自收受，又何需許芷瑜到案始能釐清？況且許芷瑜住處、手機、電腦應已遭搜索，其友人亦遭訊問多次，自有相關證物可資調查，實無待許芷瑜到案即可釐清是否與京華城案有關。「晶華-orange出國」內容，係記載許芷瑜當時業已出國讀書之狀態，並非指示許芷瑜出國，其中間曾返國後再出境一事並未告知柯文哲，柯文哲對其何時回國、何時出境並無所知，亦無何聯絡，此觀被告柯文哲扣案手機還原資料即明。又如證人林鼎峰所述許芷瑜出境係因被告柯文哲被抓進去問因此出境云云，顯係張冠李戴，蓋許芷瑜113年8月29日出境當時，被告柯文哲並未遭檢廉訊問搜索，何來許芷瑜事先預判此事進而先一步出境。故證人林鼎峰之證述，與事實有違，係事後杜撰之詞，實難採信。此外，許芷瑜住處、手機、電腦應已遭搜索還原，自有行事曆等相關紀錄可資調查，實無待許芷瑜到案即可釐清。是以，本案業已起訴送審，全案共犯與證人均已傳喚，且被告柯文哲對偵查中羈押、延押之裁定均未抗告，偵查業已完備，別無於起訴之後勾串、滅證之可能，至獎勵容積是否違背法令，係屬法律專業，有賴都計專業結合法律論述進行認定，並非檢察官即可認定，被告柯文哲亦無就本案客觀上是否違背法令為勾串、滅證之可能，檢察官未舉證有勾串、滅證之相當理由與合理依據，自無再以此理由羈押之原因。
　㈦本案被告柯文哲所涉圖利罪、違背職務收賄罪等部分已調查完畢，無續行羈押之原因與必要，許芷瑜非本案共犯，充其量僅係證人，且其僅涉政治獻金案，未回國接受偵訊與本案不生影響。考量本案業已連續四個月傳喚數百人次，甚至大規模傳喚金主、黨工幹部造成寒蟬效應，而羈押係侵害人權之手段，請考量已有至少四個月之強制偵查，本案如蒞庭檢察官所言，事證已經非常明確，就無再予羈押之原因與必要，應考量雙方武器平等，給予雙方一個公平的攻擊防禦機會，請予被告柯文哲交保處分，以維訴訟人權。原裁定未充份慮及被告柯文哲防禦權之保障，及平衡雙方武器對等，在羈押極端限制人身自由及侵害防禦權的情況下，不僅有失憲法保障正當法律程序之旨，所為之裁定將難昭社會公信，恐有為檢察官起訴背書，並接棒偵查，延續以往遭國人及社會詬病的職權調查主義的司法文化，有違公平法院之疑慮。被告柯文哲之父親年事已高，已高齡93歲，目前因罹患淋巴癌、肺炎、肺積水、腸胃道出血、抗藥性腸球菌感染，心肌梗塞等重症疾病現在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目前意識昏迷、完全臥床，需全時間使用氧氣等維生設備，已在生命末期，請撤銷原裁定，發回另為適法之處分，或逕命為交保之處分，以結束檢察官無止盡之抗告，並維被告柯文哲之人權保障云云。
三、被告沈慶京抗告意旨略以：　　
　㈠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裁定(下稱「發回裁定一」)僅指出第一次具保裁定(下稱「原裁定一」)未就衡量無羈押必要性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逃亡，及所定羈押替代手段不足等，全未涉及有無串證之虞之指摘；待第二次具保裁定(下稱「原裁定二」)依發回意旨為說明及增加具保金額並羈押替代手段後，又遭本院113年抗字第2804號裁定(下稱「發回裁定二」)以前次發回根本未提及之串證事由為撤銷理由，直指被告沈慶京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且電子監控手段無法防止串證等情，原裁定法院即一反「原裁定一」、「原裁定二」所持立場，以本件原審羈押裁定(下稱「原裁定三」)裁定羈押被告沈慶京。同一法院竟可因上級法院之指示而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且原裁定法院竟於訊問被告沈慶京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之必要」，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實令被告沈慶京驚駭莫名，蓋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同一法院竟可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並於裁定理由中直陳係「基於尊重審級制度」而為，實屬不可思議。
　㈡「原裁定三」理由雖提及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理由，包括「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但並未敘明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究為何？比對「發回裁定二」理由所列舉之事項，或係於本件偵查中即已發現而早經提出之事證，或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習知之常識，實無從理解為原裁定法院於前次裁定後始知，而足供為截然相反裁定依據之新事證。又本案不應以「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做為「有」羈押必要之理由，否則將使個案中被告應否執行羈押之考量不當擴大而具有須維護公共利益、社會秩序之治安色彩，侵害被告權益至鉅，乃「原裁定三」以「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為羈押理由之一，亦屬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淨股法官於對被告沈慶京為偵查中延長羈押裁定時即明確認定被告沈慶京已無逃亡之虞，其理由殊值參照。況所謂有逃亡之動機、有在海外滯留不歸能力，實際上必以被告沈慶京能出境為前提。然被告沈慶京年近八旬、百病纏身，且受電子監控，客觀上不可能循偷渡管道出境，而在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情形下，更不可能合法出境。如此無論其他條件如何，被告沈慶京均不可能有逃亡之虞。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所定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係屬對於公務員貪瀆行為的狹義、特別規定；而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的圖利罪，則為該貪瀆行為的廣義、概括規定。倘公務員貪污行為，已經符合前罪的構成要件，即應逕依該罪名相繩，祇於不該當前罪要件，才適用後罪名處罰。換言之，此二罪名具有法條競合關係，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24號刑事判決意旨足參。從而依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被告沈慶京所涉之罪，至多僅為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嫌，其本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非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原裁定三」就此已有誤認，進而未能敘明何以被告沈慶京在未涉重罪之情形下，亦有高度逃亡之可能性，理由同屬不備。
　㈤無論被告沈慶京與其他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關係如何，起訴後均不應以限制刑事被告沈慶京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違反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審判；又上開事例發生於113年6月23日、5月1日，時間在被告遭羈押之113年8月30日前2至3個多月，其後被告沈慶京及同案被告應曉薇、柯文哲又各自歷經近4個月羈押期間，在檢察官多次訊問後，被告沈慶京與應曉薇當時相互知悉另一支隱密性更高之私人電話一事，於起訴後之今日，究竟還有何事有何串證之虞；而被告沈慶京及同案被告柯文哲之手機復已遭檢察官查扣，當可循手機鑑識方法查明究有何簡訊確遭刪除及其內容為何，何能毫無目標即憑空指摘被告沈慶京有串證之虞而應羈押？況起訴書證據清單中，根本未列葛樹人為證人，也未見檢察官為相關調查說明。
　㈥被告沈慶京受電子監控，客觀上不可能循偷渡管道出境，而在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情形下，更不可能合法出境，如此無論其他條件如何，被告均不可能有逃亡之虞。又被告沈慶京原已身罹多種疾病，於偵查中遭羈押之4個月期間，健康更形惡化，共8度戒護就醫，3度戒護住院、4度抽搐顫抖，病情顯有隨著羈押時間推移而日益加重的情形，若未為完整妥善治療，以被告沈慶京近80歲高齡，可預見病況只會愈趨沉重，顯難痊癒，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險，此由被告沈慶京於113年12月27日具保獲釋後即住院治療，台大醫院並隨即安排於114年1月2日手術即明，基於人權考量，既然其他同案被告均已羈押禁見，則就健康情形明顯惡化的被告沈慶京准予交保，亦應無害於「原裁定三」所顧慮之串證。　　
　㈦末按刑事之上訴或抗告救濟程序，以受裁判人因受不利益之裁判，為求自己利益起見請求救濟者，方得為之。而受裁判人上訴、抗告之利益或不利益，應就一般客觀情形觀之，並非以上訴人或抗告（再抗告）人之主觀利益為準，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678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從而就起訴移審後法院關於被告人身自由是否應施加限制一事，為法院職權之決定，檢察官並無聲請權，其所提認被告應繼續羈押之理由，僅為意見陳述，故法院於訊問被告後命被告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未予羈押之裁定，檢察官並非該裁定之當事人，自無受不利益之裁判可言，所提抗告為法律上所不應准許，抗告法院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第408條裁定駁回，卻誤為撤銷發回之裁定，實有違誤云云(被告沈慶京之辯護人雖以其等撰狀時誤以選任辯護人為抗告人，然因被告沈慶京業已其名義提出抗告而撤回，然其真義究係撤回抗告人名義而保留原抗告意旨或撤回全部之抗告意旨等節，未盡明確，依有利於被告沈慶京之認定，均認其與辯護人均有提起抗告，附此敘明)。
四、被告應曉薇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應曉薇於歷次偵查程序已詳細交代本案事實，無任何隱瞞，且本案檢廉機關自113年8月28日對被告發動搜索前、後，即對數十位證人展開縝密詢問、調查證據及搜索扣押等偵查作為，同案被告等人業於檢廉機關進行數次訊詢問，且陳佳敏、王尊侃等人之供述業獲檢察官採信，而為不起訴處分，是本案相關證據均已蒐證保全完畢，被告應曉薇實無勾串共犯、證人之可能。且王尊侃、陳佳敏於偵查中之供述，已與檢察官之舉例相符，並無使案情轉趨晦暗之風險，實質而論該等供述亦有利於被告應曉薇，被告應曉薇實無再行串證之必要。被告應曉薇與陳佳敏縱有上下屬關系，然其二人供述既未有明顯矛盾、不一致之情形，且陳佳敏之證述，洵屬對被告應曉薇有利，被告應曉薇自無與其串證之必要。本案偵查機關既已起訴，當已有充分證據，對相關款項性質更有明確定見，於審判中羈押被告應曉薇之正當性基礎已然薄弱，原審裁定未詳加審酌已呈現之偵查卷證，遽認被告應曉薇仍有串證之虞，顯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之違法。
　㈡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任職議員具有實質影響力、被告應曉薇與沈慶京有微信軟體聯絡方式，遽認被告應曉薇有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未具體說明被告應曉薇有何以有以不正當方法影響共犯或證人之嫌疑存在或有其他類似之行為，亦未衡酌是否有其他具體措施得防免被告應曉薇與證人、其他被告接觸而無羈押必要，本案並無顯示被告應曉薇實際從事或可能從事影響證據調查或審判公正性之行為，是原審裁定僅憑一般日常對話，即率爾推定被告應曉薇有串證風險，已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之違法，對話內容亦完全沒有談及任何有關京華城案之相關內容，檢察官既已多次指述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多以威京集團子公司將款項匯予協會性質係「過世之余雪鴻勸募之捐款」作為「幽靈抗辯」，於羈押禁見期間，經檢察官多次傳喚訊問，既屬一致，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自無串證之必要。被告應曉薇實無法使用原通訊軟體與其他被告、證人聯絡，遑論串證行為，又若係重新辦理手機，於被告應曉薇受限制住居且通訊設備受監聽之情形下，亦無法輕易得知對方新辦理之微信帳號以進行聯絡，且微信作為一封閉式社交平臺，僅能以微信加好友，若缺乏對方資訊即無法重建聯繫。若僅因被告應曉薇於電話中提及與其他被告之通訊軟體即推定有串證之虞而裁定羈押，恐致司法裁量流於恣意。又原審僅以被告應曉薇身為議員，即謂被告應曉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從而推定其有實質影響力，然迄未能提出具體事實或證據，證明被告應曉薇於偵查中曾經或意圖透過任何手段影響證人供述，證人於本案調查過程中，於被告應曉薇尚未遭羈押時，其若有不利被告應曉薇之證供，均未因被告議員身分而受影響，此觀該諸多證人之證述筆錄自明。原審裁定率爾推定被告應曉薇交保後可能影響證人供述云云，顯屬無據，亦未審酌被告應曉薇如何避免與同案被告、證人接觸之具體措施、未為任何當否之闡述，遽以抽象標準論斷被告應曉薇仍有串證空間，本案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明被告應曉薇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以供佐證，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業已降低，於起訴後若仍繼續羈押被告應曉薇，無疑係過度限制被告應曉薇之人身自由。若係為避免串證，非不得以禁止被告應曉薇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以防免串證並達替代羈押之目的，況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調查庭時業保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且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有關本案之事項，對於相關證人也絕不會有私下聯繫之行為，惟原審裁定均未就上開措施為任何當否之裁示或闡述，僅泛指被告應曉薇有串證之虞應予羈押，顯有違法。
　㈢被告應曉薇目前尚擔任台北市議員職務，且家中尚有年近百歲臥床之母親與被告相依為命，被告應曉薇實無逃亡之可能，亦無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惟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曾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機場出境，未衡酌是否有其他替手段，遽謂被告應曉薇有逃亡之虞而有羈押必要，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出境至香港原因，係因其擔憂年近百歲之母親病情惡化，為盡孝心乃欲至香港購買只有該地始有販售之馬百良清心丸，以求能替母親活血通絡和行氣止痛，至於為何選擇於台中出境係因該機場出境至香港之機票價錢最為便宜，被告應曉薇父親之骨灰安奉於彰化忠靈塔，被告應曉薇亦可就近探望父親上香致意，並於回國後就近回彰化老家探望親人。況監聽譯文亦顯示被告應曉薇於今年6月曾去加拿大參加大女兒之畢業典禮，倘若被告應曉薇果有逃亡想法，大可於斯時起即長待加拿大。另被告應曉薇家中尚有年近百歲臥病在床之母親與被告相依為命，需被告應曉薇貼身照護，被告應曉薇擔任台北市議員多年，於政界頗負盛名，新會期業已開議，有諸多法案亟待被告應曉薇審議監督，被告應曉薇絕無可能棄絕多年事業、在台至親不顧。且依被告應曉薇之行程可知，其斷無可能潛逃出境。凡此均在在足徵被告早已有於回國後安排既定活動之規劃，絕無逃亡之動機及可能。又被告應曉薇之女兒雖於國外念書，每逢假期即會回台，學成後亦計劃回台尋找工作機會，是被告應曉薇自無長期滯留國外之可能，被告家中搜扣之所有證據資料，亦無任何諸如被告應曉薇申請外國居留權、申請長期簽證或購置海外不動產等準備移居其女兒留學國或其他外國之規劃；又被告應曉薇其之父親雖為北京人，惟被告應曉薇與孩子生父並無婚姻關係，雙方之關係僅限於子女的扶養義務，被告應曉薇無法依賴其子女父親，亦無法長期居留於北京或享有資源支持其於國外之生活。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機場出境，未詳加審酌被告應曉薇於國內生活之基礎及社會聯繫，亦未審酌有無其他具體事證顯示被告有計畫滯留國外之事實，更未衡量是否有其他替代羈押手段可資行使。顯有認定事實理由不備之違法。
　㈣被告應曉薇偵查中遭羈押後，檢廉機關業傳訊更多證人、其餘被告並進行更大規模之偵搜行動，起訴書有關被告供述證據74項、非供述證據109項，證據內容均已鞏固，原審裁定未審酌是否得以干預權利較為輕微之其他手段如較高額之保證金、電子腳鐐等，即足達成保全本案證據及審理程序進行之目的，並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與否之理由，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未充分審酌事實及法律之正當性，侵害被告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至鉅，法院亦不應預設立場、不受上級審見解拘束，惟原審裁定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理由，拘束自身裁量，若受上級法院意見拘束，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進而影響司法信賴與公平。且羈押裁定為重大人身自由之限制處分，其裁定須以具體事實為基礎，且經充分法律論證，並符合法定事由及比例原則，然原審未經充分事實與法律審酌即裁定羈押，僅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理由，顯已偏離法律之正當程序要求云云。
五、抗告人李文宗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之原因、要件及必要性，本即應與其他被告分別審酌，被告李文宗遭質疑之112年5月15日、113年8月11日訊息，前者根本無勾串內容，後者則為與本案起訴犯罪事實毫無關連之木可公司損益表，被告李文宗之情況與其他人實在無法相提並論，被告李文宗未如同其他共同被告具實質影響力，被告李文宗亦無從控制之其餘被告之行為，自不應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原審裁定固認定許芷瑜出國為同案被告柯文哲指示，但此點與被告李文宗無關，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李文宗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
　㈡原審裁定固提及尊重審級制度部分，辯護人就此無法苟同，審級制度之設計，係讓被告在處理法律爭議時受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若按原審裁定之上開說明，原審裁定係遵照審級制度而依上級審法院之意而為羈押禁見裁定，則被告李文宗就是否羈押之重大影響人身自由之決定一事，無啻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就此點訴訟程序之重大瑕疵，自有明顯裁判違背法令之處。
　㈢被告李文宗究竟有無參與、支配犯意或犯意聯絡，都無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檢察官並未就勾串為足夠之舉證及說明，難道被告李文宗曾經對自己妹妹稱自己權利最大，就會勾串、影響證人。況梁秀菊於偵查中到庭證稱明確：伊自109年2月起擔任民眾黨之財務長，負責管理民眾黨之財務，民眾黨政治獻金，有財務部出納人員會整理資料，不會向李文宗回報民眾黨收受政治獻金之情形，被告李文宗不知道民眾黨收受政治獻金情形，也不負責處理民眾黨職務捐等語，是檢察官所稱上情，顯然於事證不合。關於「黃珊珊、力奇曼捐款50萬元捐款，捐到柯文哲總統候選人專戶」政治獻金專戶，被告李文宗始終承認為其管此部分財務；關於「協會資料給我」，講的是新故鄉協會，被告李文宗也是承認處理新故鄉協會之財務；黃珊珊提到「可以抵我的捐款責任額了吧！，拜託你向秘書長說一下」，從這個訊息看出來，管捐款責任額的不就是秘書長，若為被告李文宗，還需要向秘書長說？又許芷瑜與男友的對話，時間是113年1月23日提到李文宗管政治獻金，講的也是競選期間總統大選之政治獻金專戶；檢察官提出資料引用張益贍筆錄，但張益贍在本次總統大選競選前即因個人事由離開民眾黨，是否為本案相關期間之相關狀態，實有疑問。張益贍所說不分區立委審核小組成員有七位，包括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既然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又何需被告李文宗來代表柯文哲發表意見。上開審核小組成員投票權是每人兩分，每票等值，關於標註「木可危機處理小組」LINE群組訊息，群組名稱是檢察官後製，看不出實際群組名稱，而相關群組內容是討論關於檢察官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僅有釐清事實與擬定聲明，亦無檢察官所謂勾串或嘗試統一不實說法之過程，被告李文宗更於113年8月14日遭退出群組，可佐證被告李文宗遭民眾黨切割而不可能與民眾黨任何人員勾串之情；而關於木可內帳部分，陳智菡回復是收入支出列表帳務資料，木可之收入支出憑證都被檢察官扣押，更無撕碎紙條上所指之木可內帳之事實。原審裁定認被告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經濟實力與人脈，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然被告李文宗不具相當權勢及影響力，被告李文宗並無任何公職、權力、金錢勢力，被告李文宗要如何去影響他人為有利被告李文宗之不實陳述，況被告李文宗在偵查中被羈押之前，眾望基金會即已召開董事會決議將基金會之事宜全數交執行長處理，現在相關之證人是否尚任職眾望基金會，已無從確認，被告李文宗到究有何政治、經濟實力與人脈能影響共犯、同案被告、證人，原審裁定捨調查不為而空以被告李文宗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顯有理由不備、未盡相關調查之缺失。
　㈣原審裁定顯係以毫無所據之理由推論認定被告李文宗有勾串、滅證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相關書證、物證都經檢察官搜索扣押，並作為起訴之證據，檢察官並未指出到底還有什麽證據有被湮滅之可能。被告李文宗因木可公司辦公處所在一公開之大辦公室內，為避免放在桌上的木可公司損益表遭他人看到才會交代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況木可損益表只要有相關憑證資料，電腦資料再跑就有，在卷內亦未曾見檢察官就此發函要求木可公司提供損益表而未得之記錄，且損益表僅有某段期間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要如何作為本件起訴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之依據。原審裁定漏未審酌上情而據之為認定依據，亦有違背事理、經驗法則之違失。此外，被告李文宗在手機被檢調查扣前即已經檢調傳喚數次，被告李文宗有極多機會可以處理手機，但被告李文宗手機經檢調查扣後又未經鑑識出有刪除資訊之動作，檢察官指摘被告李文宗有湮滅事證之心態云云，顯於客觀事證有違；訊息內容並無被告李文宗嘗試影響李文娟如何為不實陳述之內容，李文娟更經檢察官傳喚多次，又未見檢察官指出被告李文宗、李文娟於偵查中陳述有何出入而需勾串之處，如何推論被告李文宗可影響李文娟以外之第三人，原審裁定單以上開訊息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嘗試影響相關被告之行為、能力云云，顯毫無所據。
　㈤被告李文宗與同案被告柯文哲於偵查中之陳述似無出入，被告二人間到底要如何勾串為其他更有利之陳述，實在殊難想像。朱亞虎在本案與被告李文宗立場對立，朱亞虎雖然認罪，但檢察官可以選擇起訴求輕刑方式確保朱亞虎維持證言，檢察官卻選擇以緩起訴處分之方式處理，被告李文宗與立場相對之朱亞虎到底要如何勾串實難想像，檢察官不應該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許芷瑜部分，被告李文宗於112年至113 年總統大選期間處理競選辦公室、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木可公司財務事宜，而檢察官在偵辦過程中業已傳喚諸多知名人士以確認交付款項與被告柯文哲過程，從未有證人提及係由被告李文宗與渠等接觸或將現金直接交付與被告李文宗；而檢察官所引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交付現金與被告李文宗之訊息，內容即與新故鄉協會之800萬元款項有關，但該部分之款項亦核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原審裁定另指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為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可能，疑似係指許芷瑜與被告柯文哲收受賄賂有關，但起訴書記載之210萬元係匯款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專戶、1500萬元係沈慶京利用不詳方式在不詳時間交付與被告柯文哲，與被告李文宗完全無關，被告李文宗並未與任何交付現金之人直接接洽，如何能以許芷瑜可能經手其他鉅額現金收受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勾串許芷瑜之可能，並進而認定有羈押之必要，本件許芷瑜雖現尚未到案，檢察官指摘被告李文宗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與許芷瑜聯絡而勾串，顯為無的放矢。被告李文宗固有傳送訊息要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但被告李文宗與李文娟之訊息內容，並無被告李文宗嘗試影響李文娟如何為不實陳述之內容，亦未見檢察官指出被告李文宗、李文娟於偵查中陳述有何出入而需勾串之處，原審裁定單以上開訊息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嘗試影響相關被告之行為、能力云云，顯毫無所據。
　㈥檢察官既然已經起訴，業已認定其於偵查期間透過各種強制處分、運用大量人力蒐集足夠定罪證據，如何能將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李文宗身上，並進而繼續羈押被告李文宗，物證均已遭檢察官扣押在案，到底要如何湮滅，人證部分則經檢調廉多次詢問並勾稽事證已確保，而共犯、證人之翻供，原因許多，檢察官擔心法院會耗費更多心力、時間、資源釐清事實而使發現真實過程艱難，在所有案件審理過程中，本來就會有各種正反證據出現，本案被告李文宗並未涉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重大，亦無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更無羈押必要性，原審為被告李文宗羈押禁見之裁定，於法不合云云。
六、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㈠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被告經法院訊問，有無羈押之必要，乃事實問題，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應許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6號判例、98 年度台抗字第405號裁定意旨參照）。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又法院為羈押之裁定時，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或為防止被告反覆施行同一犯罪，而對被告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法院僅須在外觀上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及有無賴此保全訴訟程序進行或執行而為此強制處分之必要，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只需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在形式上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嫌疑為已足。而被告之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之必要，俱屬事實問題，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容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質言之，羈押被告之審查，既非終局確認被告是否犯罪，法定羈押原因備否之認定，又無須經嚴格之證明，以自由之證明即達於「釋明」之程度為已足，且就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有裁量之職權。故原審法院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倘認已足釋明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而其關於羈押必要性之裁量，亦合於保全被告之本旨，且與通常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無何扞格，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
七、經查：
　㈠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
　　經查，本件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有羈押聲請書所載之各項證據及卷附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等人有事實及相當理由有逃亡之虞：
　　經查，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被告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被告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被告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其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事由，足堪認定。
　㈢被告等人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經查，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系，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被告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被告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等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羈押事由，經核於法尚無不合。
　㈣本件有羈押被告等人之必要：
　1.按憲法第8條第1項前段雖明文：「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然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漫無限制，同法第23條更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 正是本於增進公共利益，讓司法權能有效行使、刑事程序實現公平正義之目的所立基之條文規範。因此，身體自由之基本權在符合程序正義之基礎下，自得在最小限度內，適當地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謂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在符合法律要件之限制下，均不得限制之。次按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以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屬事實認定問題，法院有依法審認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2.又按羈押乃是國家為了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手段，乃是為實現國家對於被告之刑罰權。羈押之目的在於保全被告之法定證據方法及擔保將來執行刑罰之目的，其性質係將被告拘禁於特定處所以拘束其行動自由，乃強制處分中對人身自由最大之限制，故以此方式保全被告以保障追訴、審判及執行之最後手段，若有與羈押同等有效，但干預權利較輕微之其他手段時，應選擇該其他手段，不得率予羈押；亦即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以及必要性原則，在審酌以其他方式均確定地無法保全被告時始得為之。正是因為羈押乃是最嚴重侵害人權之手段，因此，羈押被告除符合法定事由外，應以有無羈押之必要性作為考量之要件，質言之，得否以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亦為決定被告是否羈押之重心所在。若有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足以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且亦可達到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方法者，自應以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為之，反之，即應認有羈押之必要性。
　3.經查，被告等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1項第1至3款之情形所定之羈押原因，並參酌全案卷證及被告等人之理由各情，認被告等人所涉前開犯罪，嚴重影響公務機關官箴，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若僅命被告等人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告等人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方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分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之自由法益及被告等人訴訟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原審對被告等人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就被告等人裁定准許羈押之聲請，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
八、對被告等人及其辯護人等抗告意旨不予採取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部分：
　1.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於抗告意旨內固以移審當日時間緊迫、來不及閱卷，且檢察官起訴時未一併檢送電子卷證予原審法院，且經抗告及撤銷發回，卷證來往運送均妨礙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聲請閱卷，檢察官亦僅播放簡報陳述而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實不利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行使防禦權云云。然查，原審於113年12月27日第一次羈押訊問、同年月29日第二次羈押訊問時，辯護人並未就上情向原審法院請求停止開庭，亦未向原審法院請求延長閱卷時間，更未當庭聲請暫緩進行羈押訊問程序以保全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之防禦權(見原審卷一第151至166頁)，且自原審第一、二次羈押訊問准予被告柯文哲具保後(均經本院撤銷原裁定)，辯護人並未向法院請求「停止開庭、延長閱卷時間」或聲請「暫緩進行羈押訊問程序」等主張，俟本院撤銷原審具保裁定發回原審後，辯護人始於114年1月2日原審為第三次羈押訊問時主張程序瑕疵之情事(見原審卷二第383頁)，則何以辯護人不於原審第一、二次羈押訊問後、准予被告柯文哲具保時，主張原審程序有上開程序瑕疵，故辯護人所為上開主張是否合於事實，而因此使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之防禦權受到阻礙，以致於造成法院誤予裁定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結果，凡此諸節，均容非無疑，是以，本案尚難認原審所進行之羈押訊問程序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司法院釋字737號解釋之意旨。至檢察官起訴時是否有檢送電子卷證，本無強制規定，且檢察官當庭播放簡報檔之紙本(繕本)亦送辯護人收受等節，有原審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30頁)，故辯護人辯稱：檢察官僅播放簡報陳述而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核與上開事實不符，自無從憑採；又辯護人所辯前情，亦難證明原審嗣後拆卷掃描因耗時費力，以致於使被告柯文哲遭受羈押之結果。毋寧，是否羈押被告等節，取決於相關之證據資料是否已達到法院所認定自由證明之程度，而非嚴格證明之程度，羈押被告乃證據保全之方法，與被告是否確有到達高度有罪之蓋然性程度，乃屬二事。其次，於我國司法實務運作上，案件經抗告或撤銷發回，無論卷證多寡，抗告於上級審法院既是謀求強制處分救濟之程序，本即須往來運送相關卷證資料以供上級審法院詳加判斷，自難遽謂卷證往來運送等節，即因此妨礙到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之防禦權。至於檢察官於原審為羈押訊問時，是否使用簡報陳述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羈押等節，乃檢察官職權之行使，如同辯護人亦可使用簡報陳述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駁回檢察官羈押之聲請，凡此俱屬雙方攻防所使用之方法，原審法院於羈押訊問時亦諭知「法院可以接受檢察官、辯護人就卷內資料或其他資料節錄部分以利說明之用」等節(見原審卷二第69頁)，自足說明上情，故本案尚難據此即謂檢察官當時使用簡報陳述(且有將簡報檔之紙本(繕本)送辯護人收受，詳如前述)而未提供簡報「電子檔」等資料予被告柯文哲或其辯護人，即屬於對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造成防禦權之妨礙，更難謂原審之羈押訊問程序因此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司法院釋字第737號解釋之正當法律程序。
　2.依抗告意旨所指，本案接押更審時追加證人陳佩琪為本案之證人，係檢察官聲請追加證據之權限，至於得否追加證人、追加是否合法或有無理由，俱屬法院判斷之權限，惟此情是否即等於或因此足以推認檢察官有「隱匿」事證之行為，以致於使法院發生羈押之誤判，於相當因果關係之判斷上，仍應有相當之證明，尚難據此即謂檢察官有隱匿事證之行為。又抗告意旨另以113年12月26、27日第一次接押時，檢察官曾有掐頭去尾提出被告沈慶京大額提領紀錄；技術性拖延，並於第一次羈押訊問程序、同年12月29日稱第二次羈押程序、114年1月2日第三次羈押程序等陳述，一再變更建請羈押事由、主張與證據等節置辯。惟查，原審法院於羈押訊問時業已諭知「除非法律就訴訟制度修改外，無從限制檢察官於第一次羈押訊問之後續期日或抗告狀不能補提相關事證；依目前訴訟制度最終仍應回到法院合議庭做決定，檢辯雙方亦可補充相關事證」等節(見原審卷二第368、372頁)，業已明確諭知：依現行刑事訴訟程序並未限制檢察官及辯護人聲請羈押程序進行中不得補提相關事證，即於法律規範上並未排除、限制或剝奪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人於羈押訊問時不得補提相關證據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羈押等節。再者，參酌刑事審判程序屬於浮動狀態，因程序進行、證據調查而變化，強制處分亦因應訴訟狀態而不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508號裁定意旨參照）。故法院裁定羈押被告之要件，包括犯罪嫌疑重大、羈押原因及必要性等，均隨法院審理之進行而處於浮動狀態，則原審依現階段之訴訟程序及調查證據所得，依法諭知上情並進行前揭程序，並無違誤之處。其次，除抗告意旨上開所指追加證人陳佩琪部分外，檢察官究提出如何不在證據清單、不在移送卷證內之證據(以致於原審誤判)等節，並未見辯護人就何具體證據不在證據清單或卷證內之資料(以致於原審誤判)予以說明，自難認為可採。又辯護人於本次抗告意旨中主張於被告柯文哲第一次接押時，檢察官是有「故意省略不提而重製表頭」，因此使原審發生誤判而誤予羈押被告柯文哲等節，更應有充足之證據證明原審「因此誤為羈押被告之裁定」(即誤予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相當因果關係)，始足信實。否則，自難遽指前揭程序有何違反程序保障或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進而認定原審之羈押裁定或程序有何違誤或重大瑕疵之處。
　3.另關於抗告意旨所指210萬元部分，依本案之證據資料以觀，仍不能完全排除被告李文宗有向被告柯文哲告知210萬元捐款之可能性，是以，該捐款涉及究否單純為政治獻金或屬於其等有合意行賄、收賄之工具，依前揭證據資料以觀，俱有高度可能性。其次，抗告意旨另以目錄「2024/財務」下之工作表，而2024年與2022年顯然有間，而認上開檔案與「2024/財務」無關且毫無意義云云。然如同本院前開所一再強調，法院就是否羈押被告之心證程度並非如抗告意旨一再論及本案罪嫌不足而應為無罪之諭知、更遑論犯罪嫌疑重大等節，而是關於本案交易明細內確有大額為數不鮮之提領紀錄存在，客觀上尚難無視上開證據資料(含隨身碟資料、金流紀錄、證人、同案共犯等相關證述等節)，逕行排除本案毫無犯罪嫌疑重大之情事。誠然，起訴書所指同案被告沈慶京在某時地親自交付1500萬元予被告柯文哲收受、有無與京華城容積基準變更具有對價、其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其主觀上有無構成要件故意、有無實質影響力等節，俱係攸關本案證據將來是否足以證明被告柯文哲有到達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程度之關鍵；惟就審查是否具有犯罪嫌疑重大以決定是否符合本案所為之強制處分要件而言，司法程序係重在保全證據之目的上，而非在於認定被告柯文哲有罪等情，此乃是國家為追訴犯罪、保全證據及在個人身體自由權之權衡下，基於保全證據之目的所不得不為之最後手段。是以，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犯罪嫌疑重大部分既係以自由之證明予以判斷(含其餘法定羈押事由及必要性等要件事實)，而非基於嚴格之證明審查並認定上開羈押之各要件事實。從而，本案卷內既有前揭證據存在而無法完全視而不見各該具有自由證明之證據，當不能遽排除上開卷內存在(具自由證明)之積極證據，而逕認為毫無犯罪嫌疑重大之情事。
　4.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柯文哲因選後情事紛擾，曾為第三大黨主席，且自願選擇電子腳環配合審理之要求，並抗議程序不合法始拒絕提訊，其並無逃亡之虞云云。然查，被告柯文哲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公訴意旨所指其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千萬元，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柯文哲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柯文哲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之可能性。且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節，可見其有能力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或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依目前訴訟程序進行之狀態及上開涉犯之罪嫌等節綜合以觀，自難逕以上情即謂其毫無逃亡之可能性。　　
　5.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葛樹人、彭振聲、黃景茂、邵琍珮、許芷瑜等人均無串證之可能，交互詰問只是在釐清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憑信性，與勾串證人或共犯無涉云云置辯。然按交互詰問係透過對於證人等人之詰問以達發現真實之手段，乃法院調查人證重要之一環，並非僅在證明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憑信性，正是因為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在保全上開證人供述真實性之目的下，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經查，被告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被告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被告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被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1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業據本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資為撤銷原審法院具保裁定之理由；且依被告柯文哲、證人葛樹人間對話紀錄，其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情，足認被告柯文哲有透過證人葛樹人聯繫被告沈慶京確認彼此滅證之事實；同案被告彭振聲、邵琍珮雖已認罪、黃景茂之供述是否成形等節，俱有待將來法院進行證人之交互詰問程序時，始能據以發現(有利或不利於被告柯文哲)真實，是以，本案於對上開同案被告進行相關之調查程序前，客觀上既無法完全排除串證之可能性存在，自難逕作對被告柯文哲有利之認定。至於證人許芷瑜部分，其與被告柯文哲關係密切，擔任其隨行秘書，對於被告柯文哲有無與同案被告沈慶京間就京華城案之見面交往内容與金錢往來細節、有無實際經手1,500萬元賄款之收受、保管與使用等節，居於重要證人之地位，依卷內證據以觀，尚非屬於完全與被告柯文哲無關之第三人。是以，本案既有前揭共犯或證人尚未經檢察官、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對其等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柯文哲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自難遽認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葛樹人、彭振聲、黃景茂、邵琍珮、許芷瑜等人客觀上毫無串證之可能性。　
　6.末查，被告柯文哲以其父親現意識昏迷、臥病在床，需全時使用維生設備，請求本院撤銷原裁定云云。然查，上開情事並非關於被告柯文哲是否羈押或得以因此具保之要件事實，依本案之證據資料，被告柯文哲是否合於羈押之要件、應否羈押或得否具保等節，乃取決於本案(自由證明)之證據依訴訟進行之流程，是否足以認定被告柯文哲已到達前開羈押要件事實被證明之程度，本院審酌上情，認抗告意旨所指前開情節既非排除羈押要件之法定事由，自礙難逕以此情，即謂原審羈押被告柯文哲之裁定有違法或不當，進而認為有撤銷原裁定之法定事由。
　㈡被告沈慶京及其辯護人部分：
　1.抗告意旨固以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業經檢察官訊問，本案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降低，若仍羈押被告，恐過度限制其人身自由云云。然查，詰問程序乃是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在保全上開證人供述真實性之目的下，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且本案相關之證人或共犯等人為數非鮮，故關於本案羈押被告沈慶京部分，既經原審法院衡酌其保全證據之目的及限制被告人身自由之情形下，認有羈押被告沈慶京之情事及必要性，此乃原審法院依本案相關之證據資料所為適法職權之行使，自難謂有何過度限制人身自由之違誤。至於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於訊問被告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竟是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且刑事訴訟法並無「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之餘地，增加法律未規範之事項而違背法令云云。然查，我國刑事訴訟法之審級制度本即是針對下級審法院所為裁判有無應予補充或審酌之救濟程序，藉由向上級審法院提出上訴或抗告等不服之手段，以達使裁判妥適之結果。是以，審級制度之存在既是用以針對下級審法院之裁判是否尚有應予補充或審酌等節所設立之救濟手段，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沈慶京具保等裁定既容另有詳加審酌或補充之處，此情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原審法院基於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經由前揭程序所為依職權之判斷，礙難遽認原審法院所為保全證據之手段有何完全相反之認定，更難謂有何裁判違背法令之事由。
　2.抗告意旨另以本案在檢察官多次訊問後，被告沈慶京究有何串證之虞，且葛樹人並未經檢察官列為證人，亦未見檢察官說明、有無向葛樹人求證及真相如何，足認原審之羈押裁定理由不備云云。然查，原審法院於裁定理由中已詳為說明：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含抗告意旨所指葛樹人及同案被告應曉薇)，縱使依據本其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等節；況且，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保全證人供述真實性之必要，此情亦如本院前開所述；再者，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若被告沈慶京經保釋在外後，非無可能得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沈慶京、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在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沈慶京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等節，復據本院113年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說明甚詳，是以，依目前訴訟進行程序以觀，本案既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故抗告意旨上開所指，容無足採。至於抗告意旨所指手機遭查扣可依手機鑑識方法查明云云，然上開部分係關於該手機之物證得否還原之問題，然由前揭說明可知，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等節，尚難單以手機遭查扣而可依鑑識方法查明，即謂被告沈慶京即毫無可能有滅證或串證之虞。故抗告意旨以物證遭扣押即逕認本案被告沈慶京與其餘證人或共犯間即無勾串之虞云云，似無足取。
　3.至於抗告意旨所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淨股法官於對被告為偵查中延長羈押裁定時即明確認定被告已無逃亡之虞，其理由殊值參照云云，然本案仍應詳審本案之相關卷證資料，就是否及有無羈押事由等要件為獨立及適法之決定，並不受拘束。原審關於有無羈押之必要性等裁量，本係綜合本案全部事證，包括對於被告個人身體自由權之私益、國家追訴犯罪之目的、手段對社會之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等節(即保全證據之目的等)進行整體判斷，以於本案認定羈押被告是否具有最後手段性而無法以其他方式替代羈押之情事。而上開羈押必要性乃法院職權審酌事項，倘無裁量不當或濫用等節，自難遽指為違法。抗告意旨徒以其無從理解原審法院於前次裁定後始知而足供為截然相反裁定之事證，似未慮及本案業經本院因原審所為之具保裁定等節容有「無從保全證據」之高度疑慮，因而撤銷原審上開裁定，容有未妥。再者，抗告意旨以法院不應以「對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作為審酌有無羈押必要性(即最後手段性)之主張，此亦為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最後一段所指「兼顧被告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以衡平國家追訴犯罪之公共利益及憲法保障被告之訴訟權益」之理由(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抗告意旨究未對上開必要性審酌之職權事項究有何裁量不當或濫用等節提出具體之指摘，僅稱不應以上開因素作為判斷之理由，進而遽謂原審關於羈押裁定係不當擴大維護公共利益云云，所辯亦無可取。
　4.又抗告意旨所指關於所涉犯法條究如何適用等節，主張係法條競合關係云云。然查，抗告意旨所指乃將來事實認定後，關於法律適用之相關實務見解，依原審裁定意旨可知，被告沈慶京係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見原審卷四第27頁)，故依上開其涉犯之罪嫌可知，被告沈慶京所犯係最輕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並非如抗告意旨所指僅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交付賄賂之罪嫌(見本院卷第104頁)。況且，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是刑事案件中，所稱犯罪嫌疑重大而須羈押之情況，乃以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當事人很可能涉嫌其被指控之犯罪者即屬之，此項實質要件之關鍵在於「嫌疑」重大，而非「犯罪」重大，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者，尚屬有別。本件依現階段審理程序調查所得之相關證據資料，已足認被告沈慶京涉犯前開罪嫌之犯罪嫌疑重大，至被告沈慶京前揭所辯，核屬犯罪是否成立之實體調查、法條適用之審認問題，與羈押程序僅在於判斷是否符合羈押要件及嫌疑重大等節不同。是抗告意旨上開所指，似對原審裁定羈押被告沈慶京所適用法條(罪嫌)有所誤會，所辯與卷證資料不符，亦無足取。
　5.抗告意旨另以本案僅需輔以限制出境、出海、禁止與證人接觸之措施，綜合考量其身分、地位、職業、資力，涉案情節、惡性及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情狀，審酌其有現罹相關疾病，提供相當之保證金，並無羈押之必要；有逃亡之動機、有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必以被告能出境為前提，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並無害於原裁定所指串證情形云云。然查，原審法院於羈押裁定中依本案之證據資料，認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其住處執行搜索時，其欲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等節，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且被告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具有深厚之經濟基礎，難謂其毫無在國外生活之能力或資力等節(見本院卷第28頁)，故其上開舉措，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縱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再者，其身為威京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已見單月即有高達數仟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9C07卷第145至149頁），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資力甚豐，且其所涉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之不法利益甚為龐大等節，亦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裁定理由說明甚詳。此外，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事由。準此，抗告意旨以前情請求撤銷原審法院對被告沈慶京所為之羈押裁定，亦容未可憑。　
　6.抗告意旨另以本案被告沈慶京不應以限制其人身自由而違反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審判云云。然如同本院前開所述，起訴後並非意味即無羈押被告之適用，於司法實務上，被告於起訴後有違反保全證據之情事(或高度可能)而予羈押等情，亦非鮮見，否則，若謂案件經起訴後即不得羈押被告，則刑事程序上凡經檢察官起訴後，法院是否均應將被告釋放而放任被告逃亡、藏匿、滅證或在進行證據調查前恣意與證人或共犯串證而毫無所顧忌，以致於使刑事司法追訴犯罪之目的蕩然無存？此所以實務上常有經起訴後仍羈押被告之案件存在。故抗告意旨謂起訴後即不應限制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進行審判乙節，似乏相關之依據。從而，本案若僅命被告沈慶京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依本院前開說明，實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告沈慶京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方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分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之自由法益及被告訴訟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原審對被告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裁定審酌上開各項情事而予以羈押，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是抗告意旨猶主張本案命被告提出相當之保證金、責付、限制、限制住居以替代羈押之手段，或同時施以電子監控手段即足以對於被告沈慶京形成相當之拘束力，應無再為羈押之必要云云，揆諸前開說明，難認可採。
　7.抗告意旨另以檢察官並非裁定之當事人，所提抗告為法律上所不應准許，本院應裁定駁回卻誤為撤銷裁定云云。然按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第3條規定：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故依上開法律規定，檢察官不服法院之裁定，自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抗告意旨似就若屬於被告之上訴或抗告，以求自己之利益請求救濟之實務見解有所誤會(即受裁判人為自己之不利益裁判始得上訴或抗告，不得對自己有利益之裁判上訴或抗告)，所辯亦無足採。　　　　
　㈢被告應曉薇及其辯護人部分：
　1.抗告意旨固以檢察、廉政機關偵辦本案之投入之偵查資源及能量，已對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完成必要蒐證，證言鞏固、案情釐清及偵查完備始行提起公訴。被告應曉薇實無所謂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與必要云云置辯。然查，原審法院於裁定理由中已詳為說明：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含抗告意旨所指王尊侃、陳佳敏)，縱使依據其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等節，依此觀之，原審上揭認定，尚無違誤或不當之處；其次，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保全證人供述真實性之必要，此情已如本院說明詳前。故抗告意旨以本案陳佳敏、王尊侃等人之供述業獲檢察官採信，而為不起訴處分，是本案相關證據均經檢察官蒐證保全完畢而完成必要蒐證，始行提起公訴，被告應曉薇實無所謂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與必要云云，似未慮及本案除上開王尊侃、陳佳敏外，尚有相關之證人及同案被告等人尚未經以詰問程序釐清案情，而仍有使案件陷於晦暗不明之可能性，故抗告意旨以檢察官偵查起訴後，即不存在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性，核與前揭認定不符，所辯自無足採。
　2.原審裁定並非僅憑被告應曉薇任職議員具有實質影響力、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有微信軟體聯絡方式，遽認被告應曉薇有勾串共犯、證人之虞。經查，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有本案起訴書附卷可參，觀諸其所涉罪嫌為違背職務收賄罪嫌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亦有相關證據附卷足稽，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更增加其逃亡之可能性。其次，同案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被告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等節，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是以，原審依本案前揭證據資料，再綜合被告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具有相當之政治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應曉薇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上開逃亡、滅證或勾串證人等節，及審酌被告應曉薇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其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經核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以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自無串證之必要、亦無法使用通訊軟體與其他被告或證人聯絡，毫無串證之虞云云，容無足採。
　3.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出境至香港原因，係因其擔憂年近百歲之母親病情惡化，為盡孝心乃欲至香港購買只有該地始有販售之馬百良清心丸，以求能替母親活血通絡和行氣止痛云云。然查，姑不論其抗告意旨所指是否屬實，依上開情事已足認被告應曉薇確有相當之資力及能力得以出境我國至其他國家或地區；其次，依抗告意旨所述，其於今年6月曾去加拿大參加大女兒之畢業典禮，被告應曉薇之子之父親為北京人，雖並無婚姻關係，亦無法排除長期居留於北京或於國外生活等節，被告應曉薇固以家中尚有母親需其照顧，絕無逃亡可能等節置辯，然本案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之113年8月27日，既有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等節，有相關證據附卷足稽，本院經核原審關於此部分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因而對其裁定羈押等節，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抗辯，容無足取。　
　4.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於訊問被告應曉薇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之理由，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侵害被告應曉薇之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云云。然查，審級制度本即是針對下級審法院所為裁判有無應予補充或審酌之救濟程序，藉由向上級審法院提出上訴或抗告等不服之手段，以達使裁判妥適之結果，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應曉薇具保等裁定既容應予補充或審酌之處，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故原審法院基於本案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應曉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經由前揭程序所為依職權之獨立判斷，礙難遽認原審法院所為保全證據之手段有何完全相反之認定或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致侵害被告應曉薇之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毋寧，在審級制度設計之情形下，下級審法院所為之裁判若有應予補充或審酌之處，本可透過上訴或抗告之救濟手段，再由下級審法院詳加審酌，以謀求更為妥適之裁判，此舉並無礙於憲法規範之審判獨立及公正審判之本質。法院就本案係如此，對其他個案亦復如是。是以，抗告意旨以原審裁定受上級法院意見拘束，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進而影響司法信賴與公平云云，似有誤解，所辯亦無足採。
　㈣被告李文宗及其辯護人部分：　
　1.經查，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等節，業據原審依本案(自由證明)之卷證資料，以其所涉之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而增加被告李文宗逃亡之可能性，被告李文宗固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而多所辯解，然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客觀上尚存有勾串空間；衡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113年8月11日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參以檢察官於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此外，本案尚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等人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綜合前揭事證，堪認被告李文宗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而認為有羈押之必要性予以羈押等節，均俱原審裁定詳加說明。抗告意旨固以被告李文宗與其他人實在無法相提並論，其亦無具實質影響力或控制他人行為，不應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云云。然查，原審就本案涉案之被告等人關於決定羈押之要件等節，已於裁定中詳述明確，原審法院所為關於羈押被告李文宗之裁定，更非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毋寧，原審係以被告李文宗涉犯上開罪嫌嫌疑重大，其所涉之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李文宗除有辯解外，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亦未盡相符，客觀上尚存有勾串空間，佐以同案被告柯文哲上開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且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同案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因認被告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其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至3款之羈押原因(見本院卷第27至29頁)，就原審依卷證資料所為上開判斷觀之，核無事實(羈押要件事實)及法律適用違誤之處，非如抗告意旨所指上情俱與被告李文宗毫無相關云云。故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抗辯，顯無足採。
　2.抗告意旨固以審級制度之設計，係讓被告在處理法律爭議時受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原審裁定係依上級法院之意而為羈押禁見裁定，則被告李文宗就是否羈押之重大影響人身自由之決定一事，無啻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云云。然關於審級制度之存在，既是用以針對下級審法院之裁判是否應予審酌或補充之處所為之救濟手段，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李文宗具保等裁定既有另行審酌及補充之處，此情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故原審法院基於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李文宗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依法經由前揭程序經審酌後依職權所為之判斷，顯非抗告意旨所指僅受限於法律爭議時始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否則，若原審法院之裁定因容有未予審酌之處，是否上級審法院即無從要求原審法院予以補充說明並請其依職權審酌，以達更適法之裁判？故抗告意旨所指審級救濟制度僅限於法律爭議云云，此一見解容與現行審級制度及司法實務之運作顯有未合，其所指本案對被告李文宗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云云，更與事實不符，所辯亦無足取。　　
　3.抗告意旨固另以被告李文宗究竟有無參與、支配犯意或犯意聯絡，由檢察官補充理由所檢附之訊息，都沒有看到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云云置辯。然查，同案被告柯文哲上開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依一般合理之經驗判斷，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且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同案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因認被告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非如抗告意旨所指其必有勾串行為出現始符合羈押之事由。其次，檢察官就先前原審所為具保裁定而提起之抗告狀中，已明確指稱如下朱亞虎於109年4月1日傳送沈慶京已利用人頭捐款210萬元予民眾黨之簡訊，並檢附捐款人名冊予李文宗後，李文宗回以「長輩友人涓涓襄助，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之訊息予朱亞虎，表示李文宗、柯文哲均已知悉該210萬元一事。且朱亞虎於偵查中更供稱：「沈慶京認為捐210萬元給民眾黨，對於日後回復120284.3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一事，也會有很大幫助」、「李文宗是在關鍵的位置......我傳文字與表格給李文宗，我認為他一定會馬上轉知柯文哲」、「李文宗回覆的簡訊就代表李文宗已經跟柯文哲報告過」，然均為被告李文宗所否認，可徵被告李文宗之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之嫌，更與朱亞虎之供述互核不符；參以被告李文宗於偵查中供稱：我要籌募眾望基金會的1,000萬元，但我只籌到850萬元還差150萬元，我跟柯文哲報告，他就說他知道了他來弄，過一陣子許芷瑜就拿150萬元給我或是范雅琪；新故鄉協會的800萬元，是柯文哲或蘇進強募款來的，通常是許芷瑜把錢拿到我競辦的辦公室，我或李文娟會通知蘇進強，蘇進強再去處理等節；參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於111年12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如果初期未募到錢，可叫橘子先存一些進去，以供作業」，以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我叫橘子交給你，算是協會的，相關費用用那個支出」；另以被告李文宗於召開記者會前一日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指示其妹即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堪認被告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加以湮滅之心態等節(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卷第44至46頁)，俱為檢察官對於被告李文宗所為之相關指述，此亦為本院於該案中撤銷發回原審具保裁定的理由之一，而檢察官於原審羈押訊問程序時，亦提出相關證據及說明等情，有原審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二第455至458頁)，故抗告意旨以本案都沒有看到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云云置辯，容與卷證資料不符，所辯自無可採。至於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捨調查不為而空以被告李文宗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顯有理由不備、未盡相關調查之缺失云云置辯。然查，原審裁定並非單以被告李文宗為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而是綜合相關事證及被告李文宗於行為時之相關反應予以認定，此情已據本院前開說明，故原審基於本案相關事證，為羈押被告之裁定，核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至於被告李文宗所指關於標註「木可危機處理小組」LINE群組訊息，群組名稱是檢察官後製，相關群組內容是討論關於檢察官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僅有釐清事實與擬定聲明，亦無檢察官所謂勾串或嘗試統一不實說法之過程云云，然關於標註名稱或相關群組內容是否討論關於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洵非資為原審羈押被告李文宗有串證之事由(見本院卷第27至29頁)，抗告意旨復以檢察官提出之訊息指稱本案不分區立委審核小組成員有七位，包括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何需被告李文宗代表同案被告柯文哲發言，且每票等值乙節，似已涉及關於被告李文宗於本案中有罪或無罪之訴訟答辯，惟如同本院所一再強調，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係就原審所為羈押裁定是否符合羈押要件事實等節有無違誤或不當進行審查，故抗告意旨執此部分指摘何需被告李文宗代表同案被告柯文哲發表意見云云，似有誤會。　　
　4.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李文宗為避免放在桌上的木可公司損益表遭他人看到才會交代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相關憑證資料，電腦資料再跑就有，未曾見檢察官就此發函要求木可公司提供損益表而未得之記錄，損益表僅有某段期間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要如何作為本件起訴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之依據云云。然查，正是因為案發時該損益表係本案重要之證據，惟因遭毀損而不復存在後，該證據自無從資為證明本案相關之事實，縱檢察官事後以發函之方式調閱上開損益表，該損益表是否為原始版本、是否僅係表彰某段期間內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或是具有更為重要之資訊等節，已不復證明。是以，被告李文宗上開所為，基於一般經驗法則之判斷，尚難完全排除係被告李文宗湮滅相關證據之可能性存在，原審法院參酌前開相關卷證資料，以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再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等節(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其判斷之依據並不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自應予以維持。故抗告意旨主張原裁定違誤云云，亦無可採。　　
　5.抗告意旨另以檢察官得選擇起訴求輕刑方式確保朱亞虎維持證言，檢察官卻選擇以緩起訴處分之方式處理，檢察官不應該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云云。然查，檢察官就本案相關之被告等人究應為如何之處分，乃檢察官偵查職權之行使，尚難遽謂檢察官依偵查職權之行使即係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其次，抗告意旨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交付現金與被告李文宗之訊息，內容即與新故鄉協會之800萬元款項有關，但該部分之款項亦核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云云。惟上情係就被告李文宗及許芷瑜間與同案被告柯文哲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以認定其等間關係密切，此為原審裁定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9頁)，是以，抗告意旨以上情認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云云，似有誤會。至抗告意旨另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有無收受相關款項與被告李文宗完全無關，被告李文宗並未與任何交付現金之人直接接洽，如何能以許芷瑜可能經手其他鉅額現金收受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勾串許芷瑜之可能云云置辯。然查，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亦據原審裁定認定明確(見本院卷第29頁)，故被告李文宗猶以前詞認其毫無勾串之可能性等節置辯，本院經核原審裁定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前揭所指，委無足取，自難信實。　
　6.抗告意旨固另以檢察官已經起訴，業已認定其於偵查期間透過各種強制處分、運用大量人力蒐集足夠定罪證據，如何能將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身上云云。然查，檢察官起訴後，案件繫屬法院，倘被告符合刑事訴訟法之法定羈押事由而有羈押之必要時，自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此情已據本院一再說明如前。至於起訴後之證據是否足以證明被告李文宗至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程度，本即應依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予以證明，惟此乃原審法院後續進行證據調查程序之問題，並非本案關於原審羈押被告李文宗之裁定妥適與否之問題。故抗告意旨以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身上云云，似對原審前開羈押裁定之認定有所誤會，所辯亦無可採。　
九、從而，原審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之情形，另查無其他法定撤銷羈押之事由，或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而為羈押之裁定，已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之人身自由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且其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原審所為羈押之裁定，核無違誤。被告等人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俱為無理由，已據本院逐一說明如前，均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董佳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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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柯文哲







選任辯護人  鄭深元律師

            陸正義律師

            蕭奕弘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沈慶京







抗 告 人即

選任辯護人  徐履冰律師

            越方如律師

            胡原龍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應曉薇









                 

　　　　　　　　　　

選任辯護人  莊正律師

            吳佳蓉律師

            謝祐綸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李文宗









選任辯護人  唐于智律師

            郭珮蓁律師

            李傳侯律師                    

上列抗告人等暨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日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下均稱被告等人

    )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聽取

    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證

    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

    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

    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

    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

    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

    、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

    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

    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

    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

    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條

    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原審法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

    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

    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

    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

    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

    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

    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

    ，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

    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

    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

    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

    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

    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

    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

    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

    ，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

    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

    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

    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

    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

    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其等與共犯、同案

    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

    親友等關系，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

    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

    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

    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

    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

    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

    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

    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

    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

    等語。由被告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

    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

    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

    被告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

    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114年1

    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

    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

    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

    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

    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

    「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

    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

    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

    案之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

    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

    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

    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

    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等

    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等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

    證人之虞，且被告等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

    人之虞，是被告等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

    3款之羈押原因。

　㈤原審法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原審法院執行科

    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

    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

    為。然依本院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

    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原審

    法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

    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原審

    法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

    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

    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

    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等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

    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

    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

    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

    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

    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

    「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

    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

    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

    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

    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

    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

    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

    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

    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

    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

    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

    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

    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

    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等語。

二、被告柯文哲抗告意旨略以：

　㈠檢察官偵查期間，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因限制閱卷，無法抄

    錄卷證進而與被告柯文哲討論，只能憑記憶，且偵查期間羈

    押、延押庭檢閱之卷證約總計5宗卷，並無其他卷證，然直

    至檢察官起訴送審時竟多達148宗卷，顯見偵查中之羈押、

    延押程序，檢察官均隱匿相當之卷證未提出，且殆至起訴移

    審當日，因時間緊迫，以本案起訴書高達891頁，及卷宗達1

    48宗，為數龐大，辯護人實未及閱卷。又因檢察官未一併檢

    送卷證電子檔予原審法院，致原審需拆開全部卷證逐一掃描

    ，耗時費力，又因檢察官先後二次抗告、上級審法院亦二次

    撤銷發回，卷證往來運送，亦妨礙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聲請

    閱卷。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在原審迄今共計3次接押庭審理

    ，均未及檢閱全案卷宗及證物，實無從比對檢察官當庭建請

    羈押所援用之證物及卷宗，且檢察官亦僅播放簡報陳述，並

    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實不利於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有效行

    使防禦權，形同未閱卷，恐有違前揭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

    項及釋字第737號解釋之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於1

    13年12月29日接押更審庭時，檢察官當庭追加起訴書證據清

    單所無之「證人陳佩琪」為本案證人，惟此一證據均不在起

    訴書證據清單及檢察官移送鈞院之卷證內，足徵檢察官恐有

    「隱匿」部分事證之情事，更遑論檢察官113年12月26、27

    日第一次接押庭時，曾有掐頭去尾提出沈慶京大額通貨提領

    紀錄，割裂並重製大額通貨提領紀錄，僅呈現111年9至10月

    之提領紀錄，至上開期間之前數月，及上開期間之後數月之

    大額提領亦同有巨額提領各情，故意省略不提，且重製表格

    之表頭，恐致原審產生誤判之情事。本案於原審因檢察官技

    術性之拖延，未及給予辯護人充份閱卷時間，卻使檢察官得

    以其擁有較院、辯更完整之資訊優勢，並可任意截取片段偵

    查資訊，甚至自行更動證據之原始狀態提出誤導原審與被告

    、辯護人，並當庭突襲提出不在證據清單、不在移送卷證內

    之證據，並據以建請原審羈押被告柯文哲，已有不公。且檢

    察官一再變更建請羈押之事由、主張與證據，致被告柯文哲

    及辯護人更無從及時防禦，審理範圍無從特定、聚焦，嚴重

    違反前揭刑事訴訟程序保障及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

　㈡自109年3月24日起至26日間，朱亞虎以威京集團員工所匯每

    人30萬元、共計7人合計210萬元，依朱亞虎與李文宗二人之

    簡訊內容觀察，純粹係朱亞虎自行決定找人頭匯款至民眾黨

    之政治獻金帳戶後告知李文宗此事，惟李文宗當時係在臺北

    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任期期間係自108年01月至112

    年01月），並未參與京華城案，難認上開210萬元與京華城

    案有關。朱亞虎於簡訊中向李文宗稱：「小沈十分小氣的捐

    了210萬」，更代表沈慶京其實無行賄之意，充其量僅係捐

    款，更足見此係朱亞虎一廂情願、藉以邀功之舉。至被告李

    文宗雖回應說：「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等語，惟此係一

    般幕僚之場面話，被告李文宗亦未有被告柯文哲事先知情或

    被告李文宗事後有告知被告柯文哲之證述，被告柯文哲對此

    亦無所悉，非可僅憑隻字片語即逕行認定被告柯文哲確係知

    悉，甚至進而推論同案被告沈慶京、朱亞虎二人與被告柯文

    哲先前必有行收賄之謀議存在，因而先行支付210萬元之前

    金。是以，上開款項，係單純政治獻金，被告柯文哲亦未提

    領私用，難認與京華城案有關。依上開210萬政治獻金捐款

    之時間觀之，捐款時間係在109年3月24日起至26日間，距離

    106年12月21日第721次都委會通過確認560％基準容積，已有

    2年4個月，難認二者相關；且上開政治獻金捐款時間，京華

    城公司尚無所謂「方案四」獎勵容積20％之提案（京華城所

    謂方案四之提案係於109年7月3日始行提出），且其後「方

    案四」提出後，同年7月30日都委會會議並未通過，則上開2

    10萬元之政治獻金，依時間點觀察，亦與獎勵容積20％之方

    案四提案無關，更無所謂被告柯文哲與朱亞虎或同案被告沈

    慶京間有何行、收賄之合意，或謂被告柯文哲有何踐履賄求

    之行為。又上開匯款金額僅210萬元，占檢察官所主張獎勵

    容積121億元犯罪所得之比例為0.00017，實難認有對價關係

    ，復與所謂基準容積、獎勵容積等均無關，顯係單純政治獻

    金，並非賄賂。

　㈢被告柯文哲身兼黨主席等多職，工作繁雜，市府、黨部、醫

    院、友人多有傳送資料，隨身碟內資料並非全係被告柯文哲

    製作，被告柯文哲不知係何人製作轉交存入，亦不解其內容

    記載意義為何，業據其多次陳稱在卷。再者，上開檔案上記

    載「20221101小沈1500」部分，係在目錄「2024／財務」下

    之工作表，而2024年與2022年二者時間顯然有間，蓋發生在

    2022年之事情，豈可能記在2024年之資料夾項下，是否可信

    ，已有可疑，況且依檢察官所為說明，其最後存檔時間係在

    111年12月27日凌晨，亦顯與「2024／財務」無關，足徵上開

    檔案，毫無意義。檢察官謂同案被告沈慶京之秘書吳彩仙曾

    於111年9、10月間密集提領1600萬元，時間與京華城核發建

    造之時間點111年10月18日相近，進而認係本案金流云云，

    並掐頭去尾截取9-10月幾筆提款紀錄進行拼湊，認該段時間

    有1600萬元之提領紀錄云云。惟觀諸卷附完整的交易明細與

    大額提領紀錄可知，吳彩仙所提領之現金分別於111年3月有

    3200萬元、4月有450萬元、5月有100萬元、6月有1450萬元

    、8月有1100萬元、9月有1100萬元、10月有600萬元、11月

    有500萬元，12月有1000萬元，金額均相當龐大，動輒幾千

    幾百萬元，且於9月、10月間所提領之金額，並無特別異常

    ，符合常態提領狀況，檢察官逕認其中9-10月之提領即為同

    案被告沈慶京「親自」交付被告柯文哲之賄款1500萬元，其

    取證嚴重違背證據法則，難以採認，自不足為證。同案沈慶

    京與證人吳彩仙並無以此行賄被告柯文哲之證述，實難認此

    係本案相關之金流。檢察官無視同案被告沈慶京進出之金流

    向來龐大，且9-10月間並無何異常，竟任意截取片段提領紀

    錄，東拼西湊，即率謂此係1500萬元之金流，尚非無疑。檢

    察官復謂1500萬係同案被告沈慶京本人在「某時某地」「親

    自」交付1500萬元予被告柯文哲收受云云，無任何證據足佐

    。從而，檢察官所舉之賄賂無論係210萬元或1500萬元，均

    不足為證，此部分罪嫌自有不足，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更遑

    論以犯罪嫌疑重大為由建請原審羈押。

　㈣原審謂被告柯文哲有意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

    內紛擾等情，雖據其自承在卷，惟此係因選後情事紛擾，陳

    佩琪早於113年6月24日即已預計8月30日晚上出發前往美國

    行程，後來因8月30日當日遭檢廉搜索約談，因此沒有啟程

    ，上開行程既早於6月24日即已確認，機票亦包含返國行程

    ，顯見二人並無逃亡之意，原審以陳佩琪預計出國，因此認

    柯文哲恐有逃亡之虞，恐已率斷。被告柯文哲前係第三大黨

    主席，亦為該黨之精神領袖，即使涉犯本件，亦絕無逃亡國

    外拒不到案之可能，否則台灣民眾黨將受牽連、萬劫不復，

    且被告柯文哲前已繳付共計7000萬元保釋金，且為方便探視

    及陪伴其高齡93歲、臥病在床且陷於昏迷之老父，亦自願選

    擇戴用電子腳環及使用個案手機回報，全然配合原審審理需

    求，亦足見其已無逃亡之虞。至檢察官前主張被告柯文哲曾

    於113年10月1日拒絕提訊之事，係因其已多次未提前收受傳

    票送達，每次均是法警突然早上入內即要提解被告柯文哲出

    庭，傳票均是提解到北檢後，在拘留室出庭前才行交付，其

    認程序有疑義，因此抗議程序不合法，其後被告柯文哲出庭

    ，係因檢察官開始遵守程序並依規定囑託看守所長官送達傳

    票，始同意出庭，被告柯文哲所請係合理正當，詎檢察官竟

    置自己違法傳喚於不問，率謂係被告柯文哲悍然拒不到庭，

    進而謂其後有逃亡之可能，原審亦認被告柯文哲有逃亡之虞

    ，恐屬率斷。

　㈤又單單以被告柯文哲職務上之關係與親友之關係均為既存的

    關係與事實，如何能以此直接認定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

    本案已經提起公訴，偵查程序其中強制處分已達4個月之久

    ，大規模傳喚之共犯與證人訊問後均經具結，證物均遭查扣

    ，渠等供證述均已具結成形，且經具結後之訊問筆錄，除非

    有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

    正之方法等致無證據能力外，其餘證明力部分均有待鈞院依

    法調查審認，自無特別再予羈押以給予檢察官公訴方便、並

    使被告及辯護人致生種種不便之理，除非檢方認為自己蒐證

    尚不完備，還需羈押以遂行偵查？但若係偵查尚不完備，何

    以檢察官仍執意提起公訴，並欲以無限次抗告之方式壓迫原

    審羈押被告？再者，交互詰問程序只是在釐清證人的證詞是

    否具憑信性，而與被告柯文哲是否有勾串其他共犯或證人根

    本無涉，原審裁定就被告柯文哲有何需要與各該供證述業已

    成形完整之共犯或證人勾串均未見說明；另原審裁定所列被

    告柯文哲傳訊息之時期，係在112年5月及113年5月間，都是

    在偵查單位發動偵辦之前，且均已經檢方查扣並還原訊息，

    起訴後又有何需要與共犯、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情？其相

    當理由與合理依據安在？

　㈥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證人葛樹人部分，被告柯文

    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二人均否認有行收賄1710萬元，自再無

    勾串之必要；被告柯文哲前與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傳

    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

    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

    哲則於7日後之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

    上開訊息既經檢察官以科技設備還原顯現在卷，檢察官自可

    以提出葛樹人或同案被告沈慶京究竟刪除何種串證或滅證之

    簡訊，以證明雙方確有勾串或滅證，惟以檢察官僅提出上開

    對話，並無渠等刪除何種串證、滅證之訊息，亦足證被告柯

    文哲、同案被告沈慶京或葛樹人所刪除者並非與本案有關或

    重要之簡訊，更遑論被告柯文哲係於7日後始行回覆葛樹人

    上開訊息，顯見無滅證之意，自難認有何串滅證之事實及疑

    慮。被告柯文哲與彭振聲前係長官部屬關係，惟以彭振聲業

    已對所涉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為認罪之表示，且其業經提

    訊多達20餘次，供證述均已成形，即再無與被告柯文哲勾串

    之可能。至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

    之line，所謂「共識決」對話紀錄等，「共識決」向來為都

    委會決議之方式，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並無規範需

    以表決方式決議而不能以共識決方式達成共識，且有至少兩

    位出席110年9月9日第783次都委會的委員證稱：都委會是「

    共識決」，且相關會議是全程錄影、全部上網、公開透明，

    並無隱匿情事，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溝通之事實既屬事實，

    何來串證之虞？抑且，被告柯文哲發送「共識決」訊息予彭

    振聲之時間係在113年5月6日，而且係在彭振聲傳訊後3天始

    行回覆，顯見無特別勾串之意。檢察官單以一則訊息就能證

    明其等兩人有串證之虞，實在難以想像。至被告柯文哲請時

    任副市長黃珊珊前去找彭振聲，係因黃珊珊告知被告柯文哲

    ：彭振聲爆瘦，作為其前長官，出於關心，因而請黃珊前往

    關心其身體狀況，自無所謂串證之疑慮。另依據黃景茂所為

    之供證述，其並未直接受被告柯文哲指示而為，而係與彭振

    聲討論，且其供證述亦已成形，被告柯文哲有何與黄景茂勾

    串之需要？至於邵琇珮部分，其業已對所涉對主管監督事務

    圖利罪為認罪之表示，且檢察官請求依證人保護法減刑1年3

    月，其供證述將來已不可能再變動，且被告柯文哲與邵琇珮

    並無往來，又如何有與邵琇珮勾串之可能？從而，關於本案

    是否構成圖利罪部分，業經調查完竣，相關人證均已成形，

    物證、書證俱已在卷，僅餘法律認定而已，已再無勾串、滅

    證之虞，自無再以此為由羈押之必要。原裁定認此部分有羈

    押之原因，恐有誤會。許芷瑜係辦公室行程秘書之一，其並

    無本案京華城容獎案之相關職權，並不會與被告柯文哲共犯

    違背職務之罪，與被告柯文哲間無同向收賄之共同利益，自

    無所謂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可能，並非「共犯」至明。惟檢

    察官為達續押被告之目的，於原審接押庭遭辯護人當庭質疑

    許芷瑜並非共犯身分之後，近日即將許芷瑜以涉犯貪污、洗

    錢等罪併案通緝，顯係為羈押被告而創設一共犯貪污罪之人

    尚在逃之羈押事由。自不拘束原審對於許芷瑜究係共犯或證

    人之認定，許芷瑜未到案，不構成與共犯勾串而有羈押必要

    。許芷瑜僅充其量係證人，單純證人未到案，並不會在審理

    中構成接押之事由，否則所有案件有某一證人未能發現進而

    約談到案，有失公平法院原則。依許芷瑜之身分及職權，係

    隨行秘書之一，負責上下車地點聯絡等，何以認定許芷瑜有

    參與見聞本案而係本案之證人？況且，檢察官假定之行收賄

    1500萬元部分，均已為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所否認

    ，除210萬元係匯款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帳戶，許芷瑜並無經

    手外，餘1500萬元僅一張來路不明之excel檔，並無其他金

    流證據足佐，同案被告沈慶京、證人吳彩仙亦證稱並無提領

    鉅款行賄之事，則該excel檔，自不足為據，如何認定其到

    案有助釐清本案案情？況且，許芷瑜未能如期到案，檢察官

    自應設法要求其回國接受偵訊，或以其他方式就訊，此一過

    度誇大之偵查作為所衍生之不利益，自應由檢察官承擔，與

    被告柯文哲何涉。此外，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

    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至多僅能證明許芷瑜

    曾受柯文哲之託轉交各該捐款予黨部或基金會，如妙天捐款

    即存入新故鄉基金會，陳盈助捐款即作為辦公室裝修所需等

    ，上開款項均係合法取得，且與本案無關，且許芷瑜並不負

    責帳務，何能逕行推演或假定同案被告沈慶京確有親自交付

    1500萬元之賄款與被告柯文哲，更遑論逕行認定許芷瑜必有

    受被告柯文哲所託轉交1500萬元之賄款與不詳之人，而有見

    聞檢察官假定之收賄情事。凡此均未見檢察官提出合理說明

    ，全係臆測。又檢察官既謂1500萬元係由被告柯文哲「親自

    」收受，既如檢察官所稱係親自收受，又何需許芷瑜到案始

    能釐清？況且許芷瑜住處、手機、電腦應已遭搜索，其友人

    亦遭訊問多次，自有相關證物可資調查，實無待許芷瑜到案

    即可釐清是否與京華城案有關。「晶華-orange出國」內容

    ，係記載許芷瑜當時業已出國讀書之狀態，並非指示許芷瑜

    出國，其中間曾返國後再出境一事並未告知柯文哲，柯文哲

    對其何時回國、何時出境並無所知，亦無何聯絡，此觀被告

    柯文哲扣案手機還原資料即明。又如證人林鼎峰所述許芷瑜

    出境係因被告柯文哲被抓進去問因此出境云云，顯係張冠李

    戴，蓋許芷瑜113年8月29日出境當時，被告柯文哲並未遭檢

    廉訊問搜索，何來許芷瑜事先預判此事進而先一步出境。故

    證人林鼎峰之證述，與事實有違，係事後杜撰之詞，實難採

    信。此外，許芷瑜住處、手機、電腦應已遭搜索還原，自有

    行事曆等相關紀錄可資調查，實無待許芷瑜到案即可釐清。

    是以，本案業已起訴送審，全案共犯與證人均已傳喚，且被

    告柯文哲對偵查中羈押、延押之裁定均未抗告，偵查業已完

    備，別無於起訴之後勾串、滅證之可能，至獎勵容積是否違

    背法令，係屬法律專業，有賴都計專業結合法律論述進行認

    定，並非檢察官即可認定，被告柯文哲亦無就本案客觀上是

    否違背法令為勾串、滅證之可能，檢察官未舉證有勾串、滅

    證之相當理由與合理依據，自無再以此理由羈押之原因。

　㈦本案被告柯文哲所涉圖利罪、違背職務收賄罪等部分已調查

    完畢，無續行羈押之原因與必要，許芷瑜非本案共犯，充其

    量僅係證人，且其僅涉政治獻金案，未回國接受偵訊與本案

    不生影響。考量本案業已連續四個月傳喚數百人次，甚至大

    規模傳喚金主、黨工幹部造成寒蟬效應，而羈押係侵害人權

    之手段，請考量已有至少四個月之強制偵查，本案如蒞庭檢

    察官所言，事證已經非常明確，就無再予羈押之原因與必要

    ，應考量雙方武器平等，給予雙方一個公平的攻擊防禦機會

    ，請予被告柯文哲交保處分，以維訴訟人權。原裁定未充份

    慮及被告柯文哲防禦權之保障，及平衡雙方武器對等，在羈

    押極端限制人身自由及侵害防禦權的情況下，不僅有失憲法

    保障正當法律程序之旨，所為之裁定將難昭社會公信，恐有

    為檢察官起訴背書，並接棒偵查，延續以往遭國人及社會詬

    病的職權調查主義的司法文化，有違公平法院之疑慮。被告

    柯文哲之父親年事已高，已高齡93歲，目前因罹患淋巴癌、

    肺炎、肺積水、腸胃道出血、抗藥性腸球菌感染，心肌梗塞

    等重症疾病現在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目前意識昏迷、完

    全臥床，需全時間使用氧氣等維生設備，已在生命末期，請

    撤銷原裁定，發回另為適法之處分，或逕命為交保之處分，

    以結束檢察官無止盡之抗告，並維被告柯文哲之人權保障云

    云。

三、被告沈慶京抗告意旨略以：　　

　㈠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裁

    定(下稱「發回裁定一」)僅指出第一次具保裁定(下稱「原

    裁定一」)未就衡量無羈押必要性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

    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

    可有效防止被告逃亡，及所定羈押替代手段不足等，全未涉

    及有無串證之虞之指摘；待第二次具保裁定(下稱「原裁定

    二」)依發回意旨為說明及增加具保金額並羈押替代手段後

    ，又遭本院113年抗字第2804號裁定(下稱「發回裁定二」)

    以前次發回根本未提及之串證事由為撤銷理由，直指被告沈

    慶京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且電子監控手

    段無法防止串證等情，原裁定法院即一反「原裁定一」、「

    原裁定二」所持立場，以本件原審羈押裁定(下稱「原裁定

    三」)裁定羈押被告沈慶京。同一法院竟可因上級法院之指

    示而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且原裁定法院竟於訊問被告沈慶京

    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

    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

    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

    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

    羈押之必要」，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

    信，實令被告沈慶京驚駭莫名，蓋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

    形下，同一法院竟可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並於裁定理由中直

    陳係「基於尊重審級制度」而為，實屬不可思議。

　㈡「原裁定三」理由雖提及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

    接見、通信之理由，包括「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

    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但並未敘明檢

    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究為何？比對

    「發回裁定二」理由所列舉之事項，或係於本件偵查中即已

    發現而早經提出之事證，或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習知之常

    識，實無從理解為原裁定法院於前次裁定後始知，而足供為

    截然相反裁定依據之新事證。又本案不應以「對於社會危害

    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做為「有」羈押必

    要之理由，否則將使個案中被告應否執行羈押之考量不當擴

    大而具有須維護公共利益、社會秩序之治安色彩，侵害被告

    權益至鉅，乃「原裁定三」以「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

    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為羈押理由之一，亦屬適用法則

    不當之違背法令。

　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淨股法官於對被告沈慶京為偵查中延長羈

    押裁定時即明確認定被告沈慶京已無逃亡之虞，其理由殊值

    參照。況所謂有逃亡之動機、有在海外滯留不歸能力，實際

    上必以被告沈慶京能出境為前提。然被告沈慶京年近八旬、

    百病纏身，且受電子監控，客觀上不可能循偷渡管道出境，

    而在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情形下，更不可能合法出境。如

    此無論其他條件如何，被告沈慶京均不可能有逃亡之虞。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所定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

    賄賂罪，係屬對於公務員貪瀆行為的狹義、特別規定；而同

    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的圖利罪，則為該貪瀆行為的廣義、

    概括規定。倘公務員貪污行為，已經符合前罪的構成要件，

    即應逕依該罪名相繩，祇於不該當前罪要件，才適用後罪名

    處罰。換言之，此二罪名具有法條競合關係，有最高法院10

    6年度台上字第1524號刑事判決意旨足參。從而依檢察官起

    訴之犯罪事實，被告沈慶京所涉之罪，至多僅為貪污治罪條

    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嫌，其本刑

    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非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重罪，「原裁定三」就此已有誤認，進而未能敘明何以

    被告沈慶京在未涉重罪之情形下，亦有高度逃亡之可能性，

    理由同屬不備。

　㈤無論被告沈慶京與其他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關係如何，起

    訴後均不應以限制刑事被告沈慶京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違反

    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審判；又上開事例發生於113年6月23日

    、5月1日，時間在被告遭羈押之113年8月30日前2至3個多月

    ，其後被告沈慶京及同案被告應曉薇、柯文哲又各自歷經近

    4個月羈押期間，在檢察官多次訊問後，被告沈慶京與應曉

    薇當時相互知悉另一支隱密性更高之私人電話一事，於起訴

    後之今日，究竟還有何事有何串證之虞；而被告沈慶京及同

    案被告柯文哲之手機復已遭檢察官查扣，當可循手機鑑識方

    法查明究有何簡訊確遭刪除及其內容為何，何能毫無目標即

    憑空指摘被告沈慶京有串證之虞而應羈押？況起訴書證據清

    單中，根本未列葛樹人為證人，也未見檢察官為相關調查說

    明。

　㈥被告沈慶京受電子監控，客觀上不可能循偷渡管道出境，而

    在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情形下，更不可能合法出境，如此

    無論其他條件如何，被告均不可能有逃亡之虞。又被告沈慶

    京原已身罹多種疾病，於偵查中遭羈押之4個月期間，健康

    更形惡化，共8度戒護就醫，3度戒護住院、4度抽搐顫抖，

    病情顯有隨著羈押時間推移而日益加重的情形，若未為完整

    妥善治療，以被告沈慶京近80歲高齡，可預見病況只會愈趨

    沉重，顯難痊癒，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險，此由被告沈慶京於

    113年12月27日具保獲釋後即住院治療，台大醫院並隨即安

    排於114年1月2日手術即明，基於人權考量，既然其他同案

    被告均已羈押禁見，則就健康情形明顯惡化的被告沈慶京准

    予交保，亦應無害於「原裁定三」所顧慮之串證。　　

　㈦末按刑事之上訴或抗告救濟程序，以受裁判人因受不利益之

    裁判，為求自己利益起見請求救濟者，方得為之。而受裁判

    人上訴、抗告之利益或不利益，應就一般客觀情形觀之，並

    非以上訴人或抗告（再抗告）人之主觀利益為準，有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678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從而就起訴

    移審後法院關於被告人身自由是否應施加限制一事，為法院

    職權之決定，檢察官並無聲請權，其所提認被告應繼續羈押

    之理由，僅為意見陳述，故法院於訊問被告後命被告具保、

    責付、限制住居而未予羈押之裁定，檢察官並非該裁定之當

    事人，自無受不利益之裁判可言，所提抗告為法律上所不應

    准許，抗告法院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第408條裁定駁

    回，卻誤為撤銷發回之裁定，實有違誤云云(被告沈慶京之

    辯護人雖以其等撰狀時誤以選任辯護人為抗告人，然因被告

    沈慶京業已其名義提出抗告而撤回，然其真義究係撤回抗告

    人名義而保留原抗告意旨或撤回全部之抗告意旨等節，未盡

    明確，依有利於被告沈慶京之認定，均認其與辯護人均有提

    起抗告，附此敘明)。

四、被告應曉薇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應曉薇於歷次偵查程序已詳細交代本案事實，無任何隱

    瞞，且本案檢廉機關自113年8月28日對被告發動搜索前、後

    ，即對數十位證人展開縝密詢問、調查證據及搜索扣押等偵

    查作為，同案被告等人業於檢廉機關進行數次訊詢問，且陳

    佳敏、王尊侃等人之供述業獲檢察官採信，而為不起訴處分

    ，是本案相關證據均已蒐證保全完畢，被告應曉薇實無勾串

    共犯、證人之可能。且王尊侃、陳佳敏於偵查中之供述，已

    與檢察官之舉例相符，並無使案情轉趨晦暗之風險，實質而

    論該等供述亦有利於被告應曉薇，被告應曉薇實無再行串證

    之必要。被告應曉薇與陳佳敏縱有上下屬關系，然其二人供

    述既未有明顯矛盾、不一致之情形，且陳佳敏之證述，洵屬

    對被告應曉薇有利，被告應曉薇自無與其串證之必要。本案

    偵查機關既已起訴，當已有充分證據，對相關款項性質更有

    明確定見，於審判中羈押被告應曉薇之正當性基礎已然薄弱

    ，原審裁定未詳加審酌已呈現之偵查卷證，遽認被告應曉薇

    仍有串證之虞，顯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之違法。

　㈡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任職議員具有實質影響力、被告應

    曉薇與沈慶京有微信軟體聯絡方式，遽認被告應曉薇有勾串

    共犯、證人之虞，未具體說明被告應曉薇有何以有以不正當

    方法影響共犯或證人之嫌疑存在或有其他類似之行為，亦未

    衡酌是否有其他具體措施得防免被告應曉薇與證人、其他被

    告接觸而無羈押必要，本案並無顯示被告應曉薇實際從事或

    可能從事影響證據調查或審判公正性之行為，是原審裁定僅

    憑一般日常對話，即率爾推定被告應曉薇有串證風險，已有

    認定事實徒憑臆測之違法，對話內容亦完全沒有談及任何有

    關京華城案之相關內容，檢察官既已多次指述被告應曉薇與

    同案被告沈慶京多以威京集團子公司將款項匯予協會性質係

    「過世之余雪鴻勸募之捐款」作為「幽靈抗辯」，於羈押禁

    見期間，經檢察官多次傳喚訊問，既屬一致，被告應曉薇與

    同案被告沈慶京自無串證之必要。被告應曉薇實無法使用原

    通訊軟體與其他被告、證人聯絡，遑論串證行為，又若係重

    新辦理手機，於被告應曉薇受限制住居且通訊設備受監聽之

    情形下，亦無法輕易得知對方新辦理之微信帳號以進行聯絡

    ，且微信作為一封閉式社交平臺，僅能以微信加好友，若缺

    乏對方資訊即無法重建聯繫。若僅因被告應曉薇於電話中提

    及與其他被告之通訊軟體即推定有串證之虞而裁定羈押，恐

    致司法裁量流於恣意。又原審僅以被告應曉薇身為議員，即

    謂被告應曉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從而推定其有實質

    影響力，然迄未能提出具體事實或證據，證明被告應曉薇於

    偵查中曾經或意圖透過任何手段影響證人供述，證人於本案

    調查過程中，於被告應曉薇尚未遭羈押時，其若有不利被告

    應曉薇之證供，均未因被告議員身分而受影響，此觀該諸多

    證人之證述筆錄自明。原審裁定率爾推定被告應曉薇交保後

    可能影響證人供述云云，顯屬無據，亦未審酌被告應曉薇如

    何避免與同案被告、證人接觸之具體措施、未為任何當否之

    闡述，遽以抽象標準論斷被告應曉薇仍有串證空間，本案檢

    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明被告應曉薇本案涉犯

    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以供佐證，本案相關事實晦

    暗不明之風險業已降低，於起訴後若仍繼續羈押被告應曉薇

    ，無疑係過度限制被告應曉薇之人身自由。若係為避免串證

    ，非不得以禁止被告應曉薇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以防免串

    證並達替代羈押之目的，況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調

    查庭時業保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接觸同案

    被告、證人，且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有關本案之事項，

    對於相關證人也絕不會有私下聯繫之行為，惟原審裁定均未

    就上開措施為任何當否之裁示或闡述，僅泛指被告應曉薇有

    串證之虞應予羈押，顯有違法。

　㈢被告應曉薇目前尚擔任台北市議員職務，且家中尚有年近百

    歲臥床之母親與被告相依為命，被告應曉薇實無逃亡之可能

    ，亦無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惟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曾

    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機場出境，未衡酌是否有其他替手

    段，遽謂被告應曉薇有逃亡之虞而有羈押必要，被告應曉薇

    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出境至香港原因，係因其擔憂年近

    百歲之母親病情惡化，為盡孝心乃欲至香港購買只有該地始

    有販售之馬百良清心丸，以求能替母親活血通絡和行氣止痛

    ，至於為何選擇於台中出境係因該機場出境至香港之機票價

    錢最為便宜，被告應曉薇父親之骨灰安奉於彰化忠靈塔，被

    告應曉薇亦可就近探望父親上香致意，並於回國後就近回彰

    化老家探望親人。況監聽譯文亦顯示被告應曉薇於今年6月

    曾去加拿大參加大女兒之畢業典禮，倘若被告應曉薇果有逃

    亡想法，大可於斯時起即長待加拿大。另被告應曉薇家中尚

    有年近百歲臥病在床之母親與被告相依為命，需被告應曉薇

    貼身照護，被告應曉薇擔任台北市議員多年，於政界頗負盛

    名，新會期業已開議，有諸多法案亟待被告應曉薇審議監督

    ，被告應曉薇絕無可能棄絕多年事業、在台至親不顧。且依

    被告應曉薇之行程可知，其斷無可能潛逃出境。凡此均在在

    足徵被告早已有於回國後安排既定活動之規劃，絕無逃亡之

    動機及可能。又被告應曉薇之女兒雖於國外念書，每逢假期

    即會回台，學成後亦計劃回台尋找工作機會，是被告應曉薇

    自無長期滯留國外之可能，被告家中搜扣之所有證據資料，

    亦無任何諸如被告應曉薇申請外國居留權、申請長期簽證或

    購置海外不動產等準備移居其女兒留學國或其他外國之規劃

    ；又被告應曉薇其之父親雖為北京人，惟被告應曉薇與孩子

    生父並無婚姻關係，雙方之關係僅限於子女的扶養義務，被

    告應曉薇無法依賴其子女父親，亦無法長期居留於北京或享

    有資源支持其於國外之生活。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於11

    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機場出境，未詳加審酌被告應曉薇於國

    內生活之基礎及社會聯繫，亦未審酌有無其他具體事證顯示

    被告有計畫滯留國外之事實，更未衡量是否有其他替代羈押

    手段可資行使。顯有認定事實理由不備之違法。

　㈣被告應曉薇偵查中遭羈押後，檢廉機關業傳訊更多證人、其

    餘被告並進行更大規模之偵搜行動，起訴書有關被告供述證

    據74項、非供述證據109項，證據內容均已鞏固，原審裁定

    未審酌是否得以干預權利較為輕微之其他手段如較高額之保

    證金、電子腳鐐等，即足達成保全本案證據及審理程序進行

    之目的，並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與否之理由，創造

    法無明文之限制，未充分審酌事實及法律之正當性，侵害被

    告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至鉅，法院亦不應預設立場、

    不受上級審見解拘束，惟原審裁定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

    羈押理由，拘束自身裁量，若受上級法院意見拘束，無異削

    弱公正審判之本質，進而影響司法信賴與公平。且羈押裁定

    為重大人身自由之限制處分，其裁定須以具體事實為基礎，

    且經充分法律論證，並符合法定事由及比例原則，然原審未

    經充分事實與法律審酌即裁定羈押，僅以「尊重審級制度」

    作為理由，顯已偏離法律之正當程序要求云云。

五、抗告人李文宗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之原因、要件及必要性，本即應與

    其他被告分別審酌，被告李文宗遭質疑之112年5月15日、11

    3年8月11日訊息，前者根本無勾串內容，後者則為與本案起

    訴犯罪事實毫無關連之木可公司損益表，被告李文宗之情況

    與其他人實在無法相提並論，被告李文宗未如同其他共同被

    告具實質影響力，被告李文宗亦無從控制之其餘被告之行為

    ，自不應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

    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原審裁定固認

    定許芷瑜出國為同案被告柯文哲指示，但此點與被告李文宗

    無關，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李文宗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

    性之審酌依據。

　㈡原審裁定固提及尊重審級制度部分，辯護人就此無法苟同，

    審級制度之設計，係讓被告在處理法律爭議時受有審級利益

    之保障及救濟，若按原審裁定之上開說明，原審裁定係遵照

    審級制度而依上級審法院之意而為羈押禁見裁定，則被告李

    文宗就是否羈押之重大影響人身自由之決定一事，無啻僅有

    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就此點訴訟程序之重大瑕疵

    ，自有明顯裁判違背法令之處。

　㈢被告李文宗究竟有無參與、支配犯意或犯意聯絡，都無任何

    與勾串有關之內容，檢察官並未就勾串為足夠之舉證及說明

    ，難道被告李文宗曾經對自己妹妹稱自己權利最大，就會勾

    串、影響證人。況梁秀菊於偵查中到庭證稱明確：伊自109

    年2月起擔任民眾黨之財務長，負責管理民眾黨之財務，民

    眾黨政治獻金，有財務部出納人員會整理資料，不會向李文

    宗回報民眾黨收受政治獻金之情形，被告李文宗不知道民眾

    黨收受政治獻金情形，也不負責處理民眾黨職務捐等語，是

    檢察官所稱上情，顯然於事證不合。關於「黃珊珊、力奇曼

    捐款50萬元捐款，捐到柯文哲總統候選人專戶」政治獻金專

    戶，被告李文宗始終承認為其管此部分財務；關於「協會資

    料給我」，講的是新故鄉協會，被告李文宗也是承認處理新

    故鄉協會之財務；黃珊珊提到「可以抵我的捐款責任額了吧

    ！，拜託你向秘書長說一下」，從這個訊息看出來，管捐款

    責任額的不就是秘書長，若為被告李文宗，還需要向秘書長

    說？又許芷瑜與男友的對話，時間是113年1月23日提到李文

    宗管政治獻金，講的也是競選期間總統大選之政治獻金專戶

    ；檢察官提出資料引用張益贍筆錄，但張益贍在本次總統大

    選競選前即因個人事由離開民眾黨，是否為本案相關期間之

    相關狀態，實有疑問。張益贍所說不分區立委審核小組成員

    有七位，包括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既然同案被告柯文哲在

    內，又何需被告李文宗來代表柯文哲發表意見。上開審核小

    組成員投票權是每人兩分，每票等值，關於標註「木可危機

    處理小組」LINE群組訊息，群組名稱是檢察官後製，看不出

    實際群組名稱，而相關群組內容是討論關於檢察官起訴端木

    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僅有釐清事實與擬定聲明，亦無檢察

    官所謂勾串或嘗試統一不實說法之過程，被告李文宗更於11

    3年8月14日遭退出群組，可佐證被告李文宗遭民眾黨切割而

    不可能與民眾黨任何人員勾串之情；而關於木可內帳部分，

    陳智菡回復是收入支出列表帳務資料，木可之收入支出憑證

    都被檢察官扣押，更無撕碎紙條上所指之木可內帳之事實。

    原審裁定認被告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

    治、經濟實力與人脈，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

    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然被告李

    文宗不具相當權勢及影響力，被告李文宗並無任何公職、權

    力、金錢勢力，被告李文宗要如何去影響他人為有利被告李

    文宗之不實陳述，況被告李文宗在偵查中被羈押之前，眾望

    基金會即已召開董事會決議將基金會之事宜全數交執行長處

    理，現在相關之證人是否尚任職眾望基金會，已無從確認，

    被告李文宗到究有何政治、經濟實力與人脈能影響共犯、同

    案被告、證人，原審裁定捨調查不為而空以被告李文宗身為

    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顯有理由不備、

    未盡相關調查之缺失。

　㈣原審裁定顯係以毫無所據之理由推論認定被告李文宗有勾串

    、滅證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相關書證、物證都經檢察官搜

    索扣押，並作為起訴之證據，檢察官並未指出到底還有什麽

    證據有被湮滅之可能。被告李文宗因木可公司辦公處所在一

    公開之大辦公室內，為避免放在桌上的木可公司損益表遭他

    人看到才會交代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況木可損益表

    只要有相關憑證資料，電腦資料再跑就有，在卷內亦未曾見

    檢察官就此發函要求木可公司提供損益表而未得之記錄，且

    損益表僅有某段期間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要如

    何作為本件起訴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之依據

    。原審裁定漏未審酌上情而據之為認定依據，亦有違背事理

    、經驗法則之違失。此外，被告李文宗在手機被檢調查扣前

    即已經檢調傳喚數次，被告李文宗有極多機會可以處理手機

    ，但被告李文宗手機經檢調查扣後又未經鑑識出有刪除資訊

    之動作，檢察官指摘被告李文宗有湮滅事證之心態云云，顯

    於客觀事證有違；訊息內容並無被告李文宗嘗試影響李文娟

    如何為不實陳述之內容，李文娟更經檢察官傳喚多次，又未

    見檢察官指出被告李文宗、李文娟於偵查中陳述有何出入而

    需勾串之處，如何推論被告李文宗可影響李文娟以外之第三

    人，原審裁定單以上開訊息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嘗試影響相關

    被告之行為、能力云云，顯毫無所據。

　㈤被告李文宗與同案被告柯文哲於偵查中之陳述似無出入，被

    告二人間到底要如何勾串為其他更有利之陳述，實在殊難想

    像。朱亞虎在本案與被告李文宗立場對立，朱亞虎雖然認罪

    ，但檢察官可以選擇起訴求輕刑方式確保朱亞虎維持證言，

    檢察官卻選擇以緩起訴處分之方式處理，被告李文宗與立場

    相對之朱亞虎到底要如何勾串實難想像，檢察官不應該將緩

    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許芷

    瑜部分，被告李文宗於112年至113 年總統大選期間處理競

    選辦公室、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木可公司財務事宜，

    而檢察官在偵辦過程中業已傳喚諸多知名人士以確認交付款

    項與被告柯文哲過程，從未有證人提及係由被告李文宗與渠

    等接觸或將現金直接交付與被告李文宗；而檢察官所引被告

    柯文哲指示許芷瑜交付現金與被告李文宗之訊息，內容即與

    新故鄉協會之800萬元款項有關，但該部分之款項亦核與本

    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

    全無關，原審裁定另指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

    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為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可能，疑

    似係指許芷瑜與被告柯文哲收受賄賂有關，但起訴書記載之

    210萬元係匯款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專戶、1500萬元係沈慶京

    利用不詳方式在不詳時間交付與被告柯文哲，與被告李文宗

    完全無關，被告李文宗並未與任何交付現金之人直接接洽，

    如何能以許芷瑜可能經手其他鉅額現金收受與本案犯罪事實

    有高度關連，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勾串許芷瑜之可能，並進而

    認定有羈押之必要，本件許芷瑜雖現尚未到案，檢察官指摘

    被告李文宗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與許芷瑜聯絡而勾串，顯為無

    的放矢。被告李文宗固有傳送訊息要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

    益表，但被告李文宗與李文娟之訊息內容，並無被告李文宗

    嘗試影響李文娟如何為不實陳述之內容，亦未見檢察官指出

    被告李文宗、李文娟於偵查中陳述有何出入而需勾串之處，

    原審裁定單以上開訊息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嘗試影響相關被告

    之行為、能力云云，顯毫無所據。

　㈥檢察官既然已經起訴，業已認定其於偵查期間透過各種強制

    處分、運用大量人力蒐集足夠定罪證據，如何能將檢察官對

    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李文宗身上，並進而繼續羈押

    被告李文宗，物證均已遭檢察官扣押在案，到底要如何湮滅

    ，人證部分則經檢調廉多次詢問並勾稽事證已確保，而共犯

    、證人之翻供，原因許多，檢察官擔心法院會耗費更多心力

    、時間、資源釐清事實而使發現真實過程艱難，在所有案件

    審理過程中，本來就會有各種正反證據出現，本案被告李文

    宗並未涉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重大，亦無相當理由足認

    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更無羈押必要性，原審為被告

    李文宗羈押禁見之裁定，於法不合云云。

六、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

    ㈠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

    、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㈢所犯為死刑

    、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

    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

    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被告經

    法院訊問，有無羈押之必要，乃事實問題，屬事實審法院得

    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應許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

    切情事而為認定（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6號判例、98 年度

    台抗字第405號裁定意旨參照）。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

    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確保刑罰之執行，

    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

    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

    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

    可言。又法院為羈押之裁定時，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

    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擔保嗣後

    刑之執行程序，或為防止被告反覆施行同一犯罪，而對被告

    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法院僅須在外觀上審查被

    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及有無賴此保全訴訟程序進行或執行

    而為此強制處分之必要，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

    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只需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在形式上足以

    證明被告犯罪嫌疑為已足。而被告之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

    無羈押之必要，俱屬事實問題，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

    以斟酌決定，容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質言之，羈押被告

    之審查，既非終局確認被告是否犯罪，法定羈押原因備否之

    認定，又無須經嚴格之證明，以自由之證明即達於「釋明」

    之程度為已足，且就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有裁量之職權。

    故原審法院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倘認已足釋明被告犯罪嫌

    疑重大，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而其關於羈押必要性之裁量，

    亦合於保全被告之本旨，且與通常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無何

    扞格，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

七、經查：

　㈠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

　　經查，本件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

    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

    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

    利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

    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

    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

    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

    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

    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

    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

    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有羈押聲請書所載之各項證據及卷附

    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等人有事實及相當理由有逃亡之虞：

　　經查，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

    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

    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

    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

    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

    被告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被告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被

    告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

    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

    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

    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

    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

    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

    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

    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

    。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

    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

    年8月28日，檢調至其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

    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

    ；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

    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

    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逃亡之虞

    ，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事由，

    足堪認定。

　㈢被告等人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

    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經查，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其等與共犯、

    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

    督或親友等關系，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

    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

    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

    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

    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

    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

    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

    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

    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

    光」等語。由被告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

    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

    ，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

    堪認被告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

    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11

    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

    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

    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

    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

    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

    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

    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

    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

    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

    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

    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

    ，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

    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

    足以認定被告等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

    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羈押事由，

    經核於法尚無不合。

　㈣本件有羈押被告等人之必要：

　1.按憲法第8條第1項前段雖明文：「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

    」，然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漫無限制，同法第23條更規定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

    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

    得以法律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 正

    是本於增進公共利益，讓司法權能有效行使、刑事程序實現

    公平正義之目的所立基之條文規範。因此，身體自由之基本

    權在符合程序正義之基礎下，自得在最小限度內，適當地限

    制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謂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

    在符合法律要件之限制下，均不得限制之。次按執行羈押後

    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

    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

    進行、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

    押之必要，以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

    之必要，屬事實認定問題，法院有依法審認裁量之職權，自

    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

    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

    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2.又按羈押乃是國家為了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手段，乃

    是為實現國家對於被告之刑罰權。羈押之目的在於保全被告

    之法定證據方法及擔保將來執行刑罰之目的，其性質係將被

    告拘禁於特定處所以拘束其行動自由，乃強制處分中對人身

    自由最大之限制，故以此方式保全被告以保障追訴、審判及

    執行之最後手段，若有與羈押同等有效，但干預權利較輕微

    之其他手段時，應選擇該其他手段，不得率予羈押；亦即必

    須符合比例原則以及必要性原則，在審酌以其他方式均確定

    地無法保全被告時始得為之。正是因為羈押乃是最嚴重侵害

    人權之手段，因此，羈押被告除符合法定事由外，應以有無

    羈押之必要性作為考量之要件，質言之，得否以其他較為輕

    微之手段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亦為決定被告是否羈押之重

    心所在。若有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足以替代羈押之強制處

    分，且亦可達到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方法者，自應以

    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為之，反之，即應認有羈押之必要性。

　3.經查，被告等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1項第1至3款之情形所

    定之羈押原因，並參酌全案卷證及被告等人之理由各情，認

    被告等人所涉前開犯罪，嚴重影響公務機關官箴，權衡國家

    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人

    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若僅命被告等人具保

    、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程

    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告等人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方

    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分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衡

    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

    人之自由法益及被告等人訴訟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

    認原審對被告等人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

    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就被告等人裁定准許羈押之聲

    請，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

八、對被告等人及其辯護人等抗告意旨不予採取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部分：

　1.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於抗告意旨內固以移審當日時間緊迫

    、來不及閱卷，且檢察官起訴時未一併檢送電子卷證予原審

    法院，且經抗告及撤銷發回，卷證來往運送均妨礙被告柯文

    哲及其辯護人聲請閱卷，檢察官亦僅播放簡報陳述而未提供

    相關資料供參，實不利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行使防禦權云云

    。然查，原審於113年12月27日第一次羈押訊問、同年月29

    日第二次羈押訊問時，辯護人並未就上情向原審法院請求停

    止開庭，亦未向原審法院請求延長閱卷時間，更未當庭聲請

    暫緩進行羈押訊問程序以保全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之防禦權

    (見原審卷一第151至166頁)，且自原審第一、二次羈押訊問

    准予被告柯文哲具保後(均經本院撤銷原裁定)，辯護人並未

    向法院請求「停止開庭、延長閱卷時間」或聲請「暫緩進行

    羈押訊問程序」等主張，俟本院撤銷原審具保裁定發回原審

    後，辯護人始於114年1月2日原審為第三次羈押訊問時主張

    程序瑕疵之情事(見原審卷二第383頁)，則何以辯護人不於

    原審第一、二次羈押訊問後、准予被告柯文哲具保時，主張

    原審程序有上開程序瑕疵，故辯護人所為上開主張是否合於

    事實，而因此使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之防禦權受到阻礙，

    以致於造成法院誤予裁定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結果，凡此諸節

    ，均容非無疑，是以，本案尚難認原審所進行之羈押訊問程

    序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司法院釋字737號解釋之

    意旨。至檢察官起訴時是否有檢送電子卷證，本無強制規定

    ，且檢察官當庭播放簡報檔之紙本(繕本)亦送辯護人收受等

    節，有原審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30頁)，故辯護人

    辯稱：檢察官僅播放簡報陳述而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核與

    上開事實不符，自無從憑採；又辯護人所辯前情，亦難證明

    原審嗣後拆卷掃描因耗時費力，以致於使被告柯文哲遭受羈

    押之結果。毋寧，是否羈押被告等節，取決於相關之證據資

    料是否已達到法院所認定自由證明之程度，而非嚴格證明之

    程度，羈押被告乃證據保全之方法，與被告是否確有到達高

    度有罪之蓋然性程度，乃屬二事。其次，於我國司法實務運

    作上，案件經抗告或撤銷發回，無論卷證多寡，抗告於上級

    審法院既是謀求強制處分救濟之程序，本即須往來運送相關

    卷證資料以供上級審法院詳加判斷，自難遽謂卷證往來運送

    等節，即因此妨礙到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之防禦權。至於

    檢察官於原審為羈押訊問時，是否使用簡報陳述以說服法院

    決定是否羈押等節，乃檢察官職權之行使，如同辯護人亦可

    使用簡報陳述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駁回檢察官羈押之聲請，

    凡此俱屬雙方攻防所使用之方法，原審法院於羈押訊問時亦

    諭知「法院可以接受檢察官、辯護人就卷內資料或其他資料

    節錄部分以利說明之用」等節(見原審卷二第69頁)，自足說

    明上情，故本案尚難據此即謂檢察官當時使用簡報陳述(且

    有將簡報檔之紙本(繕本)送辯護人收受，詳如前述)而未提

    供簡報「電子檔」等資料予被告柯文哲或其辯護人，即屬於

    對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造成防禦權之妨礙，更難謂原審之

    羈押訊問程序因此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司法院釋

    字第737號解釋之正當法律程序。

　2.依抗告意旨所指，本案接押更審時追加證人陳佩琪為本案之

    證人，係檢察官聲請追加證據之權限，至於得否追加證人、

    追加是否合法或有無理由，俱屬法院判斷之權限，惟此情是

    否即等於或因此足以推認檢察官有「隱匿」事證之行為，以

    致於使法院發生羈押之誤判，於相當因果關係之判斷上，仍

    應有相當之證明，尚難據此即謂檢察官有隱匿事證之行為。

    又抗告意旨另以113年12月26、27日第一次接押時，檢察官

    曾有掐頭去尾提出被告沈慶京大額提領紀錄；技術性拖延，

    並於第一次羈押訊問程序、同年12月29日稱第二次羈押程序

    、114年1月2日第三次羈押程序等陳述，一再變更建請羈押

    事由、主張與證據等節置辯。惟查，原審法院於羈押訊問時

    業已諭知「除非法律就訴訟制度修改外，無從限制檢察官於

    第一次羈押訊問之後續期日或抗告狀不能補提相關事證；依

    目前訴訟制度最終仍應回到法院合議庭做決定，檢辯雙方亦

    可補充相關事證」等節(見原審卷二第368、372頁)，業已明

    確諭知：依現行刑事訴訟程序並未限制檢察官及辯護人聲請

    羈押程序進行中不得補提相關事證，即於法律規範上並未排

    除、限制或剝奪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人於羈押訊問時不得

    補提相關證據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羈押等節。再者，參酌刑

    事審判程序屬於浮動狀態，因程序進行、證據調查而變化，

    強制處分亦因應訴訟狀態而不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

    第508號裁定意旨參照）。故法院裁定羈押被告之要件，包

    括犯罪嫌疑重大、羈押原因及必要性等，均隨法院審理之進

    行而處於浮動狀態，則原審依現階段之訴訟程序及調查證據

    所得，依法諭知上情並進行前揭程序，並無違誤之處。其次

    ，除抗告意旨上開所指追加證人陳佩琪部分外，檢察官究提

    出如何不在證據清單、不在移送卷證內之證據(以致於原審

    誤判)等節，並未見辯護人就何具體證據不在證據清單或卷

    證內之資料(以致於原審誤判)予以說明，自難認為可採。又

    辯護人於本次抗告意旨中主張於被告柯文哲第一次接押時，

    檢察官是有「故意省略不提而重製表頭」，因此使原審發生

    誤判而誤予羈押被告柯文哲等節，更應有充足之證據證明原

    審「因此誤為羈押被告之裁定」(即誤予羈押被告柯文哲之

    相當因果關係)，始足信實。否則，自難遽指前揭程序有何

    違反程序保障或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進而認定原審之羈押

    裁定或程序有何違誤或重大瑕疵之處。

　3.另關於抗告意旨所指210萬元部分，依本案之證據資料以觀

    ，仍不能完全排除被告李文宗有向被告柯文哲告知210萬元

    捐款之可能性，是以，該捐款涉及究否單純為政治獻金或屬

    於其等有合意行賄、收賄之工具，依前揭證據資料以觀，俱

    有高度可能性。其次，抗告意旨另以目錄「2024/財務」下

    之工作表，而2024年與2022年顯然有間，而認上開檔案與「

    2024/財務」無關且毫無意義云云。然如同本院前開所一再

    強調，法院就是否羈押被告之心證程度並非如抗告意旨一再

    論及本案罪嫌不足而應為無罪之諭知、更遑論犯罪嫌疑重大

    等節，而是關於本案交易明細內確有大額為數不鮮之提領紀

    錄存在，客觀上尚難無視上開證據資料(含隨身碟資料、金

    流紀錄、證人、同案共犯等相關證述等節)，逕行排除本案

    毫無犯罪嫌疑重大之情事。誠然，起訴書所指同案被告沈慶

    京在某時地親自交付1500萬元予被告柯文哲收受、有無與京

    華城容積基準變更具有對價、其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其主

    觀上有無構成要件故意、有無實質影響力等節，俱係攸關本

    案證據將來是否足以證明被告柯文哲有到達無合理懷疑之高

    度有罪蓋然性程度之關鍵；惟就審查是否具有犯罪嫌疑重大

    以決定是否符合本案所為之強制處分要件而言，司法程序係

    重在保全證據之目的上，而非在於認定被告柯文哲有罪等情

    ，此乃是國家為追訴犯罪、保全證據及在個人身體自由權之

    權衡下，基於保全證據之目的所不得不為之最後手段。是以

    ，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犯罪嫌疑重大部分既係以自由之證明予

    以判斷(含其餘法定羈押事由及必要性等要件事實)，而非基

    於嚴格之證明審查並認定上開羈押之各要件事實。從而，本

    案卷內既有前揭證據存在而無法完全視而不見各該具有自由

    證明之證據，當不能遽排除上開卷內存在(具自由證明)之積

    極證據，而逕認為毫無犯罪嫌疑重大之情事。

　4.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柯文哲因選後情事紛擾，曾為第三大黨主

    席，且自願選擇電子腳環配合審理之要求，並抗議程序不合

    法始拒絕提訊，其並無逃亡之虞云云。然查，被告柯文哲所

    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公訴意旨所

    指其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千萬元，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

    ，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

    、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柯文哲之社經

    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

    告柯文哲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之可能性。且被告柯文哲陳稱

    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節，可見

    其有能力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或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

    力，依目前訴訟程序進行之狀態及上開涉犯之罪嫌等節綜合

    以觀，自難逕以上情即謂其毫無逃亡之可能性。　　

　5.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葛樹人、彭振

    聲、黃景茂、邵琍珮、許芷瑜等人均無串證之可能，交互詰

    問只是在釐清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憑信性，與勾串證人或共

    犯無涉云云置辯。然按交互詰問係透過對於證人等人之詰問

    以達發現真實之手段，乃法院調查人證重要之一環，並非僅

    在證明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憑信性，正是因為詰問程序藉由

    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

    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

    難以實現，自有在保全上開證人供述真實性之目的下，限制

    被告之人身自由。經查，被告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

    傳送訊息給彭振聲；被告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

    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

    傳訊息；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

    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

    、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

    ；被告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

    人之通話紀錄；被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

    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1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

    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

    串、滅證各情，業據本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資為

    撤銷原審法院具保裁定之理由；且依被告柯文哲、證人葛樹

    人間對話紀錄，其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

    集團主席即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

    」之訊息予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

    先把簡訊刪光」等情，足認被告柯文哲有透過證人葛樹人聯

    繫被告沈慶京確認彼此滅證之事實；同案被告彭振聲、邵琍

    珮雖已認罪、黃景茂之供述是否成形等節，俱有待將來法院

    進行證人之交互詰問程序時，始能據以發現(有利或不利於

    被告柯文哲)真實，是以，本案於對上開同案被告進行相關

    之調查程序前，客觀上既無法完全排除串證之可能性存在，

    自難逕作對被告柯文哲有利之認定。至於證人許芷瑜部分，

    其與被告柯文哲關係密切，擔任其隨行秘書，對於被告柯文

    哲有無與同案被告沈慶京間就京華城案之見面交往内容與金

    錢往來細節、有無實際經手1,500萬元賄款之收受、保管與

    使用等節，居於重要證人之地位，依卷內證據以觀，尚非屬

    於完全與被告柯文哲無關之第三人。是以，本案既有前揭共

    犯或證人尚未經檢察官、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對其等進行

    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柯文哲與各該共犯

    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自難遽認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

    告沈慶京、葛樹人、彭振聲、黃景茂、邵琍珮、許芷瑜等人

    客觀上毫無串證之可能性。　

　6.末查，被告柯文哲以其父親現意識昏迷、臥病在床，需全時

    使用維生設備，請求本院撤銷原裁定云云。然查，上開情事

    並非關於被告柯文哲是否羈押或得以因此具保之要件事實，

    依本案之證據資料，被告柯文哲是否合於羈押之要件、應否

    羈押或得否具保等節，乃取決於本案(自由證明)之證據依訴

    訟進行之流程，是否足以認定被告柯文哲已到達前開羈押要

    件事實被證明之程度，本院審酌上情，認抗告意旨所指前開

    情節既非排除羈押要件之法定事由，自礙難逕以此情，即謂

    原審羈押被告柯文哲之裁定有違法或不當，進而認為有撤銷

    原裁定之法定事由。

　㈡被告沈慶京及其辯護人部分：

　1.抗告意旨固以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業經檢察官訊問，本案事實

    晦暗不明之風險降低，若仍羈押被告，恐過度限制其人身自

    由云云。然查，詰問程序乃是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

    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

    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在保全上

    開證人供述真實性之目的下，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且本案

    相關之證人或共犯等人為數非鮮，故關於本案羈押被告沈慶

    京部分，既經原審法院衡酌其保全證據之目的及限制被告人

    身自由之情形下，認有羈押被告沈慶京之情事及必要性，此

    乃原審法院依本案相關之證據資料所為適法職權之行使，自

    難謂有何過度限制人身自由之違誤。至於抗告意旨另以原審

    裁定於訊問被告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諭知被告沈

    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竟是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

    情形下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且刑事訴訟法並無「衡量關於本

    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之餘地

    ，增加法律未規範之事項而違背法令云云。然查，我國刑事

    訴訟法之審級制度本即是針對下級審法院所為裁判有無應予

    補充或審酌之救濟程序，藉由向上級審法院提出上訴或抗告

    等不服之手段，以達使裁判妥適之結果。是以，審級制度之

    存在既是用以針對下級審法院之裁判是否尚有應予補充或審

    酌等節所設立之救濟手段，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沈慶

    京具保等裁定既容另有詳加審酌或補充之處，此情已據本院

    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原審

    法院基於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沈慶京應予羈

    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經由前揭程序所為依職權之判

    斷，礙難遽認原審法院所為保全證據之手段有何完全相反之

    認定，更難謂有何裁判違背法令之事由。

　2.抗告意旨另以本案在檢察官多次訊問後，被告沈慶京究有何

    串證之虞，且葛樹人並未經檢察官列為證人，亦未見檢察官

    說明、有無向葛樹人求證及真相如何，足認原審之羈押裁定

    理由不備云云。然查，原審法院於裁定理由中已詳為說明：

    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

    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含抗告意旨所指葛樹

    人及同案被告應曉薇)，縱使依據本其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

    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等

    節；況且，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

    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

    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保全證人供述真實

    性之必要，此情亦如本院前開所述；再者，現今科技發達，

    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

    判斷，若被告沈慶京經保釋在外後，非無可能得利用相關通

    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

    此並不因被告沈慶京、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

    關陳述而有何影響，在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

    防免被告沈慶京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

    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等

    節，復據本院113年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說明甚詳，是以

    ，依目前訴訟進行程序以觀，本案既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

    故抗告意旨上開所指，容無足採。至於抗告意旨所指手機遭

    查扣可依手機鑑識方法查明云云，然上開部分係關於該手機

    之物證得否還原之問題，然由前揭說明可知，被告沈慶京於

    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

    民相互通聯；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

    告、證人之通話紀錄等節，尚難單以手機遭查扣而可依鑑識

    方法查明，即謂被告沈慶京即毫無可能有滅證或串證之虞。

    故抗告意旨以物證遭扣押即逕認本案被告沈慶京與其餘證人

    或共犯間即無勾串之虞云云，似無足取。

　3.至於抗告意旨所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淨股法官於對被告為偵

    查中延長羈押裁定時即明確認定被告已無逃亡之虞，其理由

    殊值參照云云，然本案仍應詳審本案之相關卷證資料，就是

    否及有無羈押事由等要件為獨立及適法之決定，並不受拘束

    。原審關於有無羈押之必要性等裁量，本係綜合本案全部事

    證，包括對於被告個人身體自由權之私益、國家追訴犯罪之

    目的、手段對社會之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等節(即保

    全證據之目的等)進行整體判斷，以於本案認定羈押被告是

    否具有最後手段性而無法以其他方式替代羈押之情事。而上

    開羈押必要性乃法院職權審酌事項，倘無裁量不當或濫用等

    節，自難遽指為違法。抗告意旨徒以其無從理解原審法院於

    前次裁定後始知而足供為截然相反裁定之事證，似未慮及本

    案業經本院因原審所為之具保裁定等節容有「無從保全證據

    」之高度疑慮，因而撤銷原審上開裁定，容有未妥。再者，

    抗告意旨以法院不應以「對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

    行使之公益考量」作為審酌有無羈押必要性(即最後手段性)

    之主張，此亦為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最後一

    段所指「兼顧被告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

    理，以衡平國家追訴犯罪之公共利益及憲法保障被告之訴訟

    權益」之理由(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

    ，抗告意旨究未對上開必要性審酌之職權事項究有何裁量不

    當或濫用等節提出具體之指摘，僅稱不應以上開因素作為判

    斷之理由，進而遽謂原審關於羈押裁定係不當擴大維護公共

    利益云云，所辯亦無可取。

　4.又抗告意旨所指關於所涉犯法條究如何適用等節，主張係法

    條競合關係云云。然查，抗告意旨所指乃將來事實認定後，

    關於法律適用之相關實務見解，依原審裁定意旨可知，被告

    沈慶京係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

    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

    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見原審卷四

    第27頁)，故依上開其涉犯之罪嫌可知，被告沈慶京所犯係

    最輕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並非如抗告意旨所指僅構成

    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交付賄賂之罪嫌(見

    本院卷第104頁)。況且，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

    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

    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自

    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

    判斷之問題。是刑事案件中，所稱犯罪嫌疑重大而須羈押之

    情況，乃以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當事人很可能涉嫌其被

    指控之犯罪者即屬之，此項實質要件之關鍵在於「嫌疑」重

    大，而非「犯罪」重大，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

    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者，尚屬有別。本件依現階段審理程序調

    查所得之相關證據資料，已足認被告沈慶京涉犯前開罪嫌之

    犯罪嫌疑重大，至被告沈慶京前揭所辯，核屬犯罪是否成立

    之實體調查、法條適用之審認問題，與羈押程序僅在於判斷

    是否符合羈押要件及嫌疑重大等節不同。是抗告意旨上開所

    指，似對原審裁定羈押被告沈慶京所適用法條(罪嫌)有所誤

    會，所辯與卷證資料不符，亦無足取。

　5.抗告意旨另以本案僅需輔以限制出境、出海、禁止與證人接

    觸之措施，綜合考量其身分、地位、職業、資力，涉案情節

    、惡性及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

    情狀，審酌其有現罹相關疾病，提供相當之保證金，並無羈

    押之必要；有逃亡之動機、有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必以

    被告能出境為前提，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

    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

    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實有必要赴

    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並無害於原裁定所指串證情

    形云云。然查，原審法院於羈押裁定中依本案之證據資料，

    認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其住處執行搜索時，其

    欲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等節，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

    文在卷可憑，且被告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具有深厚之經

    濟基礎，難謂其毫無在國外生活之能力或資力等節(見本院

    卷第28頁)，故其上開舉措，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

    ，縱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

    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再者，其身為威京

    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已見單月即有高達數仟

    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9C07卷第145至149頁）

    ，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資力甚豐，且其所涉非

    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之不法利

    益甚為龐大等節，亦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裁定理由

    說明甚詳。此外，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

    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

    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

    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

    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

    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請戒

    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

    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

    第114條第3款之事由。準此，抗告意旨以前情請求撤銷原審

    法院對被告沈慶京所為之羈押裁定，亦容未可憑。　

　6.抗告意旨另以本案被告沈慶京不應以限制其人身自由而違反

    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審判云云。然如同本院前開所述，起訴

    後並非意味即無羈押被告之適用，於司法實務上，被告於起

    訴後有違反保全證據之情事(或高度可能)而予羈押等情，亦

    非鮮見，否則，若謂案件經起訴後即不得羈押被告，則刑事

    程序上凡經檢察官起訴後，法院是否均應將被告釋放而放任

    被告逃亡、藏匿、滅證或在進行證據調查前恣意與證人或共

    犯串證而毫無所顧忌，以致於使刑事司法追訴犯罪之目的蕩

    然無存？此所以實務上常有經起訴後仍羈押被告之案件存在

    。故抗告意旨謂起訴後即不應限制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

    進行審判乙節，似乏相關之依據。從而，本案若僅命被告沈

    慶京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依本院前開

    說明，實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告

    沈慶京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方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分

    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

    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之自由法益及被告訴訟上防禦權

    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原審對被告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必

    要，合乎比例原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裁定審酌上開

    各項情事而予以羈押，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是抗告

    意旨猶主張本案命被告提出相當之保證金、責付、限制、限

    制住居以替代羈押之手段，或同時施以電子監控手段即足以

    對於被告沈慶京形成相當之拘束力，應無再為羈押之必要云

    云，揆諸前開說明，難認可採。

　7.抗告意旨另以檢察官並非裁定之當事人，所提抗告為法律上

    所不應准許，本院應裁定駁回卻誤為撤銷裁定云云。然按當

    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抗告於

    直接上級法院，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

    第3條規定：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

    故依上開法律規定，檢察官不服法院之裁定，自得抗告於直

    接上級法院。抗告意旨似就若屬於被告之上訴或抗告，以求

    自己之利益請求救濟之實務見解有所誤會(即受裁判人為自

    己之不利益裁判始得上訴或抗告，不得對自己有利益之裁判

    上訴或抗告)，所辯亦無足採。　　　　

　㈢被告應曉薇及其辯護人部分：

　1.抗告意旨固以檢察、廉政機關偵辦本案之投入之偵查資源及

    能量，已對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完成必要蒐證，證言鞏固、

    案情釐清及偵查完備始行提起公訴。被告應曉薇實無所謂勾

    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與必要云云置辯。然查，原審法院於裁

    定理由中已詳為說明：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

    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

    (含抗告意旨所指王尊侃、陳佳敏)，縱使依據其裁定所諭知

    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

    屬存在等節，依此觀之，原審上揭認定，尚無違誤或不當之

    處；其次，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

    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

    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保全證人供述真實

    性之必要，此情已如本院說明詳前。故抗告意旨以本案陳佳

    敏、王尊侃等人之供述業獲檢察官採信，而為不起訴處分，

    是本案相關證據均經檢察官蒐證保全完畢而完成必要蒐證，

    始行提起公訴，被告應曉薇實無所謂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

    與必要云云，似未慮及本案除上開王尊侃、陳佳敏外，尚有

    相關之證人及同案被告等人尚未經以詰問程序釐清案情，而

    仍有使案件陷於晦暗不明之可能性，故抗告意旨以檢察官偵

    查起訴後，即不存在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性，核與前揭認

    定不符，所辯自無足採。

　2.原審裁定並非僅憑被告應曉薇任職議員具有實質影響力、被

    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有微信軟體聯絡方式，遽認被告

    應曉薇有勾串共犯、證人之虞。經查，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

    賂罪、洗錢罪等罪嫌，有本案起訴書附卷可參，觀諸其所涉

    罪嫌為違背職務收賄罪嫌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

    罪，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

    ，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

    提到案，亦有相關證據附卷足稽，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

    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

    甚重，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更增加其逃亡之可能性。其

    次，同案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

    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被告應曉薇於偵查期間

    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等節，已據

    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本院113年度

    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

    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

    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

    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

    話。是以，原審依本案前揭證據資料，再綜合被告應曉薇為

    臺北市議員，具有相當之政治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

    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

    應曉薇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上開逃亡、滅證或勾串證人

    等節，及審酌被告應曉薇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

    由，足認其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

    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經核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

    抗告意旨以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自無串證之必要、

    亦無法使用通訊軟體與其他被告或證人聯絡，毫無串證之虞

    云云，容無足採。

　3.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出境至香

    港原因，係因其擔憂年近百歲之母親病情惡化，為盡孝心乃

    欲至香港購買只有該地始有販售之馬百良清心丸，以求能替

    母親活血通絡和行氣止痛云云。然查，姑不論其抗告意旨所

    指是否屬實，依上開情事已足認被告應曉薇確有相當之資力

    及能力得以出境我國至其他國家或地區；其次，依抗告意旨

    所述，其於今年6月曾去加拿大參加大女兒之畢業典禮，被

    告應曉薇之子之父親為北京人，雖並無婚姻關係，亦無法排

    除長期居留於北京或於國外生活等節，被告應曉薇固以家中

    尚有母親需其照顧，絕無逃亡可能等節置辯，然本案被告應

    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之113年8月27日，既有行經桃

    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等

    節，有相關證據附卷足稽，本院經核原審關於此部分認定並

    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因而對其裁定羈押等節，亦無

    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抗辯，容無足取。　

　4.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於訊問被告應曉薇後，以「基於尊重

    審級制度」作為羈押之理由，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侵害被

    告應曉薇之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無異削弱公正審判

    之本質云云。然查，審級制度本即是針對下級審法院所為裁

    判有無應予補充或審酌之救濟程序，藉由向上級審法院提出

    上訴或抗告等不服之手段，以達使裁判妥適之結果，則本案

    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應曉薇具保等裁定既容應予補充或審酌

    之處，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

    予以說明，故原審法院基於本案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

    ，認被告應曉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經由前

    揭程序所為依職權之獨立判斷，礙難遽認原審法院所為保全

    證據之手段有何完全相反之認定或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致

    侵害被告應曉薇之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毋寧，在審

    級制度設計之情形下，下級審法院所為之裁判若有應予補充

    或審酌之處，本可透過上訴或抗告之救濟手段，再由下級審

    法院詳加審酌，以謀求更為妥適之裁判，此舉並無礙於憲法

    規範之審判獨立及公正審判之本質。法院就本案係如此，對

    其他個案亦復如是。是以，抗告意旨以原審裁定受上級法院

    意見拘束，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進而影響司法信賴與

    公平云云，似有誤解，所辯亦無足採。

　㈣被告李文宗及其辯護人部分：　

　1.經查，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

    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等節，業

    據原審依本案(自由證明)之卷證資料，以其所涉之最輕本刑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

    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而

    增加被告李文宗逃亡之可能性，被告李文宗固否認本件起訴

    書所指涉犯罪嫌而多所辯解，然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被告

    等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客觀上尚存有勾串

    空間；衡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被告李

    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113年8月11日更以LINE訊息指示

    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本院1

    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凡此舉措，客觀上非

    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參以檢察官於114年1月2日當庭

    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

    了」等語，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

    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此外，本案尚有其他共犯尚

    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等人及其辯護

    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綜合前揭事證，堪認被告李文宗

    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而認為有羈押之必

    要性予以羈押等節，均俱原審裁定詳加說明。抗告意旨固以

    被告李文宗與其他人實在無法相提並論，其亦無具實質影響

    力或控制他人行為，不應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

    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

    云云。然查，原審就本案涉案之被告等人關於決定羈押之要

    件等節，已於裁定中詳述明確，原審法院所為關於羈押被告

    李文宗之裁定，更非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

    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毋

    寧，原審係以被告李文宗涉犯上開罪嫌嫌疑重大，其所涉之

    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李文宗除有辯解外

    ，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亦未盡相符，客觀上尚存有勾串空

    間，佐以同案被告柯文哲上開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

    李文宗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

    早把它碎掉」等節，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

    證之情，且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同案被告柯文哲交代處

    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因認被告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

    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其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

    串共犯、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至3款

    之羈押原因(見本院卷第27至29頁)，就原審依卷證資料所為

    上開判斷觀之，核無事實(羈押要件事實)及法律適用違誤之

    處，非如抗告意旨所指上情俱與被告李文宗毫無相關云云。

    故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抗辯，顯無足採。

　2.抗告意旨固以審級制度之設計，係讓被告在處理法律爭議時

    受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原審裁定係依上級法院之意而

    為羈押禁見裁定，則被告李文宗就是否羈押之重大影響人身

    自由之決定一事，無啻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云

    云。然關於審級制度之存在，既是用以針對下級審法院之裁

    判是否應予審酌或補充之處所為之救濟手段，則本案原審法

    院先前命被告李文宗具保等裁定既有另行審酌及補充之處，

    此情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

    以說明，故原審法院基於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

    告李文宗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依法經由前揭

    程序經審酌後依職權所為之判斷，顯非抗告意旨所指僅受限

    於法律爭議時始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否則，若原審法

    院之裁定因容有未予審酌之處，是否上級審法院即無從要求

    原審法院予以補充說明並請其依職權審酌，以達更適法之裁

    判？故抗告意旨所指審級救濟制度僅限於法律爭議云云，此

    一見解容與現行審級制度及司法實務之運作顯有未合，其所

    指本案對被告李文宗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云云

    ，更與事實不符，所辯亦無足取。　　

　3.抗告意旨固另以被告李文宗究竟有無參與、支配犯意或犯意

    聯絡，由檢察官補充理由所檢附之訊息，都沒有看到任何與

    勾串有關之內容云云置辯。然查，同案被告柯文哲上開向被

    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

    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依一般合理之

    經驗判斷，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

    且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同案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

    人，彼此關係密切，因認被告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

    串共犯、證人之虞，非如抗告意旨所指其必有勾串行為出現

    始符合羈押之事由。其次，檢察官就先前原審所為具保裁定

    而提起之抗告狀中，已明確指稱如下朱亞虎於109年4月1日

    傳送沈慶京已利用人頭捐款210萬元予民眾黨之簡訊，並檢

    附捐款人名冊予李文宗後，李文宗回以「長輩友人涓涓襄助

    ，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之訊息予朱亞虎，表示李文宗、

    柯文哲均已知悉該210萬元一事。且朱亞虎於偵查中更供稱

    ：「沈慶京認為捐210萬元給民眾黨，對於日後回復120284.

    3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一事，也會有很大幫助」、「李文宗

    是在關鍵的位置......我傳文字與表格給李文宗，我認為他

    一定會馬上轉知柯文哲」、「李文宗回覆的簡訊就代表李文

    宗已經跟柯文哲報告過」，然均為被告李文宗所否認，可徵

    被告李文宗之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之嫌，更與朱亞虎之供述互

    核不符；參以被告李文宗於偵查中供稱：我要籌募眾望基金

    會的1,000萬元，但我只籌到850萬元還差150萬元，我跟柯

    文哲報告，他就說他知道了他來弄，過一陣子許芷瑜就拿15

    0萬元給我或是范雅琪；新故鄉協會的800萬元，是柯文哲或

    蘇進強募款來的，通常是許芷瑜把錢拿到我競辦的辦公室，

    我或李文娟會通知蘇進強，蘇進強再去處理等節；參以同案

    被告柯文哲於111年12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

    「如果初期未募到錢，可叫橘子先存一些進去，以供作業」

    ，以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

    「我叫橘子交給你，算是協會的，相關費用用那個支出」；

    另以被告李文宗於召開記者會前一日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指

    示其妹即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

    堪認被告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

    且有將相關事證加以湮滅之心態等節(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

    2804號卷第44至46頁)，俱為檢察官對於被告李文宗所為之

    相關指述，此亦為本院於該案中撤銷發回原審具保裁定的理

    由之一，而檢察官於原審羈押訊問程序時，亦提出相關證據

    及說明等情，有原審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二第455至458

    頁)，故抗告意旨以本案都沒有看到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

    云云置辯，容與卷證資料不符，所辯自無可採。至於抗告意

    旨另以原審裁定捨調查不為而空以被告李文宗身為眾望基金

    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顯有理由不備、未盡相關

    調查之缺失云云置辯。然查，原審裁定並非單以被告李文宗

    為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而是綜合

    相關事證及被告李文宗於行為時之相關反應予以認定，此情

    已據本院前開說明，故原審基於本案相關事證，為羈押被告

    之裁定，核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至於被告李文宗所指關於

    標註「木可危機處理小組」LINE群組訊息，群組名稱是檢察

    官後製，相關群組內容是討論關於檢察官起訴端木正會計師

    部分之處理，僅有釐清事實與擬定聲明，亦無檢察官所謂勾

    串或嘗試統一不實說法之過程云云，然關於標註名稱或相關

    群組內容是否討論關於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洵非

    資為原審羈押被告李文宗有串證之事由(見本院卷第27至29

    頁)，抗告意旨復以檢察官提出之訊息指稱本案不分區立委

    審核小組成員有七位，包括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何需被告

    李文宗代表同案被告柯文哲發言，且每票等值乙節，似已涉

    及關於被告李文宗於本案中有罪或無罪之訴訟答辯，惟如同

    本院所一再強調，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係就原審所為羈押

    裁定是否符合羈押要件事實等節有無違誤或不當進行審查，

    故抗告意旨執此部分指摘何需被告李文宗代表同案被告柯文

    哲發表意見云云，似有誤會。　　

　4.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李文宗為避免放在桌上的木可公司損益表

    遭他人看到才會交代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相關憑證

    資料，電腦資料再跑就有，未曾見檢察官就此發函要求木可

    公司提供損益表而未得之記錄，損益表僅有某段期間木可公

    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要如何作為本件起訴貪污、公益

    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之依據云云。然查，正是因為案發

    時該損益表係本案重要之證據，惟因遭毀損而不復存在後，

    該證據自無從資為證明本案相關之事實，縱檢察官事後以發

    函之方式調閱上開損益表，該損益表是否為原始版本、是否

    僅係表彰某段期間內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或是具

    有更為重要之資訊等節，已不復證明。是以，被告李文宗上

    開所為，基於一般經驗法則之判斷，尚難完全排除係被告李

    文宗湮滅相關證據之可能性存在，原審法院參酌前開相關卷

    證資料，以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

    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

    ）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

    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

    」等語，再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

    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

    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

    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

    舉等節(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其判斷之依據並不違反一般

    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自應予以維持。故抗告意旨主張原裁

    定違誤云云，亦無可採。　　

　5.抗告意旨另以檢察官得選擇起訴求輕刑方式確保朱亞虎維持

    證言，檢察官卻選擇以緩起訴處分之方式處理，檢察官不應

    該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

    云云。然查，檢察官就本案相關之被告等人究應為如何之處

    分，乃檢察官偵查職權之行使，尚難遽謂檢察官依偵查職權

    之行使即係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

    由其承擔。其次，抗告意旨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交

    付現金與被告李文宗之訊息，內容即與新故鄉協會之800萬

    元款項有關，但該部分之款項亦核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

    、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云云。惟上情

    係就被告李文宗及許芷瑜間與同案被告柯文哲同為受被告柯

    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以認定其等間關係密切，此為原審

    裁定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9頁)，是以，抗告意旨以上情認與

    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

    完全無關云云，似有誤會。至抗告意旨另以同案被告柯文哲

    有無收受相關款項與被告李文宗完全無關，被告李文宗並未

    與任何交付現金之人直接接洽，如何能以許芷瑜可能經手其

    他鉅額現金收受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推論被告李文

    宗有勾串許芷瑜之可能云云置辯。然查，依被告柯文哲與陳

    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

    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

    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

    、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

    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

    ，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亦據原審裁定

    認定明確(見本院卷第29頁)，故被告李文宗猶以前詞認其毫

    無勾串之可能性等節置辯，本院經核原審裁定並無違誤或不

    當之處，故抗告意旨前揭所指，委無足取，自難信實。　

　6.抗告意旨固另以檢察官已經起訴，業已認定其於偵查期間透

    過各種強制處分、運用大量人力蒐集足夠定罪證據，如何能

    將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身上云云。然查，

    檢察官起訴後，案件繫屬法院，倘被告符合刑事訴訟法之法

    定羈押事由而有羈押之必要時，自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此

    情已據本院一再說明如前。至於起訴後之證據是否足以證明

    被告李文宗至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程度，本即應依

    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予以證明，惟此乃原審法院後續進行

    證據調查程序之問題，並非本案關於原審羈押被告李文宗之

    裁定妥適與否之問題。故抗告意旨以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

    把握轉嫁至被告身上云云，似對原審前開羈押裁定之認定有

    所誤會，所辯亦無可採。　

九、從而，原審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之情形，另查無其他法定撤銷羈押之

    事由，或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而為羈押之

    裁定，已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

    利益、被告等人之人身自由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且

    其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原審所為羈押之

    裁定，核無違誤。被告等人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

    當，俱為無理由，已據本院逐一說明如前，均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董佳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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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柯文哲







選任辯護人  鄭深元律師

            陸正義律師

            蕭奕弘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沈慶京







抗 告 人即

選任辯護人  徐履冰律師

            越方如律師

            胡原龍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應曉薇









                 

　　　　　　　　　　

選任辯護人  莊正律師

            吳佳蓉律師

            謝祐綸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李文宗









選任辯護人  唐于智律師

            郭珮蓁律師

            李傳侯律師                    

上列抗告人等暨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日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下均稱被告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聽取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證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原審法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系，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被告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被告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之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等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等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被告等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被告等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㈤原審法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原審法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然依本院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原審法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原審法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等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等語。

二、被告柯文哲抗告意旨略以：

　㈠檢察官偵查期間，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因限制閱卷，無法抄錄卷證進而與被告柯文哲討論，只能憑記憶，且偵查期間羈押、延押庭檢閱之卷證約總計5宗卷，並無其他卷證，然直至檢察官起訴送審時竟多達148宗卷，顯見偵查中之羈押、延押程序，檢察官均隱匿相當之卷證未提出，且殆至起訴移審當日，因時間緊迫，以本案起訴書高達891頁，及卷宗達148宗，為數龐大，辯護人實未及閱卷。又因檢察官未一併檢送卷證電子檔予原審法院，致原審需拆開全部卷證逐一掃描，耗時費力，又因檢察官先後二次抗告、上級審法院亦二次撤銷發回，卷證往來運送，亦妨礙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聲請閱卷。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在原審迄今共計3次接押庭審理，均未及檢閱全案卷宗及證物，實無從比對檢察官當庭建請羈押所援用之證物及卷宗，且檢察官亦僅播放簡報陳述，並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實不利於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有效行使防禦權，形同未閱卷，恐有違前揭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釋字第737號解釋之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於113年12月29日接押更審庭時，檢察官當庭追加起訴書證據清單所無之「證人陳佩琪」為本案證人，惟此一證據均不在起訴書證據清單及檢察官移送鈞院之卷證內，足徵檢察官恐有「隱匿」部分事證之情事，更遑論檢察官113年12月26、27日第一次接押庭時，曾有掐頭去尾提出沈慶京大額通貨提領紀錄，割裂並重製大額通貨提領紀錄，僅呈現111年9至10月之提領紀錄，至上開期間之前數月，及上開期間之後數月之大額提領亦同有巨額提領各情，故意省略不提，且重製表格之表頭，恐致原審產生誤判之情事。本案於原審因檢察官技術性之拖延，未及給予辯護人充份閱卷時間，卻使檢察官得以其擁有較院、辯更完整之資訊優勢，並可任意截取片段偵查資訊，甚至自行更動證據之原始狀態提出誤導原審與被告、辯護人，並當庭突襲提出不在證據清單、不在移送卷證內之證據，並據以建請原審羈押被告柯文哲，已有不公。且檢察官一再變更建請羈押之事由、主張與證據，致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更無從及時防禦，審理範圍無從特定、聚焦，嚴重違反前揭刑事訴訟程序保障及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

　㈡自109年3月24日起至26日間，朱亞虎以威京集團員工所匯每人30萬元、共計7人合計210萬元，依朱亞虎與李文宗二人之簡訊內容觀察，純粹係朱亞虎自行決定找人頭匯款至民眾黨之政治獻金帳戶後告知李文宗此事，惟李文宗當時係在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任期期間係自108年01月至112年01月），並未參與京華城案，難認上開210萬元與京華城案有關。朱亞虎於簡訊中向李文宗稱：「小沈十分小氣的捐了210萬」，更代表沈慶京其實無行賄之意，充其量僅係捐款，更足見此係朱亞虎一廂情願、藉以邀功之舉。至被告李文宗雖回應說：「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等語，惟此係一般幕僚之場面話，被告李文宗亦未有被告柯文哲事先知情或被告李文宗事後有告知被告柯文哲之證述，被告柯文哲對此亦無所悉，非可僅憑隻字片語即逕行認定被告柯文哲確係知悉，甚至進而推論同案被告沈慶京、朱亞虎二人與被告柯文哲先前必有行收賄之謀議存在，因而先行支付210萬元之前金。是以，上開款項，係單純政治獻金，被告柯文哲亦未提領私用，難認與京華城案有關。依上開210萬政治獻金捐款之時間觀之，捐款時間係在109年3月24日起至26日間，距離106年12月21日第721次都委會通過確認560％基準容積，已有2年4個月，難認二者相關；且上開政治獻金捐款時間，京華城公司尚無所謂「方案四」獎勵容積20％之提案（京華城所謂方案四之提案係於109年7月3日始行提出），且其後「方案四」提出後，同年7月30日都委會會議並未通過，則上開210萬元之政治獻金，依時間點觀察，亦與獎勵容積20％之方案四提案無關，更無所謂被告柯文哲與朱亞虎或同案被告沈慶京間有何行、收賄之合意，或謂被告柯文哲有何踐履賄求之行為。又上開匯款金額僅210萬元，占檢察官所主張獎勵容積121億元犯罪所得之比例為0.00017，實難認有對價關係，復與所謂基準容積、獎勵容積等均無關，顯係單純政治獻金，並非賄賂。

　㈢被告柯文哲身兼黨主席等多職，工作繁雜，市府、黨部、醫院、友人多有傳送資料，隨身碟內資料並非全係被告柯文哲製作，被告柯文哲不知係何人製作轉交存入，亦不解其內容記載意義為何，業據其多次陳稱在卷。再者，上開檔案上記載「20221101小沈1500」部分，係在目錄「2024／財務」下之工作表，而2024年與2022年二者時間顯然有間，蓋發生在2022年之事情，豈可能記在2024年之資料夾項下，是否可信，已有可疑，況且依檢察官所為說明，其最後存檔時間係在111年12月27日凌晨，亦顯與「2024／財務」無關，足徵上開檔案，毫無意義。檢察官謂同案被告沈慶京之秘書吳彩仙曾於111年9、10月間密集提領1600萬元，時間與京華城核發建造之時間點111年10月18日相近，進而認係本案金流云云，並掐頭去尾截取9-10月幾筆提款紀錄進行拼湊，認該段時間有1600萬元之提領紀錄云云。惟觀諸卷附完整的交易明細與大額提領紀錄可知，吳彩仙所提領之現金分別於111年3月有3200萬元、4月有450萬元、5月有100萬元、6月有1450萬元、8月有1100萬元、9月有1100萬元、10月有600萬元、11月有500萬元，12月有1000萬元，金額均相當龐大，動輒幾千幾百萬元，且於9月、10月間所提領之金額，並無特別異常，符合常態提領狀況，檢察官逕認其中9-10月之提領即為同案被告沈慶京「親自」交付被告柯文哲之賄款1500萬元，其取證嚴重違背證據法則，難以採認，自不足為證。同案沈慶京與證人吳彩仙並無以此行賄被告柯文哲之證述，實難認此係本案相關之金流。檢察官無視同案被告沈慶京進出之金流向來龐大，且9-10月間並無何異常，竟任意截取片段提領紀錄，東拼西湊，即率謂此係1500萬元之金流，尚非無疑。檢察官復謂1500萬係同案被告沈慶京本人在「某時某地」「親自」交付1500萬元予被告柯文哲收受云云，無任何證據足佐。從而，檢察官所舉之賄賂無論係210萬元或1500萬元，均不足為證，此部分罪嫌自有不足，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更遑論以犯罪嫌疑重大為由建請原審羈押。

　㈣原審謂被告柯文哲有意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情，雖據其自承在卷，惟此係因選後情事紛擾，陳佩琪早於113年6月24日即已預計8月30日晚上出發前往美國行程，後來因8月30日當日遭檢廉搜索約談，因此沒有啟程，上開行程既早於6月24日即已確認，機票亦包含返國行程，顯見二人並無逃亡之意，原審以陳佩琪預計出國，因此認柯文哲恐有逃亡之虞，恐已率斷。被告柯文哲前係第三大黨主席，亦為該黨之精神領袖，即使涉犯本件，亦絕無逃亡國外拒不到案之可能，否則台灣民眾黨將受牽連、萬劫不復，且被告柯文哲前已繳付共計7000萬元保釋金，且為方便探視及陪伴其高齡93歲、臥病在床且陷於昏迷之老父，亦自願選擇戴用電子腳環及使用個案手機回報，全然配合原審審理需求，亦足見其已無逃亡之虞。至檢察官前主張被告柯文哲曾於113年10月1日拒絕提訊之事，係因其已多次未提前收受傳票送達，每次均是法警突然早上入內即要提解被告柯文哲出庭，傳票均是提解到北檢後，在拘留室出庭前才行交付，其認程序有疑義，因此抗議程序不合法，其後被告柯文哲出庭，係因檢察官開始遵守程序並依規定囑託看守所長官送達傳票，始同意出庭，被告柯文哲所請係合理正當，詎檢察官竟置自己違法傳喚於不問，率謂係被告柯文哲悍然拒不到庭，進而謂其後有逃亡之可能，原審亦認被告柯文哲有逃亡之虞，恐屬率斷。

　㈤又單單以被告柯文哲職務上之關係與親友之關係均為既存的關係與事實，如何能以此直接認定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本案已經提起公訴，偵查程序其中強制處分已達4個月之久，大規模傳喚之共犯與證人訊問後均經具結，證物均遭查扣，渠等供證述均已具結成形，且經具結後之訊問筆錄，除非有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等致無證據能力外，其餘證明力部分均有待鈞院依法調查審認，自無特別再予羈押以給予檢察官公訴方便、並使被告及辯護人致生種種不便之理，除非檢方認為自己蒐證尚不完備，還需羈押以遂行偵查？但若係偵查尚不完備，何以檢察官仍執意提起公訴，並欲以無限次抗告之方式壓迫原審羈押被告？再者，交互詰問程序只是在釐清證人的證詞是否具憑信性，而與被告柯文哲是否有勾串其他共犯或證人根本無涉，原審裁定就被告柯文哲有何需要與各該供證述業已成形完整之共犯或證人勾串均未見說明；另原審裁定所列被告柯文哲傳訊息之時期，係在112年5月及113年5月間，都是在偵查單位發動偵辦之前，且均已經檢方查扣並還原訊息，起訴後又有何需要與共犯、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情？其相當理由與合理依據安在？

　㈥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證人葛樹人部分，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二人均否認有行收賄1710萬元，自再無勾串之必要；被告柯文哲前與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7日後之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上開訊息既經檢察官以科技設備還原顯現在卷，檢察官自可以提出葛樹人或同案被告沈慶京究竟刪除何種串證或滅證之簡訊，以證明雙方確有勾串或滅證，惟以檢察官僅提出上開對話，並無渠等刪除何種串證、滅證之訊息，亦足證被告柯文哲、同案被告沈慶京或葛樹人所刪除者並非與本案有關或重要之簡訊，更遑論被告柯文哲係於7日後始行回覆葛樹人上開訊息，顯見無滅證之意，自難認有何串滅證之事實及疑慮。被告柯文哲與彭振聲前係長官部屬關係，惟以彭振聲業已對所涉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為認罪之表示，且其業經提訊多達20餘次，供證述均已成形，即再無與被告柯文哲勾串之可能。至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所謂「共識決」對話紀錄等，「共識決」向來為都委會決議之方式，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並無規範需以表決方式決議而不能以共識決方式達成共識，且有至少兩位出席110年9月9日第783次都委會的委員證稱：都委會是「共識決」，且相關會議是全程錄影、全部上網、公開透明，並無隱匿情事，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溝通之事實既屬事實，何來串證之虞？抑且，被告柯文哲發送「共識決」訊息予彭振聲之時間係在113年5月6日，而且係在彭振聲傳訊後3天始行回覆，顯見無特別勾串之意。檢察官單以一則訊息就能證明其等兩人有串證之虞，實在難以想像。至被告柯文哲請時任副市長黃珊珊前去找彭振聲，係因黃珊珊告知被告柯文哲：彭振聲爆瘦，作為其前長官，出於關心，因而請黃珊前往關心其身體狀況，自無所謂串證之疑慮。另依據黃景茂所為之供證述，其並未直接受被告柯文哲指示而為，而係與彭振聲討論，且其供證述亦已成形，被告柯文哲有何與黄景茂勾串之需要？至於邵琇珮部分，其業已對所涉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為認罪之表示，且檢察官請求依證人保護法減刑1年3月，其供證述將來已不可能再變動，且被告柯文哲與邵琇珮並無往來，又如何有與邵琇珮勾串之可能？從而，關於本案是否構成圖利罪部分，業經調查完竣，相關人證均已成形，物證、書證俱已在卷，僅餘法律認定而已，已再無勾串、滅證之虞，自無再以此為由羈押之必要。原裁定認此部分有羈押之原因，恐有誤會。許芷瑜係辦公室行程秘書之一，其並無本案京華城容獎案之相關職權，並不會與被告柯文哲共犯違背職務之罪，與被告柯文哲間無同向收賄之共同利益，自無所謂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可能，並非「共犯」至明。惟檢察官為達續押被告之目的，於原審接押庭遭辯護人當庭質疑許芷瑜並非共犯身分之後，近日即將許芷瑜以涉犯貪污、洗錢等罪併案通緝，顯係為羈押被告而創設一共犯貪污罪之人尚在逃之羈押事由。自不拘束原審對於許芷瑜究係共犯或證人之認定，許芷瑜未到案，不構成與共犯勾串而有羈押必要。許芷瑜僅充其量係證人，單純證人未到案，並不會在審理中構成接押之事由，否則所有案件有某一證人未能發現進而約談到案，有失公平法院原則。依許芷瑜之身分及職權，係隨行秘書之一，負責上下車地點聯絡等，何以認定許芷瑜有參與見聞本案而係本案之證人？況且，檢察官假定之行收賄1500萬元部分，均已為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所否認，除210萬元係匯款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帳戶，許芷瑜並無經手外，餘1500萬元僅一張來路不明之excel檔，並無其他金流證據足佐，同案被告沈慶京、證人吳彩仙亦證稱並無提領鉅款行賄之事，則該excel檔，自不足為據，如何認定其到案有助釐清本案案情？況且，許芷瑜未能如期到案，檢察官自應設法要求其回國接受偵訊，或以其他方式就訊，此一過度誇大之偵查作為所衍生之不利益，自應由檢察官承擔，與被告柯文哲何涉。此外，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至多僅能證明許芷瑜曾受柯文哲之託轉交各該捐款予黨部或基金會，如妙天捐款即存入新故鄉基金會，陳盈助捐款即作為辦公室裝修所需等，上開款項均係合法取得，且與本案無關，且許芷瑜並不負責帳務，何能逕行推演或假定同案被告沈慶京確有親自交付1500萬元之賄款與被告柯文哲，更遑論逕行認定許芷瑜必有受被告柯文哲所託轉交1500萬元之賄款與不詳之人，而有見聞檢察官假定之收賄情事。凡此均未見檢察官提出合理說明，全係臆測。又檢察官既謂1500萬元係由被告柯文哲「親自」收受，既如檢察官所稱係親自收受，又何需許芷瑜到案始能釐清？況且許芷瑜住處、手機、電腦應已遭搜索，其友人亦遭訊問多次，自有相關證物可資調查，實無待許芷瑜到案即可釐清是否與京華城案有關。「晶華-orange出國」內容，係記載許芷瑜當時業已出國讀書之狀態，並非指示許芷瑜出國，其中間曾返國後再出境一事並未告知柯文哲，柯文哲對其何時回國、何時出境並無所知，亦無何聯絡，此觀被告柯文哲扣案手機還原資料即明。又如證人林鼎峰所述許芷瑜出境係因被告柯文哲被抓進去問因此出境云云，顯係張冠李戴，蓋許芷瑜113年8月29日出境當時，被告柯文哲並未遭檢廉訊問搜索，何來許芷瑜事先預判此事進而先一步出境。故證人林鼎峰之證述，與事實有違，係事後杜撰之詞，實難採信。此外，許芷瑜住處、手機、電腦應已遭搜索還原，自有行事曆等相關紀錄可資調查，實無待許芷瑜到案即可釐清。是以，本案業已起訴送審，全案共犯與證人均已傳喚，且被告柯文哲對偵查中羈押、延押之裁定均未抗告，偵查業已完備，別無於起訴之後勾串、滅證之可能，至獎勵容積是否違背法令，係屬法律專業，有賴都計專業結合法律論述進行認定，並非檢察官即可認定，被告柯文哲亦無就本案客觀上是否違背法令為勾串、滅證之可能，檢察官未舉證有勾串、滅證之相當理由與合理依據，自無再以此理由羈押之原因。

　㈦本案被告柯文哲所涉圖利罪、違背職務收賄罪等部分已調查完畢，無續行羈押之原因與必要，許芷瑜非本案共犯，充其量僅係證人，且其僅涉政治獻金案，未回國接受偵訊與本案不生影響。考量本案業已連續四個月傳喚數百人次，甚至大規模傳喚金主、黨工幹部造成寒蟬效應，而羈押係侵害人權之手段，請考量已有至少四個月之強制偵查，本案如蒞庭檢察官所言，事證已經非常明確，就無再予羈押之原因與必要，應考量雙方武器平等，給予雙方一個公平的攻擊防禦機會，請予被告柯文哲交保處分，以維訴訟人權。原裁定未充份慮及被告柯文哲防禦權之保障，及平衡雙方武器對等，在羈押極端限制人身自由及侵害防禦權的情況下，不僅有失憲法保障正當法律程序之旨，所為之裁定將難昭社會公信，恐有為檢察官起訴背書，並接棒偵查，延續以往遭國人及社會詬病的職權調查主義的司法文化，有違公平法院之疑慮。被告柯文哲之父親年事已高，已高齡93歲，目前因罹患淋巴癌、肺炎、肺積水、腸胃道出血、抗藥性腸球菌感染，心肌梗塞等重症疾病現在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目前意識昏迷、完全臥床，需全時間使用氧氣等維生設備，已在生命末期，請撤銷原裁定，發回另為適法之處分，或逕命為交保之處分，以結束檢察官無止盡之抗告，並維被告柯文哲之人權保障云云。

三、被告沈慶京抗告意旨略以：　　

　㈠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裁定(下稱「發回裁定一」)僅指出第一次具保裁定(下稱「原裁定一」)未就衡量無羈押必要性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逃亡，及所定羈押替代手段不足等，全未涉及有無串證之虞之指摘；待第二次具保裁定(下稱「原裁定二」)依發回意旨為說明及增加具保金額並羈押替代手段後，又遭本院113年抗字第2804號裁定(下稱「發回裁定二」)以前次發回根本未提及之串證事由為撤銷理由，直指被告沈慶京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且電子監控手段無法防止串證等情，原裁定法院即一反「原裁定一」、「原裁定二」所持立場，以本件原審羈押裁定(下稱「原裁定三」)裁定羈押被告沈慶京。同一法院竟可因上級法院之指示而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且原裁定法院竟於訊問被告沈慶京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之必要」，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實令被告沈慶京驚駭莫名，蓋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同一法院竟可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並於裁定理由中直陳係「基於尊重審級制度」而為，實屬不可思議。

　㈡「原裁定三」理由雖提及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理由，包括「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但並未敘明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究為何？比對「發回裁定二」理由所列舉之事項，或係於本件偵查中即已發現而早經提出之事證，或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習知之常識，實無從理解為原裁定法院於前次裁定後始知，而足供為截然相反裁定依據之新事證。又本案不應以「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做為「有」羈押必要之理由，否則將使個案中被告應否執行羈押之考量不當擴大而具有須維護公共利益、社會秩序之治安色彩，侵害被告權益至鉅，乃「原裁定三」以「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為羈押理由之一，亦屬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淨股法官於對被告沈慶京為偵查中延長羈押裁定時即明確認定被告沈慶京已無逃亡之虞，其理由殊值參照。況所謂有逃亡之動機、有在海外滯留不歸能力，實際上必以被告沈慶京能出境為前提。然被告沈慶京年近八旬、百病纏身，且受電子監控，客觀上不可能循偷渡管道出境，而在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情形下，更不可能合法出境。如此無論其他條件如何，被告沈慶京均不可能有逃亡之虞。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所定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係屬對於公務員貪瀆行為的狹義、特別規定；而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的圖利罪，則為該貪瀆行為的廣義、概括規定。倘公務員貪污行為，已經符合前罪的構成要件，即應逕依該罪名相繩，祇於不該當前罪要件，才適用後罪名處罰。換言之，此二罪名具有法條競合關係，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24號刑事判決意旨足參。從而依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被告沈慶京所涉之罪，至多僅為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嫌，其本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非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原裁定三」就此已有誤認，進而未能敘明何以被告沈慶京在未涉重罪之情形下，亦有高度逃亡之可能性，理由同屬不備。

　㈤無論被告沈慶京與其他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關係如何，起訴後均不應以限制刑事被告沈慶京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違反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審判；又上開事例發生於113年6月23日、5月1日，時間在被告遭羈押之113年8月30日前2至3個多月，其後被告沈慶京及同案被告應曉薇、柯文哲又各自歷經近4個月羈押期間，在檢察官多次訊問後，被告沈慶京與應曉薇當時相互知悉另一支隱密性更高之私人電話一事，於起訴後之今日，究竟還有何事有何串證之虞；而被告沈慶京及同案被告柯文哲之手機復已遭檢察官查扣，當可循手機鑑識方法查明究有何簡訊確遭刪除及其內容為何，何能毫無目標即憑空指摘被告沈慶京有串證之虞而應羈押？況起訴書證據清單中，根本未列葛樹人為證人，也未見檢察官為相關調查說明。

　㈥被告沈慶京受電子監控，客觀上不可能循偷渡管道出境，而在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情形下，更不可能合法出境，如此無論其他條件如何，被告均不可能有逃亡之虞。又被告沈慶京原已身罹多種疾病，於偵查中遭羈押之4個月期間，健康更形惡化，共8度戒護就醫，3度戒護住院、4度抽搐顫抖，病情顯有隨著羈押時間推移而日益加重的情形，若未為完整妥善治療，以被告沈慶京近80歲高齡，可預見病況只會愈趨沉重，顯難痊癒，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險，此由被告沈慶京於113年12月27日具保獲釋後即住院治療，台大醫院並隨即安排於114年1月2日手術即明，基於人權考量，既然其他同案被告均已羈押禁見，則就健康情形明顯惡化的被告沈慶京准予交保，亦應無害於「原裁定三」所顧慮之串證。　　

　㈦末按刑事之上訴或抗告救濟程序，以受裁判人因受不利益之裁判，為求自己利益起見請求救濟者，方得為之。而受裁判人上訴、抗告之利益或不利益，應就一般客觀情形觀之，並非以上訴人或抗告（再抗告）人之主觀利益為準，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678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從而就起訴移審後法院關於被告人身自由是否應施加限制一事，為法院職權之決定，檢察官並無聲請權，其所提認被告應繼續羈押之理由，僅為意見陳述，故法院於訊問被告後命被告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未予羈押之裁定，檢察官並非該裁定之當事人，自無受不利益之裁判可言，所提抗告為法律上所不應准許，抗告法院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第408條裁定駁回，卻誤為撤銷發回之裁定，實有違誤云云(被告沈慶京之辯護人雖以其等撰狀時誤以選任辯護人為抗告人，然因被告沈慶京業已其名義提出抗告而撤回，然其真義究係撤回抗告人名義而保留原抗告意旨或撤回全部之抗告意旨等節，未盡明確，依有利於被告沈慶京之認定，均認其與辯護人均有提起抗告，附此敘明)。

四、被告應曉薇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應曉薇於歷次偵查程序已詳細交代本案事實，無任何隱瞞，且本案檢廉機關自113年8月28日對被告發動搜索前、後，即對數十位證人展開縝密詢問、調查證據及搜索扣押等偵查作為，同案被告等人業於檢廉機關進行數次訊詢問，且陳佳敏、王尊侃等人之供述業獲檢察官採信，而為不起訴處分，是本案相關證據均已蒐證保全完畢，被告應曉薇實無勾串共犯、證人之可能。且王尊侃、陳佳敏於偵查中之供述，已與檢察官之舉例相符，並無使案情轉趨晦暗之風險，實質而論該等供述亦有利於被告應曉薇，被告應曉薇實無再行串證之必要。被告應曉薇與陳佳敏縱有上下屬關系，然其二人供述既未有明顯矛盾、不一致之情形，且陳佳敏之證述，洵屬對被告應曉薇有利，被告應曉薇自無與其串證之必要。本案偵查機關既已起訴，當已有充分證據，對相關款項性質更有明確定見，於審判中羈押被告應曉薇之正當性基礎已然薄弱，原審裁定未詳加審酌已呈現之偵查卷證，遽認被告應曉薇仍有串證之虞，顯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之違法。

　㈡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任職議員具有實質影響力、被告應曉薇與沈慶京有微信軟體聯絡方式，遽認被告應曉薇有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未具體說明被告應曉薇有何以有以不正當方法影響共犯或證人之嫌疑存在或有其他類似之行為，亦未衡酌是否有其他具體措施得防免被告應曉薇與證人、其他被告接觸而無羈押必要，本案並無顯示被告應曉薇實際從事或可能從事影響證據調查或審判公正性之行為，是原審裁定僅憑一般日常對話，即率爾推定被告應曉薇有串證風險，已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之違法，對話內容亦完全沒有談及任何有關京華城案之相關內容，檢察官既已多次指述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多以威京集團子公司將款項匯予協會性質係「過世之余雪鴻勸募之捐款」作為「幽靈抗辯」，於羈押禁見期間，經檢察官多次傳喚訊問，既屬一致，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自無串證之必要。被告應曉薇實無法使用原通訊軟體與其他被告、證人聯絡，遑論串證行為，又若係重新辦理手機，於被告應曉薇受限制住居且通訊設備受監聽之情形下，亦無法輕易得知對方新辦理之微信帳號以進行聯絡，且微信作為一封閉式社交平臺，僅能以微信加好友，若缺乏對方資訊即無法重建聯繫。若僅因被告應曉薇於電話中提及與其他被告之通訊軟體即推定有串證之虞而裁定羈押，恐致司法裁量流於恣意。又原審僅以被告應曉薇身為議員，即謂被告應曉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從而推定其有實質影響力，然迄未能提出具體事實或證據，證明被告應曉薇於偵查中曾經或意圖透過任何手段影響證人供述，證人於本案調查過程中，於被告應曉薇尚未遭羈押時，其若有不利被告應曉薇之證供，均未因被告議員身分而受影響，此觀該諸多證人之證述筆錄自明。原審裁定率爾推定被告應曉薇交保後可能影響證人供述云云，顯屬無據，亦未審酌被告應曉薇如何避免與同案被告、證人接觸之具體措施、未為任何當否之闡述，遽以抽象標準論斷被告應曉薇仍有串證空間，本案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明被告應曉薇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以供佐證，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業已降低，於起訴後若仍繼續羈押被告應曉薇，無疑係過度限制被告應曉薇之人身自由。若係為避免串證，非不得以禁止被告應曉薇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以防免串證並達替代羈押之目的，況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調查庭時業保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且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有關本案之事項，對於相關證人也絕不會有私下聯繫之行為，惟原審裁定均未就上開措施為任何當否之裁示或闡述，僅泛指被告應曉薇有串證之虞應予羈押，顯有違法。

　㈢被告應曉薇目前尚擔任台北市議員職務，且家中尚有年近百歲臥床之母親與被告相依為命，被告應曉薇實無逃亡之可能，亦無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惟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曾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機場出境，未衡酌是否有其他替手段，遽謂被告應曉薇有逃亡之虞而有羈押必要，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出境至香港原因，係因其擔憂年近百歲之母親病情惡化，為盡孝心乃欲至香港購買只有該地始有販售之馬百良清心丸，以求能替母親活血通絡和行氣止痛，至於為何選擇於台中出境係因該機場出境至香港之機票價錢最為便宜，被告應曉薇父親之骨灰安奉於彰化忠靈塔，被告應曉薇亦可就近探望父親上香致意，並於回國後就近回彰化老家探望親人。況監聽譯文亦顯示被告應曉薇於今年6月曾去加拿大參加大女兒之畢業典禮，倘若被告應曉薇果有逃亡想法，大可於斯時起即長待加拿大。另被告應曉薇家中尚有年近百歲臥病在床之母親與被告相依為命，需被告應曉薇貼身照護，被告應曉薇擔任台北市議員多年，於政界頗負盛名，新會期業已開議，有諸多法案亟待被告應曉薇審議監督，被告應曉薇絕無可能棄絕多年事業、在台至親不顧。且依被告應曉薇之行程可知，其斷無可能潛逃出境。凡此均在在足徵被告早已有於回國後安排既定活動之規劃，絕無逃亡之動機及可能。又被告應曉薇之女兒雖於國外念書，每逢假期即會回台，學成後亦計劃回台尋找工作機會，是被告應曉薇自無長期滯留國外之可能，被告家中搜扣之所有證據資料，亦無任何諸如被告應曉薇申請外國居留權、申請長期簽證或購置海外不動產等準備移居其女兒留學國或其他外國之規劃；又被告應曉薇其之父親雖為北京人，惟被告應曉薇與孩子生父並無婚姻關係，雙方之關係僅限於子女的扶養義務，被告應曉薇無法依賴其子女父親，亦無法長期居留於北京或享有資源支持其於國外之生活。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機場出境，未詳加審酌被告應曉薇於國內生活之基礎及社會聯繫，亦未審酌有無其他具體事證顯示被告有計畫滯留國外之事實，更未衡量是否有其他替代羈押手段可資行使。顯有認定事實理由不備之違法。

　㈣被告應曉薇偵查中遭羈押後，檢廉機關業傳訊更多證人、其餘被告並進行更大規模之偵搜行動，起訴書有關被告供述證據74項、非供述證據109項，證據內容均已鞏固，原審裁定未審酌是否得以干預權利較為輕微之其他手段如較高額之保證金、電子腳鐐等，即足達成保全本案證據及審理程序進行之目的，並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與否之理由，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未充分審酌事實及法律之正當性，侵害被告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至鉅，法院亦不應預設立場、不受上級審見解拘束，惟原審裁定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理由，拘束自身裁量，若受上級法院意見拘束，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進而影響司法信賴與公平。且羈押裁定為重大人身自由之限制處分，其裁定須以具體事實為基礎，且經充分法律論證，並符合法定事由及比例原則，然原審未經充分事實與法律審酌即裁定羈押，僅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理由，顯已偏離法律之正當程序要求云云。

五、抗告人李文宗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之原因、要件及必要性，本即應與其他被告分別審酌，被告李文宗遭質疑之112年5月15日、113年8月11日訊息，前者根本無勾串內容，後者則為與本案起訴犯罪事實毫無關連之木可公司損益表，被告李文宗之情況與其他人實在無法相提並論，被告李文宗未如同其他共同被告具實質影響力，被告李文宗亦無從控制之其餘被告之行為，自不應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原審裁定固認定許芷瑜出國為同案被告柯文哲指示，但此點與被告李文宗無關，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李文宗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

　㈡原審裁定固提及尊重審級制度部分，辯護人就此無法苟同，審級制度之設計，係讓被告在處理法律爭議時受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若按原審裁定之上開說明，原審裁定係遵照審級制度而依上級審法院之意而為羈押禁見裁定，則被告李文宗就是否羈押之重大影響人身自由之決定一事，無啻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就此點訴訟程序之重大瑕疵，自有明顯裁判違背法令之處。

　㈢被告李文宗究竟有無參與、支配犯意或犯意聯絡，都無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檢察官並未就勾串為足夠之舉證及說明，難道被告李文宗曾經對自己妹妹稱自己權利最大，就會勾串、影響證人。況梁秀菊於偵查中到庭證稱明確：伊自109年2月起擔任民眾黨之財務長，負責管理民眾黨之財務，民眾黨政治獻金，有財務部出納人員會整理資料，不會向李文宗回報民眾黨收受政治獻金之情形，被告李文宗不知道民眾黨收受政治獻金情形，也不負責處理民眾黨職務捐等語，是檢察官所稱上情，顯然於事證不合。關於「黃珊珊、力奇曼捐款50萬元捐款，捐到柯文哲總統候選人專戶」政治獻金專戶，被告李文宗始終承認為其管此部分財務；關於「協會資料給我」，講的是新故鄉協會，被告李文宗也是承認處理新故鄉協會之財務；黃珊珊提到「可以抵我的捐款責任額了吧！，拜託你向秘書長說一下」，從這個訊息看出來，管捐款責任額的不就是秘書長，若為被告李文宗，還需要向秘書長說？又許芷瑜與男友的對話，時間是113年1月23日提到李文宗管政治獻金，講的也是競選期間總統大選之政治獻金專戶；檢察官提出資料引用張益贍筆錄，但張益贍在本次總統大選競選前即因個人事由離開民眾黨，是否為本案相關期間之相關狀態，實有疑問。張益贍所說不分區立委審核小組成員有七位，包括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既然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又何需被告李文宗來代表柯文哲發表意見。上開審核小組成員投票權是每人兩分，每票等值，關於標註「木可危機處理小組」LINE群組訊息，群組名稱是檢察官後製，看不出實際群組名稱，而相關群組內容是討論關於檢察官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僅有釐清事實與擬定聲明，亦無檢察官所謂勾串或嘗試統一不實說法之過程，被告李文宗更於113年8月14日遭退出群組，可佐證被告李文宗遭民眾黨切割而不可能與民眾黨任何人員勾串之情；而關於木可內帳部分，陳智菡回復是收入支出列表帳務資料，木可之收入支出憑證都被檢察官扣押，更無撕碎紙條上所指之木可內帳之事實。原審裁定認被告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經濟實力與人脈，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然被告李文宗不具相當權勢及影響力，被告李文宗並無任何公職、權力、金錢勢力，被告李文宗要如何去影響他人為有利被告李文宗之不實陳述，況被告李文宗在偵查中被羈押之前，眾望基金會即已召開董事會決議將基金會之事宜全數交執行長處理，現在相關之證人是否尚任職眾望基金會，已無從確認，被告李文宗到究有何政治、經濟實力與人脈能影響共犯、同案被告、證人，原審裁定捨調查不為而空以被告李文宗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顯有理由不備、未盡相關調查之缺失。

　㈣原審裁定顯係以毫無所據之理由推論認定被告李文宗有勾串、滅證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相關書證、物證都經檢察官搜索扣押，並作為起訴之證據，檢察官並未指出到底還有什麽證據有被湮滅之可能。被告李文宗因木可公司辦公處所在一公開之大辦公室內，為避免放在桌上的木可公司損益表遭他人看到才會交代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況木可損益表只要有相關憑證資料，電腦資料再跑就有，在卷內亦未曾見檢察官就此發函要求木可公司提供損益表而未得之記錄，且損益表僅有某段期間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要如何作為本件起訴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之依據。原審裁定漏未審酌上情而據之為認定依據，亦有違背事理、經驗法則之違失。此外，被告李文宗在手機被檢調查扣前即已經檢調傳喚數次，被告李文宗有極多機會可以處理手機，但被告李文宗手機經檢調查扣後又未經鑑識出有刪除資訊之動作，檢察官指摘被告李文宗有湮滅事證之心態云云，顯於客觀事證有違；訊息內容並無被告李文宗嘗試影響李文娟如何為不實陳述之內容，李文娟更經檢察官傳喚多次，又未見檢察官指出被告李文宗、李文娟於偵查中陳述有何出入而需勾串之處，如何推論被告李文宗可影響李文娟以外之第三人，原審裁定單以上開訊息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嘗試影響相關被告之行為、能力云云，顯毫無所據。

　㈤被告李文宗與同案被告柯文哲於偵查中之陳述似無出入，被告二人間到底要如何勾串為其他更有利之陳述，實在殊難想像。朱亞虎在本案與被告李文宗立場對立，朱亞虎雖然認罪，但檢察官可以選擇起訴求輕刑方式確保朱亞虎維持證言，檢察官卻選擇以緩起訴處分之方式處理，被告李文宗與立場相對之朱亞虎到底要如何勾串實難想像，檢察官不應該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許芷瑜部分，被告李文宗於112年至113 年總統大選期間處理競選辦公室、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木可公司財務事宜，而檢察官在偵辦過程中業已傳喚諸多知名人士以確認交付款項與被告柯文哲過程，從未有證人提及係由被告李文宗與渠等接觸或將現金直接交付與被告李文宗；而檢察官所引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交付現金與被告李文宗之訊息，內容即與新故鄉協會之800萬元款項有關，但該部分之款項亦核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原審裁定另指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為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可能，疑似係指許芷瑜與被告柯文哲收受賄賂有關，但起訴書記載之210萬元係匯款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專戶、1500萬元係沈慶京利用不詳方式在不詳時間交付與被告柯文哲，與被告李文宗完全無關，被告李文宗並未與任何交付現金之人直接接洽，如何能以許芷瑜可能經手其他鉅額現金收受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勾串許芷瑜之可能，並進而認定有羈押之必要，本件許芷瑜雖現尚未到案，檢察官指摘被告李文宗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與許芷瑜聯絡而勾串，顯為無的放矢。被告李文宗固有傳送訊息要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但被告李文宗與李文娟之訊息內容，並無被告李文宗嘗試影響李文娟如何為不實陳述之內容，亦未見檢察官指出被告李文宗、李文娟於偵查中陳述有何出入而需勾串之處，原審裁定單以上開訊息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嘗試影響相關被告之行為、能力云云，顯毫無所據。

　㈥檢察官既然已經起訴，業已認定其於偵查期間透過各種強制處分、運用大量人力蒐集足夠定罪證據，如何能將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李文宗身上，並進而繼續羈押被告李文宗，物證均已遭檢察官扣押在案，到底要如何湮滅，人證部分則經檢調廉多次詢問並勾稽事證已確保，而共犯、證人之翻供，原因許多，檢察官擔心法院會耗費更多心力、時間、資源釐清事實而使發現真實過程艱難，在所有案件審理過程中，本來就會有各種正反證據出現，本案被告李文宗並未涉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重大，亦無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更無羈押必要性，原審為被告李文宗羈押禁見之裁定，於法不合云云。

六、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㈠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被告經法院訊問，有無羈押之必要，乃事實問題，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應許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6號判例、98 年度台抗字第405號裁定意旨參照）。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又法院為羈押之裁定時，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或為防止被告反覆施行同一犯罪，而對被告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法院僅須在外觀上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及有無賴此保全訴訟程序進行或執行而為此強制處分之必要，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只需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在形式上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嫌疑為已足。而被告之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之必要，俱屬事實問題，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容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質言之，羈押被告之審查，既非終局確認被告是否犯罪，法定羈押原因備否之認定，又無須經嚴格之證明，以自由之證明即達於「釋明」之程度為已足，且就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有裁量之職權。故原審法院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倘認已足釋明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而其關於羈押必要性之裁量，亦合於保全被告之本旨，且與通常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無何扞格，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

七、經查：

　㈠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

　　經查，本件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有羈押聲請書所載之各項證據及卷附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等人有事實及相當理由有逃亡之虞：

　　經查，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被告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被告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被告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其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事由，足堪認定。

　㈢被告等人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經查，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系，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被告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被告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等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羈押事由，經核於法尚無不合。

　㈣本件有羈押被告等人之必要：

　1.按憲法第8條第1項前段雖明文：「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然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漫無限制，同法第23條更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 正是本於增進公共利益，讓司法權能有效行使、刑事程序實現公平正義之目的所立基之條文規範。因此，身體自由之基本權在符合程序正義之基礎下，自得在最小限度內，適當地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謂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在符合法律要件之限制下，均不得限制之。次按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以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屬事實認定問題，法院有依法審認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2.又按羈押乃是國家為了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手段，乃是為實現國家對於被告之刑罰權。羈押之目的在於保全被告之法定證據方法及擔保將來執行刑罰之目的，其性質係將被告拘禁於特定處所以拘束其行動自由，乃強制處分中對人身自由最大之限制，故以此方式保全被告以保障追訴、審判及執行之最後手段，若有與羈押同等有效，但干預權利較輕微之其他手段時，應選擇該其他手段，不得率予羈押；亦即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以及必要性原則，在審酌以其他方式均確定地無法保全被告時始得為之。正是因為羈押乃是最嚴重侵害人權之手段，因此，羈押被告除符合法定事由外，應以有無羈押之必要性作為考量之要件，質言之，得否以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亦為決定被告是否羈押之重心所在。若有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足以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且亦可達到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方法者，自應以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為之，反之，即應認有羈押之必要性。

　3.經查，被告等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1項第1至3款之情形所定之羈押原因，並參酌全案卷證及被告等人之理由各情，認被告等人所涉前開犯罪，嚴重影響公務機關官箴，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若僅命被告等人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告等人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方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分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之自由法益及被告等人訴訟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原審對被告等人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就被告等人裁定准許羈押之聲請，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

八、對被告等人及其辯護人等抗告意旨不予採取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部分：

　1.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於抗告意旨內固以移審當日時間緊迫、來不及閱卷，且檢察官起訴時未一併檢送電子卷證予原審法院，且經抗告及撤銷發回，卷證來往運送均妨礙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聲請閱卷，檢察官亦僅播放簡報陳述而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實不利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行使防禦權云云。然查，原審於113年12月27日第一次羈押訊問、同年月29日第二次羈押訊問時，辯護人並未就上情向原審法院請求停止開庭，亦未向原審法院請求延長閱卷時間，更未當庭聲請暫緩進行羈押訊問程序以保全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之防禦權(見原審卷一第151至166頁)，且自原審第一、二次羈押訊問准予被告柯文哲具保後(均經本院撤銷原裁定)，辯護人並未向法院請求「停止開庭、延長閱卷時間」或聲請「暫緩進行羈押訊問程序」等主張，俟本院撤銷原審具保裁定發回原審後，辯護人始於114年1月2日原審為第三次羈押訊問時主張程序瑕疵之情事(見原審卷二第383頁)，則何以辯護人不於原審第一、二次羈押訊問後、准予被告柯文哲具保時，主張原審程序有上開程序瑕疵，故辯護人所為上開主張是否合於事實，而因此使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之防禦權受到阻礙，以致於造成法院誤予裁定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結果，凡此諸節，均容非無疑，是以，本案尚難認原審所進行之羈押訊問程序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司法院釋字737號解釋之意旨。至檢察官起訴時是否有檢送電子卷證，本無強制規定，且檢察官當庭播放簡報檔之紙本(繕本)亦送辯護人收受等節，有原審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30頁)，故辯護人辯稱：檢察官僅播放簡報陳述而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核與上開事實不符，自無從憑採；又辯護人所辯前情，亦難證明原審嗣後拆卷掃描因耗時費力，以致於使被告柯文哲遭受羈押之結果。毋寧，是否羈押被告等節，取決於相關之證據資料是否已達到法院所認定自由證明之程度，而非嚴格證明之程度，羈押被告乃證據保全之方法，與被告是否確有到達高度有罪之蓋然性程度，乃屬二事。其次，於我國司法實務運作上，案件經抗告或撤銷發回，無論卷證多寡，抗告於上級審法院既是謀求強制處分救濟之程序，本即須往來運送相關卷證資料以供上級審法院詳加判斷，自難遽謂卷證往來運送等節，即因此妨礙到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之防禦權。至於檢察官於原審為羈押訊問時，是否使用簡報陳述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羈押等節，乃檢察官職權之行使，如同辯護人亦可使用簡報陳述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駁回檢察官羈押之聲請，凡此俱屬雙方攻防所使用之方法，原審法院於羈押訊問時亦諭知「法院可以接受檢察官、辯護人就卷內資料或其他資料節錄部分以利說明之用」等節(見原審卷二第69頁)，自足說明上情，故本案尚難據此即謂檢察官當時使用簡報陳述(且有將簡報檔之紙本(繕本)送辯護人收受，詳如前述)而未提供簡報「電子檔」等資料予被告柯文哲或其辯護人，即屬於對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造成防禦權之妨礙，更難謂原審之羈押訊問程序因此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司法院釋字第737號解釋之正當法律程序。

　2.依抗告意旨所指，本案接押更審時追加證人陳佩琪為本案之證人，係檢察官聲請追加證據之權限，至於得否追加證人、追加是否合法或有無理由，俱屬法院判斷之權限，惟此情是否即等於或因此足以推認檢察官有「隱匿」事證之行為，以致於使法院發生羈押之誤判，於相當因果關係之判斷上，仍應有相當之證明，尚難據此即謂檢察官有隱匿事證之行為。又抗告意旨另以113年12月26、27日第一次接押時，檢察官曾有掐頭去尾提出被告沈慶京大額提領紀錄；技術性拖延，並於第一次羈押訊問程序、同年12月29日稱第二次羈押程序、114年1月2日第三次羈押程序等陳述，一再變更建請羈押事由、主張與證據等節置辯。惟查，原審法院於羈押訊問時業已諭知「除非法律就訴訟制度修改外，無從限制檢察官於第一次羈押訊問之後續期日或抗告狀不能補提相關事證；依目前訴訟制度最終仍應回到法院合議庭做決定，檢辯雙方亦可補充相關事證」等節(見原審卷二第368、372頁)，業已明確諭知：依現行刑事訴訟程序並未限制檢察官及辯護人聲請羈押程序進行中不得補提相關事證，即於法律規範上並未排除、限制或剝奪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人於羈押訊問時不得補提相關證據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羈押等節。再者，參酌刑事審判程序屬於浮動狀態，因程序進行、證據調查而變化，強制處分亦因應訴訟狀態而不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508號裁定意旨參照）。故法院裁定羈押被告之要件，包括犯罪嫌疑重大、羈押原因及必要性等，均隨法院審理之進行而處於浮動狀態，則原審依現階段之訴訟程序及調查證據所得，依法諭知上情並進行前揭程序，並無違誤之處。其次，除抗告意旨上開所指追加證人陳佩琪部分外，檢察官究提出如何不在證據清單、不在移送卷證內之證據(以致於原審誤判)等節，並未見辯護人就何具體證據不在證據清單或卷證內之資料(以致於原審誤判)予以說明，自難認為可採。又辯護人於本次抗告意旨中主張於被告柯文哲第一次接押時，檢察官是有「故意省略不提而重製表頭」，因此使原審發生誤判而誤予羈押被告柯文哲等節，更應有充足之證據證明原審「因此誤為羈押被告之裁定」(即誤予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相當因果關係)，始足信實。否則，自難遽指前揭程序有何違反程序保障或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進而認定原審之羈押裁定或程序有何違誤或重大瑕疵之處。

　3.另關於抗告意旨所指210萬元部分，依本案之證據資料以觀，仍不能完全排除被告李文宗有向被告柯文哲告知210萬元捐款之可能性，是以，該捐款涉及究否單純為政治獻金或屬於其等有合意行賄、收賄之工具，依前揭證據資料以觀，俱有高度可能性。其次，抗告意旨另以目錄「2024/財務」下之工作表，而2024年與2022年顯然有間，而認上開檔案與「2024/財務」無關且毫無意義云云。然如同本院前開所一再強調，法院就是否羈押被告之心證程度並非如抗告意旨一再論及本案罪嫌不足而應為無罪之諭知、更遑論犯罪嫌疑重大等節，而是關於本案交易明細內確有大額為數不鮮之提領紀錄存在，客觀上尚難無視上開證據資料(含隨身碟資料、金流紀錄、證人、同案共犯等相關證述等節)，逕行排除本案毫無犯罪嫌疑重大之情事。誠然，起訴書所指同案被告沈慶京在某時地親自交付1500萬元予被告柯文哲收受、有無與京華城容積基準變更具有對價、其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其主觀上有無構成要件故意、有無實質影響力等節，俱係攸關本案證據將來是否足以證明被告柯文哲有到達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程度之關鍵；惟就審查是否具有犯罪嫌疑重大以決定是否符合本案所為之強制處分要件而言，司法程序係重在保全證據之目的上，而非在於認定被告柯文哲有罪等情，此乃是國家為追訴犯罪、保全證據及在個人身體自由權之權衡下，基於保全證據之目的所不得不為之最後手段。是以，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犯罪嫌疑重大部分既係以自由之證明予以判斷(含其餘法定羈押事由及必要性等要件事實)，而非基於嚴格之證明審查並認定上開羈押之各要件事實。從而，本案卷內既有前揭證據存在而無法完全視而不見各該具有自由證明之證據，當不能遽排除上開卷內存在(具自由證明)之積極證據，而逕認為毫無犯罪嫌疑重大之情事。

　4.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柯文哲因選後情事紛擾，曾為第三大黨主席，且自願選擇電子腳環配合審理之要求，並抗議程序不合法始拒絕提訊，其並無逃亡之虞云云。然查，被告柯文哲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公訴意旨所指其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千萬元，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柯文哲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柯文哲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之可能性。且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節，可見其有能力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或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依目前訴訟程序進行之狀態及上開涉犯之罪嫌等節綜合以觀，自難逕以上情即謂其毫無逃亡之可能性。　　

　5.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葛樹人、彭振聲、黃景茂、邵琍珮、許芷瑜等人均無串證之可能，交互詰問只是在釐清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憑信性，與勾串證人或共犯無涉云云置辯。然按交互詰問係透過對於證人等人之詰問以達發現真實之手段，乃法院調查人證重要之一環，並非僅在證明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憑信性，正是因為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在保全上開證人供述真實性之目的下，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經查，被告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被告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被告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被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1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業據本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資為撤銷原審法院具保裁定之理由；且依被告柯文哲、證人葛樹人間對話紀錄，其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情，足認被告柯文哲有透過證人葛樹人聯繫被告沈慶京確認彼此滅證之事實；同案被告彭振聲、邵琍珮雖已認罪、黃景茂之供述是否成形等節，俱有待將來法院進行證人之交互詰問程序時，始能據以發現(有利或不利於被告柯文哲)真實，是以，本案於對上開同案被告進行相關之調查程序前，客觀上既無法完全排除串證之可能性存在，自難逕作對被告柯文哲有利之認定。至於證人許芷瑜部分，其與被告柯文哲關係密切，擔任其隨行秘書，對於被告柯文哲有無與同案被告沈慶京間就京華城案之見面交往内容與金錢往來細節、有無實際經手1,500萬元賄款之收受、保管與使用等節，居於重要證人之地位，依卷內證據以觀，尚非屬於完全與被告柯文哲無關之第三人。是以，本案既有前揭共犯或證人尚未經檢察官、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對其等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柯文哲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自難遽認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葛樹人、彭振聲、黃景茂、邵琍珮、許芷瑜等人客觀上毫無串證之可能性。　

　6.末查，被告柯文哲以其父親現意識昏迷、臥病在床，需全時使用維生設備，請求本院撤銷原裁定云云。然查，上開情事並非關於被告柯文哲是否羈押或得以因此具保之要件事實，依本案之證據資料，被告柯文哲是否合於羈押之要件、應否羈押或得否具保等節，乃取決於本案(自由證明)之證據依訴訟進行之流程，是否足以認定被告柯文哲已到達前開羈押要件事實被證明之程度，本院審酌上情，認抗告意旨所指前開情節既非排除羈押要件之法定事由，自礙難逕以此情，即謂原審羈押被告柯文哲之裁定有違法或不當，進而認為有撤銷原裁定之法定事由。

　㈡被告沈慶京及其辯護人部分：

　1.抗告意旨固以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業經檢察官訊問，本案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降低，若仍羈押被告，恐過度限制其人身自由云云。然查，詰問程序乃是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在保全上開證人供述真實性之目的下，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且本案相關之證人或共犯等人為數非鮮，故關於本案羈押被告沈慶京部分，既經原審法院衡酌其保全證據之目的及限制被告人身自由之情形下，認有羈押被告沈慶京之情事及必要性，此乃原審法院依本案相關之證據資料所為適法職權之行使，自難謂有何過度限制人身自由之違誤。至於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於訊問被告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竟是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且刑事訴訟法並無「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之餘地，增加法律未規範之事項而違背法令云云。然查，我國刑事訴訟法之審級制度本即是針對下級審法院所為裁判有無應予補充或審酌之救濟程序，藉由向上級審法院提出上訴或抗告等不服之手段，以達使裁判妥適之結果。是以，審級制度之存在既是用以針對下級審法院之裁判是否尚有應予補充或審酌等節所設立之救濟手段，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沈慶京具保等裁定既容另有詳加審酌或補充之處，此情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原審法院基於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經由前揭程序所為依職權之判斷，礙難遽認原審法院所為保全證據之手段有何完全相反之認定，更難謂有何裁判違背法令之事由。

　2.抗告意旨另以本案在檢察官多次訊問後，被告沈慶京究有何串證之虞，且葛樹人並未經檢察官列為證人，亦未見檢察官說明、有無向葛樹人求證及真相如何，足認原審之羈押裁定理由不備云云。然查，原審法院於裁定理由中已詳為說明：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含抗告意旨所指葛樹人及同案被告應曉薇)，縱使依據本其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等節；況且，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保全證人供述真實性之必要，此情亦如本院前開所述；再者，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若被告沈慶京經保釋在外後，非無可能得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沈慶京、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在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沈慶京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等節，復據本院113年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說明甚詳，是以，依目前訴訟進行程序以觀，本案既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故抗告意旨上開所指，容無足採。至於抗告意旨所指手機遭查扣可依手機鑑識方法查明云云，然上開部分係關於該手機之物證得否還原之問題，然由前揭說明可知，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等節，尚難單以手機遭查扣而可依鑑識方法查明，即謂被告沈慶京即毫無可能有滅證或串證之虞。故抗告意旨以物證遭扣押即逕認本案被告沈慶京與其餘證人或共犯間即無勾串之虞云云，似無足取。

　3.至於抗告意旨所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淨股法官於對被告為偵查中延長羈押裁定時即明確認定被告已無逃亡之虞，其理由殊值參照云云，然本案仍應詳審本案之相關卷證資料，就是否及有無羈押事由等要件為獨立及適法之決定，並不受拘束。原審關於有無羈押之必要性等裁量，本係綜合本案全部事證，包括對於被告個人身體自由權之私益、國家追訴犯罪之目的、手段對社會之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等節(即保全證據之目的等)進行整體判斷，以於本案認定羈押被告是否具有最後手段性而無法以其他方式替代羈押之情事。而上開羈押必要性乃法院職權審酌事項，倘無裁量不當或濫用等節，自難遽指為違法。抗告意旨徒以其無從理解原審法院於前次裁定後始知而足供為截然相反裁定之事證，似未慮及本案業經本院因原審所為之具保裁定等節容有「無從保全證據」之高度疑慮，因而撤銷原審上開裁定，容有未妥。再者，抗告意旨以法院不應以「對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作為審酌有無羈押必要性(即最後手段性)之主張，此亦為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最後一段所指「兼顧被告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以衡平國家追訴犯罪之公共利益及憲法保障被告之訴訟權益」之理由(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抗告意旨究未對上開必要性審酌之職權事項究有何裁量不當或濫用等節提出具體之指摘，僅稱不應以上開因素作為判斷之理由，進而遽謂原審關於羈押裁定係不當擴大維護公共利益云云，所辯亦無可取。

　4.又抗告意旨所指關於所涉犯法條究如何適用等節，主張係法條競合關係云云。然查，抗告意旨所指乃將來事實認定後，關於法律適用之相關實務見解，依原審裁定意旨可知，被告沈慶京係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見原審卷四第27頁)，故依上開其涉犯之罪嫌可知，被告沈慶京所犯係最輕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並非如抗告意旨所指僅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交付賄賂之罪嫌(見本院卷第104頁)。況且，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是刑事案件中，所稱犯罪嫌疑重大而須羈押之情況，乃以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當事人很可能涉嫌其被指控之犯罪者即屬之，此項實質要件之關鍵在於「嫌疑」重大，而非「犯罪」重大，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者，尚屬有別。本件依現階段審理程序調查所得之相關證據資料，已足認被告沈慶京涉犯前開罪嫌之犯罪嫌疑重大，至被告沈慶京前揭所辯，核屬犯罪是否成立之實體調查、法條適用之審認問題，與羈押程序僅在於判斷是否符合羈押要件及嫌疑重大等節不同。是抗告意旨上開所指，似對原審裁定羈押被告沈慶京所適用法條(罪嫌)有所誤會，所辯與卷證資料不符，亦無足取。

　5.抗告意旨另以本案僅需輔以限制出境、出海、禁止與證人接觸之措施，綜合考量其身分、地位、職業、資力，涉案情節、惡性及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情狀，審酌其有現罹相關疾病，提供相當之保證金，並無羈押之必要；有逃亡之動機、有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必以被告能出境為前提，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並無害於原裁定所指串證情形云云。然查，原審法院於羈押裁定中依本案之證據資料，認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其住處執行搜索時，其欲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等節，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且被告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具有深厚之經濟基礎，難謂其毫無在國外生活之能力或資力等節(見本院卷第28頁)，故其上開舉措，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縱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再者，其身為威京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已見單月即有高達數仟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9C07卷第145至149頁），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資力甚豐，且其所涉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之不法利益甚為龐大等節，亦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裁定理由說明甚詳。此外，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事由。準此，抗告意旨以前情請求撤銷原審法院對被告沈慶京所為之羈押裁定，亦容未可憑。　

　6.抗告意旨另以本案被告沈慶京不應以限制其人身自由而違反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審判云云。然如同本院前開所述，起訴後並非意味即無羈押被告之適用，於司法實務上，被告於起訴後有違反保全證據之情事(或高度可能)而予羈押等情，亦非鮮見，否則，若謂案件經起訴後即不得羈押被告，則刑事程序上凡經檢察官起訴後，法院是否均應將被告釋放而放任被告逃亡、藏匿、滅證或在進行證據調查前恣意與證人或共犯串證而毫無所顧忌，以致於使刑事司法追訴犯罪之目的蕩然無存？此所以實務上常有經起訴後仍羈押被告之案件存在。故抗告意旨謂起訴後即不應限制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進行審判乙節，似乏相關之依據。從而，本案若僅命被告沈慶京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依本院前開說明，實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告沈慶京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方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分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之自由法益及被告訴訟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原審對被告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裁定審酌上開各項情事而予以羈押，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是抗告意旨猶主張本案命被告提出相當之保證金、責付、限制、限制住居以替代羈押之手段，或同時施以電子監控手段即足以對於被告沈慶京形成相當之拘束力，應無再為羈押之必要云云，揆諸前開說明，難認可採。

　7.抗告意旨另以檢察官並非裁定之當事人，所提抗告為法律上所不應准許，本院應裁定駁回卻誤為撤銷裁定云云。然按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第3條規定：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故依上開法律規定，檢察官不服法院之裁定，自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抗告意旨似就若屬於被告之上訴或抗告，以求自己之利益請求救濟之實務見解有所誤會(即受裁判人為自己之不利益裁判始得上訴或抗告，不得對自己有利益之裁判上訴或抗告)，所辯亦無足採。　　　　

　㈢被告應曉薇及其辯護人部分：

　1.抗告意旨固以檢察、廉政機關偵辦本案之投入之偵查資源及能量，已對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完成必要蒐證，證言鞏固、案情釐清及偵查完備始行提起公訴。被告應曉薇實無所謂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與必要云云置辯。然查，原審法院於裁定理由中已詳為說明：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含抗告意旨所指王尊侃、陳佳敏)，縱使依據其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等節，依此觀之，原審上揭認定，尚無違誤或不當之處；其次，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保全證人供述真實性之必要，此情已如本院說明詳前。故抗告意旨以本案陳佳敏、王尊侃等人之供述業獲檢察官採信，而為不起訴處分，是本案相關證據均經檢察官蒐證保全完畢而完成必要蒐證，始行提起公訴，被告應曉薇實無所謂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與必要云云，似未慮及本案除上開王尊侃、陳佳敏外，尚有相關之證人及同案被告等人尚未經以詰問程序釐清案情，而仍有使案件陷於晦暗不明之可能性，故抗告意旨以檢察官偵查起訴後，即不存在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性，核與前揭認定不符，所辯自無足採。

　2.原審裁定並非僅憑被告應曉薇任職議員具有實質影響力、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有微信軟體聯絡方式，遽認被告應曉薇有勾串共犯、證人之虞。經查，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有本案起訴書附卷可參，觀諸其所涉罪嫌為違背職務收賄罪嫌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亦有相關證據附卷足稽，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更增加其逃亡之可能性。其次，同案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被告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等節，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是以，原審依本案前揭證據資料，再綜合被告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具有相當之政治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應曉薇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上開逃亡、滅證或勾串證人等節，及審酌被告應曉薇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其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經核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以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自無串證之必要、亦無法使用通訊軟體與其他被告或證人聯絡，毫無串證之虞云云，容無足採。

　3.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出境至香港原因，係因其擔憂年近百歲之母親病情惡化，為盡孝心乃欲至香港購買只有該地始有販售之馬百良清心丸，以求能替母親活血通絡和行氣止痛云云。然查，姑不論其抗告意旨所指是否屬實，依上開情事已足認被告應曉薇確有相當之資力及能力得以出境我國至其他國家或地區；其次，依抗告意旨所述，其於今年6月曾去加拿大參加大女兒之畢業典禮，被告應曉薇之子之父親為北京人，雖並無婚姻關係，亦無法排除長期居留於北京或於國外生活等節，被告應曉薇固以家中尚有母親需其照顧，絕無逃亡可能等節置辯，然本案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之113年8月27日，既有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等節，有相關證據附卷足稽，本院經核原審關於此部分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因而對其裁定羈押等節，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抗辯，容無足取。　

　4.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於訊問被告應曉薇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之理由，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侵害被告應曉薇之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云云。然查，審級制度本即是針對下級審法院所為裁判有無應予補充或審酌之救濟程序，藉由向上級審法院提出上訴或抗告等不服之手段，以達使裁判妥適之結果，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應曉薇具保等裁定既容應予補充或審酌之處，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故原審法院基於本案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應曉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經由前揭程序所為依職權之獨立判斷，礙難遽認原審法院所為保全證據之手段有何完全相反之認定或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致侵害被告應曉薇之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毋寧，在審級制度設計之情形下，下級審法院所為之裁判若有應予補充或審酌之處，本可透過上訴或抗告之救濟手段，再由下級審法院詳加審酌，以謀求更為妥適之裁判，此舉並無礙於憲法規範之審判獨立及公正審判之本質。法院就本案係如此，對其他個案亦復如是。是以，抗告意旨以原審裁定受上級法院意見拘束，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進而影響司法信賴與公平云云，似有誤解，所辯亦無足採。

　㈣被告李文宗及其辯護人部分：　

　1.經查，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等節，業據原審依本案(自由證明)之卷證資料，以其所涉之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而增加被告李文宗逃亡之可能性，被告李文宗固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而多所辯解，然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客觀上尚存有勾串空間；衡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113年8月11日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參以檢察官於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此外，本案尚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等人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綜合前揭事證，堪認被告李文宗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而認為有羈押之必要性予以羈押等節，均俱原審裁定詳加說明。抗告意旨固以被告李文宗與其他人實在無法相提並論，其亦無具實質影響力或控制他人行為，不應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云云。然查，原審就本案涉案之被告等人關於決定羈押之要件等節，已於裁定中詳述明確，原審法院所為關於羈押被告李文宗之裁定，更非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毋寧，原審係以被告李文宗涉犯上開罪嫌嫌疑重大，其所涉之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李文宗除有辯解外，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亦未盡相符，客觀上尚存有勾串空間，佐以同案被告柯文哲上開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且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同案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因認被告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其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至3款之羈押原因(見本院卷第27至29頁)，就原審依卷證資料所為上開判斷觀之，核無事實(羈押要件事實)及法律適用違誤之處，非如抗告意旨所指上情俱與被告李文宗毫無相關云云。故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抗辯，顯無足採。

　2.抗告意旨固以審級制度之設計，係讓被告在處理法律爭議時受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原審裁定係依上級法院之意而為羈押禁見裁定，則被告李文宗就是否羈押之重大影響人身自由之決定一事，無啻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云云。然關於審級制度之存在，既是用以針對下級審法院之裁判是否應予審酌或補充之處所為之救濟手段，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李文宗具保等裁定既有另行審酌及補充之處，此情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故原審法院基於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李文宗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依法經由前揭程序經審酌後依職權所為之判斷，顯非抗告意旨所指僅受限於法律爭議時始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否則，若原審法院之裁定因容有未予審酌之處，是否上級審法院即無從要求原審法院予以補充說明並請其依職權審酌，以達更適法之裁判？故抗告意旨所指審級救濟制度僅限於法律爭議云云，此一見解容與現行審級制度及司法實務之運作顯有未合，其所指本案對被告李文宗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云云，更與事實不符，所辯亦無足取。　　

　3.抗告意旨固另以被告李文宗究竟有無參與、支配犯意或犯意聯絡，由檢察官補充理由所檢附之訊息，都沒有看到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云云置辯。然查，同案被告柯文哲上開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依一般合理之經驗判斷，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且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同案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因認被告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非如抗告意旨所指其必有勾串行為出現始符合羈押之事由。其次，檢察官就先前原審所為具保裁定而提起之抗告狀中，已明確指稱如下朱亞虎於109年4月1日傳送沈慶京已利用人頭捐款210萬元予民眾黨之簡訊，並檢附捐款人名冊予李文宗後，李文宗回以「長輩友人涓涓襄助，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之訊息予朱亞虎，表示李文宗、柯文哲均已知悉該210萬元一事。且朱亞虎於偵查中更供稱：「沈慶京認為捐210萬元給民眾黨，對於日後回復120284.3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一事，也會有很大幫助」、「李文宗是在關鍵的位置......我傳文字與表格給李文宗，我認為他一定會馬上轉知柯文哲」、「李文宗回覆的簡訊就代表李文宗已經跟柯文哲報告過」，然均為被告李文宗所否認，可徵被告李文宗之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之嫌，更與朱亞虎之供述互核不符；參以被告李文宗於偵查中供稱：我要籌募眾望基金會的1,000萬元，但我只籌到850萬元還差150萬元，我跟柯文哲報告，他就說他知道了他來弄，過一陣子許芷瑜就拿150萬元給我或是范雅琪；新故鄉協會的800萬元，是柯文哲或蘇進強募款來的，通常是許芷瑜把錢拿到我競辦的辦公室，我或李文娟會通知蘇進強，蘇進強再去處理等節；參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於111年12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如果初期未募到錢，可叫橘子先存一些進去，以供作業」，以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我叫橘子交給你，算是協會的，相關費用用那個支出」；另以被告李文宗於召開記者會前一日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指示其妹即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堪認被告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加以湮滅之心態等節(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卷第44至46頁)，俱為檢察官對於被告李文宗所為之相關指述，此亦為本院於該案中撤銷發回原審具保裁定的理由之一，而檢察官於原審羈押訊問程序時，亦提出相關證據及說明等情，有原審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二第455至458頁)，故抗告意旨以本案都沒有看到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云云置辯，容與卷證資料不符，所辯自無可採。至於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捨調查不為而空以被告李文宗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顯有理由不備、未盡相關調查之缺失云云置辯。然查，原審裁定並非單以被告李文宗為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而是綜合相關事證及被告李文宗於行為時之相關反應予以認定，此情已據本院前開說明，故原審基於本案相關事證，為羈押被告之裁定，核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至於被告李文宗所指關於標註「木可危機處理小組」LINE群組訊息，群組名稱是檢察官後製，相關群組內容是討論關於檢察官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僅有釐清事實與擬定聲明，亦無檢察官所謂勾串或嘗試統一不實說法之過程云云，然關於標註名稱或相關群組內容是否討論關於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洵非資為原審羈押被告李文宗有串證之事由(見本院卷第27至29頁)，抗告意旨復以檢察官提出之訊息指稱本案不分區立委審核小組成員有七位，包括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何需被告李文宗代表同案被告柯文哲發言，且每票等值乙節，似已涉及關於被告李文宗於本案中有罪或無罪之訴訟答辯，惟如同本院所一再強調，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係就原審所為羈押裁定是否符合羈押要件事實等節有無違誤或不當進行審查，故抗告意旨執此部分指摘何需被告李文宗代表同案被告柯文哲發表意見云云，似有誤會。　　

　4.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李文宗為避免放在桌上的木可公司損益表遭他人看到才會交代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相關憑證資料，電腦資料再跑就有，未曾見檢察官就此發函要求木可公司提供損益表而未得之記錄，損益表僅有某段期間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要如何作為本件起訴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之依據云云。然查，正是因為案發時該損益表係本案重要之證據，惟因遭毀損而不復存在後，該證據自無從資為證明本案相關之事實，縱檢察官事後以發函之方式調閱上開損益表，該損益表是否為原始版本、是否僅係表彰某段期間內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或是具有更為重要之資訊等節，已不復證明。是以，被告李文宗上開所為，基於一般經驗法則之判斷，尚難完全排除係被告李文宗湮滅相關證據之可能性存在，原審法院參酌前開相關卷證資料，以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再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等節(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其判斷之依據並不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自應予以維持。故抗告意旨主張原裁定違誤云云，亦無可採。　　

　5.抗告意旨另以檢察官得選擇起訴求輕刑方式確保朱亞虎維持證言，檢察官卻選擇以緩起訴處分之方式處理，檢察官不應該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云云。然查，檢察官就本案相關之被告等人究應為如何之處分，乃檢察官偵查職權之行使，尚難遽謂檢察官依偵查職權之行使即係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其次，抗告意旨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交付現金與被告李文宗之訊息，內容即與新故鄉協會之800萬元款項有關，但該部分之款項亦核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云云。惟上情係就被告李文宗及許芷瑜間與同案被告柯文哲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以認定其等間關係密切，此為原審裁定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9頁)，是以，抗告意旨以上情認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云云，似有誤會。至抗告意旨另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有無收受相關款項與被告李文宗完全無關，被告李文宗並未與任何交付現金之人直接接洽，如何能以許芷瑜可能經手其他鉅額現金收受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勾串許芷瑜之可能云云置辯。然查，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亦據原審裁定認定明確(見本院卷第29頁)，故被告李文宗猶以前詞認其毫無勾串之可能性等節置辯，本院經核原審裁定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前揭所指，委無足取，自難信實。　

　6.抗告意旨固另以檢察官已經起訴，業已認定其於偵查期間透過各種強制處分、運用大量人力蒐集足夠定罪證據，如何能將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身上云云。然查，檢察官起訴後，案件繫屬法院，倘被告符合刑事訴訟法之法定羈押事由而有羈押之必要時，自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此情已據本院一再說明如前。至於起訴後之證據是否足以證明被告李文宗至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程度，本即應依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予以證明，惟此乃原審法院後續進行證據調查程序之問題，並非本案關於原審羈押被告李文宗之裁定妥適與否之問題。故抗告意旨以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身上云云，似對原審前開羈押裁定之認定有所誤會，所辯亦無可採。　

九、從而，原審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之情形，另查無其他法定撤銷羈押之事由，或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而為羈押之裁定，已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之人身自由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且其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原審所為羈押之裁定，核無違誤。被告等人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俱為無理由，已據本院逐一說明如前，均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董佳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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